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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欲探究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西藏流亡政府以民主化與立憲為

核心，進行政教改革的時空背景與進程，並進一步分析其政治涵義與後續影響等，

本文研究目的有四項，（一）了解西藏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原因。（二）討

論流亡政府進行政教分離改革的時空背景與具體進程。（三）分析流亡政府進行

政治改革的涵義。（四）流亡政府是否成功藉由民主化與政治改革扭轉西藏問題

的局勢。本研究進一步設定假設命題為：「西藏流亡政府欲透過民主化與政教改

革來延續其政權存在之正統性，並藉以對抗中共政權，獲得在西藏問題的主導

權。」本文除透過文獻分析法進行資料統整與分析外，並利用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加以檢驗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模式與因

素。本研究發現流亡政府的民主化符合該理論的變革模式，以及該理論歸納的相

關成因，如合法統治權威的衰弱、外來勢力的新政策、示範效應和肇端等，而在

流亡初期到 1988 年間，民主之於達賴喇嘛較像是處理西藏問題的手段，1988 年

之後，民主則逐漸轉變成兼具手段與信仰內涵的存在。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改革

重塑了所有流亡藏人與非藏人族群的國族認同，同時也對西藏問題產生諸多影

響，首先，達賴喇嘛因此獲得擴張爭議戰場的優勢，西藏問題不再只是主權歸屬

問題，民主與人權成為對抗中共的最大武器，並將西藏問題帶入另一個關於普世

價值爭辯的層次。本研究在觀察達賴喇嘛對於西藏獨立與否的態度時發現，其立

場的變化皆是取決於中共與達賴在國際形勢的強弱而定，顯示達賴喇嘛心中仍是

傾向獨立，而改革則為此獲取了更多籌碼。此外，流亡政府 2001 年進行的噶倫

赤巴直選應是受到十一世班禪轉世事件的影響，故透過改革將政權率先移轉給具

民意支撐的民選領袖，其將使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挑戰在未來變得更嚴峻。	

	

關鍵字：西藏流亡政府、達賴喇嘛、政教分離、西藏問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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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西藏問題，一直是國際關注的議題之一，尤其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

迅速的崛起，如何圓滿地解決西藏問題，更是成為國際間衡量中國是否能真正往

民主大國之路前進的一個指標性議題。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作為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時代雜誌評列 100 大最有影響人物之一，可以說是極具神秘色彩的宗

教領袖，同時也是活躍於國際的政治人物。1959 年 3 月西藏抗暴運動發生後，中

共人民解放軍與藏族軍民在拉薩爆發了嚴重的武裝衝突，隨著十四世達賴喇嘛出

走印度，大量的藏人也追隨他們的精神領袖遷入達蘭薩拉（Dharamshala）1，達

賴喇嘛出走印度之後，積極地向國際控訴中共的作為，西藏人權問題終於受到聯

合國的關切，聯合國大會於 1959、1961、1965 年分別通過第 1353、1723、2079 號

決議，請各國注意中共嚴重違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並呼籲中共尊重藏族人民

的基本人權和其獨特的宗教、文化，並停止一切剝奪其人權與自由的行為，時至

今日，天安門事件與西藏歷史上一次次的鎮暴事件仍然是中共人權外交上的歷史

污點。	

無論如何，在達賴有計畫性地透過跨國倡議網絡發聲下，成功將西藏問題國

際化，由中國宣稱的內政問題變為重要的國際議題，但與此同時，西藏流亡政府

的政治態度與政治體制也不斷的改變，政治態度從一開始堅持的獨立，到後來意

識到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及經濟社會蓬勃發展，「中國崛起」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

大趨勢，達賴曾表示在西藏人民高度自治的要求下，可放棄西藏獨立返回中國，

                                                
1 達蘭薩拉（Dharamshala），是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坎格拉縣的一個城鎮，現為流亡藏人的行

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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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甚至表示，西藏的未來是建立於和中國在一起的框

架下。	

筆者曾於 2015 年間至拉薩及日喀則等地參訪，驚訝於當地現代化程度之高

的同時，卻也發現隨處可見共產黨的宣傳標語、布條，似乎略顯刻意，而布達拉

宮少了鎮殿的靈魂－達賴喇嘛也更顯得諷刺，宮殿內沉靜的 8 座靈塔似乎訴說著

歷史停在了 1959 年。八廓街是拉薩舊城區的商業中心，充滿著許多前往大昭寺

朝拜的虔誠信徒與各式各樣的商家，當然現在也不乏許多販賣紀念品的小店，八

廓街上有棟米黃色的土樓，裡頭是一間叫瑪吉阿米的小酒館，瑪吉阿米在藏語中

意謂未嫁娘，因其多次出現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所作的詩裡頭，故也有一說

認為瑪吉阿米就是當時倉央嘉措的情人，而該酒館就是倉央嘉措當時與瑪吉阿米

幽會的場所。筆者在月色下來到這間小酒館，伴隨著六世達賴多情的故事，本應

甚為浪漫，但在 2015 年的當時，要進入八廓街的廣場必須先經過嚴格的安檢關

卡，街上更是不時看到武裝的公安警察，想想若是當年的六世達賴偷跑出布達拉

宮時，見著了這場景不知會做何感想。有感於當時對西藏存在的時空錯置感實在

太強，回臺之後，筆者開始對這個活佛缺席的宗教國度產生濃厚的興趣，希望能

更多的了解這塊土地當年的統治者-達賴喇嘛，以及現在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	

在對西藏問題的歷史背景與達賴喇嘛對該議題的態度有了初步的認識後，筆

者開始注意到了更有趣的問題，那就是達賴本身領袖身分的轉變。在西藏數百年

來的政治體制中，轉世的達賴喇嘛一直是政教合一的領袖，但他也知道舊西藏的

制度確實存在了諸多陳腐，諸如貴族制度或以世家僧侶為核心的統治階級等問題

2，事實上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便曾試圖推動改革，無奈當時的時空背景與根深蒂固

的權力上層而致改革未果，無論如何，流亡確實給了藏人社會一個改革的理由，

因此十四世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建立流亡政權後，即積極推動民主改革，1960 年

建立西藏流亡議會與藏人行政中央、議會成員由民選產生，但尚未形成政黨政治，

                                                
2 胡進杉（1981）。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

所，台北，頁 20。 



DOI:10.6814/NCCU2019002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仍是政府最高領導者，1990 年 5 月，根據達賴喇嘛的要求，為

了在西藏流亡社會真正實現民主政府而施行了緊急的改革，由達賴喇嘛任命的西

藏流亡政府內閣和第十屆議會同時辭職，同年，分布在印度和其他 33 個國家的

流亡藏人通過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產生了擴編的第十一屆議會，議會議員人數增

加到 46 人，並經議會選舉產生的政府部長（內閣）成員組成了新一屆的內閣。

2011 年 3 月 14 日，達賴正式致信西藏流亡議會，要求卸下一切政治權力，他還

提議修改憲法，將政權完全交給一個「民選且有任期的政治領導人」。2011 年 4

月 27 日，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正式當選為新的領導人，8 月 8 日宣誓就

任噶倫赤巴，達賴將一切政治權力移交後，正式終結西藏政教合一的體制。在這

個政教分離的進程中，值得關注的不只是流亡這樣的時空背景，而是達賴喇嘛是

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他想要，或必須進行這樣的改革，筆者的推論認為達賴喇

嘛是有計劃性地以人權、民主作為抗衡中共的手段，並選擇拋開數百年傳統的束

縛，將達蘭薩拉的西藏改革成更符合西方普世價值的體制，本研究即欲透過剖析

西藏特殊的政教體制如何形成、體制改革如何進行等，進一步分析對藏人社會與

西藏問題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從各種面向層層解構。（一）首先了解西

藏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原因。（二）接著討論流亡政府進行政教分離改革

的時空背景與具體進程。（三）最後分析流亡政府進行政治改革的涵義，以了解

達賴政府如何透過政治改革來建構藏人的民主認知與國族認同。以及（四）流亡

政府是否成功藉由民主化與政治改革扭轉西藏問題的局勢，以獲得國際社會對其

與中共抗衡或未來向中共爭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支持，此為本研究欲考證的觀點。	

基於上開目的，本研究設定之假設為：	

假設命題：西藏流亡政府欲透過民主化與政教改革來延續其政權存在之正統

性，並藉以對抗中共政權，獲得在西藏問題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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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假設亦立基於 2018 年已八旬高齡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曾公開表示，其辭世

後將不再轉世，然而此一說法有違藏傳佛教的傳統，且依照傳統，達賴喇嘛與班

禪喇嘛轉世的範圍應在廣義的藏區境內，而現今的西藏、青海等均在中共實質的

統治下，甚至定有「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來規範藏傳佛教轉世的制度，

1995 年經達賴喇嘛認證的班禪第十一世轉世靈童根敦確吉尼瑪（Gendun Qogyi 

Nyima），被中共聲稱保護起來，至今下落不明，同年北京自行認定了另一名男童

為班禪轉世活佛，這樣的前例歷歷在目，顯然達賴喇嘛的不再轉世說法，正是意

識到了中共的干預，流亡政府必須要審慎地面對十四世達賴喇嘛辭世後，會浮現

的問題，舉例而言，中共很有可能將其扶植的人選認證為十五世轉世達賴，藉以

強化中國在西藏治權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屆時流亡政府代表全球藏人社群向國際

發聲之正統性勢必大打折扣。	

第二節	 文獻述評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世界各國政教關係，或政治、宗教對國族認同之影響的文

獻，當然，亦不乏許多從國際關係角度分析西藏問題的討論，本文統整現有文獻，

並從「政教合一制」與「政教分離制」兩個面向分別歸類。	

一、 政教合一制	

有關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原因，東嘎洛桑赤列認為其在於階級與經濟地

位上的不平等，早期西藏封建社會時，宗教上層人士有雄厚的經濟基礎，為了保

持自己的經濟地位，他們必然要尋求強大的政治勢力作為庇護，一部分的人與強

大政權合作，另一部分的人則直接掌握政權，其可說是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產生

的階級根源3。在此方面，胡進杉提供了不同的說法，他指出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

係因僧團亦為一個政治團體，他們有組織、中心思想、領地、信眾、財產，且在

                                                
3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1981）。論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 4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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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番王朝時期，因得到藏王的禮遇，僧侶參政早有前例可循，加上社會動盪的背

景，人民尋求宗教的慰藉，高僧如佛，政治為宗教服務的觀念深植人心，最後終

於在與帝國或豪族勢力的結合下，逐漸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制度4。中國學者王獻軍

的看法也較相近於此，甚至同樣認為政教合一制度之所以能在 13 世紀中的西藏

建立，當時蒙古帝國的大力支持是相當明確的外部因素，然而不同的是，他並不

認為政治是為宗教服務，某部分而言正好恰恰相反，因為藏傳佛教的僧侶與一般

佛教僧侶不同，他們懂得醫學、天文、歷史、語言等，他們壟斷了西藏的文化教

育，甚至一些較大的寺院還占有土地、牲畜與農民牧民，其具有相當能力與封建

領主相互抗衡，因此封建領主索性巧妙地讓家族子弟為僧，給家族勢力穿上僧侶

的外衣，再加上原有的經濟能力作為後盾，藉以得到威望與權力，使得封建勢力

與宗教勢力緊密地結合5，是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建立的根基。	

此外，胡進杉也分析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具有幾個特質，其一，政權的獲得

來自於中國當代政權的授予或認可，其二，以世家僧侶為核心的統治階級，如薩

嘉王朝與帕摩竹巴王朝王位的傳承均為兄弟、叔姪或父子相傳，格魯巴王朝的政

教領袖均為達賴喇嘛，且西藏高級官員中僧官占一半，而只有僧官親屬及世家子

弟為喇嘛者始能進入資仲學校培育成僧官，其三，教權高於世俗的政權6。張家麟

引用 Johnstone 的說法，將政教關係以光譜的概念劃分成幾種型態，光譜左右兩

個極端分別為宗教完全支配政治的「神權政治」與政治完全支配宗教的「極權政

治」，光譜中央則為政教完全分離7，張家麟指出西藏達賴，與梵蒂岡、伊斯蘭國

家等，位置較接近神權政治，大部分基督教、印度教民主國家接近中間的政教分

離，儒教、天主教等威權國家的統治在於宗教之上，則偏向極權政治8。然而，若

                                                
4 胡進杉（1981）。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

所，台北，頁 20。 
5 王獻軍（1997）。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南京，頁

156-159。 
6 王獻軍（1997），頁 146。 
7 Ronald L. Johnstone,（1991）.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UK: Routledge.  
8 張家麟，（2011）。當代政教理論與個案。台北，蘭臺出版社，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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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檢視西藏政教關係的發展歷史則可發現，達賴喇嘛最早建立甘丹頗章政權

時，也是因獲得蒙古政治勢力的支持，發展至明、清時代時，其在西藏治權的穩

固，或多或少也都會受到中朝政權的支持與否而影響，換言之，達賴喇嘛或許代

表著西藏具有教權高於俗權的特性，但卻不見得是由宗教完全支配政治。	

二、 政教分離制	

有別於政教合一制度，政教分離衍然已是近代宗教改革的趨勢，除了基督教

世界從中世紀的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逐漸走向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目的多是為了落實宗教自由，英國、日本等國的君主立憲體制也是一

種政教分離的形式。釋傳順透過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提出的結構化理論來

說明泰國宗教與政治的互動與影響，他認為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宗教和政權間

的關係可分為聯合宗教、隔離宗教和壓制宗教三種，而泰王與其他君主立憲國家

最大的不同，就是規定必須為佛教徒，且是佛教保護者，然而 13 世紀泰國佛教

的引進是為了取代印度教為主的統治階層，因此宗教明顯是位於統治階層之下，

作為其統治工具而存在的。目前的泰國雖幾經改革，憲法中的國王設定為虛位元

首，然而實際運作並非如此，國王仍有形式上的否決權與受到限制的特赦權，且

泰王有時會主動與直接使用人事權干預政府行政，如 2001 年泰國檢察委員會任

命邁達嘉尊（Jaruvan Maintaka）為檢察總長案，後經法院判決違憲，而由參議院

於 2005 年另選出新任人選，惟泰王拒絕簽署同意，最後的解決方法也是妥協於

國王，重新任命邁達嘉尊。另外政治或外交出現紛爭時，實際上政治領袖與廣大

民眾還是希望能由國王出面仲裁9，由此可見，泰國的政教分離改革並未確實達到

百分百的分離。另一方面，洪聖銘則說明了日本的例子，他引述日本津地鎮祭最

高法院判決所述，「(日本)憲法中設置政教分離規定，是以國家與宗教分離為理

想…，然而宗教在許多方面亦經常伴隨著外在事物的面向，其與教育、福利、文

                                                
9 釋傳順（2011）。宗教對泰國政治之影響。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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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俗習慣等廣泛場合等社會生活有所接觸乃當然之結果，…因此，欲實現國

家與宗教之完全分離，實際乃近乎不可能」10，有此可見在日本的例子中，欲完

全割捨國家與宗教之關係實際執行有其難度。	

無論如何，達賴喇嘛在流亡到印度後，透過政教分離來逐步推動民主改革是

顯而易見的事實，但弗雷謝特（Ann Frechette）認為流亡雖成為藏人民主改革的

動力，卻也因流亡背景等許多因素限制了他們的政治改革能力，由於西藏流亡者

在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環境中努力解釋民主價值觀，也因為其宗教、文化等獨特

因素，藏人認知的民主概念更偏向亞洲民主模式(Asian models of democracy)11，也

就是以更高層次的心態來接納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所作的決策，一種包含威權

概念的民主，需要的話，達賴喇嘛甚至能直接解散議會，就像他在 1990 年做的

那樣，因此投票只是在最小程度上詮釋民主的方法，投票如何更精細的對社會發

揮功能才是我們必須去了解的12。較可惜的是，該篇文章並未詳細說明民主究竟

對西藏社會發揮了什麼功能，很大的原因可能是該作者認為當時西藏的民主還不

是真正的民主，徐桂香則點出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問題在於沒有政黨競爭的民主實

踐13，在缺乏成熟的政黨制度下，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的選舉方式十分玄妙，甚至

沒有自薦參選的程序，與弗雷謝特不同的是，徐桂香直接提出民主制度對西藏流

亡社會最大的功能即在於：「民主是當前國際服膺的一項普世價值，實施民主制

度不僅有助於西藏流亡組織拉近與西方國家的距離，也有利於以此與中共政權作

競爭14。」	

至於政教分離的過程是否會對人民造成影響，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國

家機器是由政府、行政、軍隊、警察、法院和監獄等構成具壓制力的國家機器；

                                                
10 洪聖銘（2006）。日本政教分離原則之研究－以違憲審查基準為中心。碩士論文，淡江大

學，日本研究所，台北。 
11 Ann Frechette,（2007）.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mong Tibetans in Exi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1. P. 99. 
12 Ann Frechette,（2007）. P. 123 
13 徐桂香，（2013）。西藏流亡組織的變革。蒙藏季刊，第 22 卷第 3 期，頁 56。 
14 徐桂香，（2013），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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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認為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透過宗教、教育、家

庭、法律、政策、貿易組織、通信（新聞、廣播和電視）及文化等建立意識型態

的秩序，以達到控制及影響人民15，麥可（Franz Michael）並認為西藏人的遷徙並

非是個體難民的政治避難，而是作為一個國家政體的流亡16，由此應可推論，西

藏流亡政府確實欲透過改革來對流亡藏民或甚至世界各地的藏民，建構某種國族

身分的認同。林汝羽則進一步提到其在西藏兒童村對 90 名師生及家長進行田野

研究的結論，他認為藏民流亡到海外之後，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號召下，不同的

階層群體發展出聯帶感，並藉著教育成功發展出了公民情感，奠基於達賴喇嘛的

發言，學校教育將追求西藏國土收復的論述一再重述，使得西藏難民在自我認同

的過程中持續將憤怒指向中國17。不同於林汝羽專注在難民化的國族身分建構上，

弗蘭切斯卡（Hampton Francesca）則觀察到民主改革對藏人社會的建構，他更指

出藏人在政治價值觀和理念在過去數十年產生很大的改變，藏人似乎一致地認為

西藏應該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像印度一樣擁有宗教自由，每個人也都擁有平等的

工作及教育權利，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概念逐漸深植在藏人心中，即便流亡政府現

在回到拉薩，雖然仍有許多東西保留下來，但它終將成為一個新的西藏，古老的

香格里拉已經消失了18。	

陳英倫分析流亡後達賴喇嘛的言論，從而認為達賴喇嘛對外的談話立場，由

西藏獨立的主張到要求自治、再從自治到高度自治，其間的態度轉換主要受到國

際間對流亡政府的支持力道以及中共在國際的角色與聲勢的影響，他提到 90 年

代初期，達賴喇嘛對於國際情勢過於樂觀，認為中共會像蘇聯瓦解，所以不求自

治而強調獨立，但中共後來並無瓦解，所以也就不得不在	 1993 年重提「不堅持

                                                
15 Louis Althusser, Trans by Ben Brewster,（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27-186.  
16 Franz Michael,（1985）. Survival of a Cultur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Asian Survey, Vol. 25, No. 
7, P. 737. 
17 林汝羽（2013）。西藏流亡學校中難民化的國族身分建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新竹。 
18 Cultural Survial, Hampton Francesca: Tibetans in India: A New Generation in Exile. Retrieve April, 2, 
2019, from: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tibetans-india-
new-generation-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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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獨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的主張19，但一切種種仍不難發現，實際上達賴

喇嘛心中仍是希望有朝一日中共的國際聲勢低落時，在自認為形勢有利時重新公

開打出西藏獨立牌20，可惜的是，該研究只是依據達賴喇嘛在各個時間的言論作

為推論，仍缺少了相關的背景論述與佐證。	

三、 綜合述評	

筆者認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並不僅僅只是宗教

人士獲得經濟基礎後，就渴求權力來保護其財產這樣的階級問題，當然我們不能

否認在西藏分劣割據時期，佛教進入了後弘期的百花齊放復興時代，部分教派或

寺院座主所能影響或控制的土地與人民也有更勝於贊普貴族後裔者，也因此渴求

權力與財產者自然就會向宗教勢力靠攏的情形，畢竟當時的西藏存在的是教權高

於俗權的社會風氣，然而更客觀的說，這種高度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應是藏傳佛

教的僧侶在古代遊牧社會中因其壟斷教育、醫學、天文等資源優勢，故在藏人心

中於許多方面都擁有崇高的地位，且早期封建社會尚未建立強大專制的政權時，

上層人士已有遣子弟為僧的習慣，也因此一些頭人或士族開始與寺院勢力結合，

產生了家族式政教合一的雛形，最終則在帝國勢力的扶植下在確立了獨特的高度

政教合一制度。	

然而，政教分離已是現代宗教改革的趨勢，不同於基督教世界進行的政教分

離是為了保障人們信奉不同宗教的自由，西藏流亡政府進行的政教分離則比較像

是一種民主改革，意謂達賴喇嘛將專注於神的象徵，而非人的統治，但不論在泰

國或日本的例子中，其實都為檢視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分離改革，提供了不同的切

入角度，在現階段藏人要完全放下對達賴喇嘛的政治依賴，仍是不太可能的。當

然，這並不影響達賴喇嘛進行政教改革的原始目的，如同在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

村，正透過教育建構流亡藏人的國族認同，民主改革正在為藏人建構新的西藏認

                                                
19 陳英倫（2007）。西藏流亡政府從獨立到自治態度轉變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所，台北，頁 98。 
20 陳英倫（2007），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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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並為國際社會形塑中國的西藏是鐵籠中的西藏之概念，本研究希望藉由流亡

政府在政教改革的進程與涵義來驗證以上的論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逕	

本研究將採用質化研究方法的文獻分析法及杭廷頓的民主化模式理論，加以

檢驗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過程的適用性，並藉以分析其民主化的原因與未來可能

的發展及影響，分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對於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之過程及原

因，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民主改革進程與作法部分，將歸納相關史籍與學者著作，

以分析西藏歷史上的政教關係之演變。此外，對於西藏流亡政府的改革思想探究，

本研究將先從流亡政府及與中藏問題相關的書籍、期刊論文、新聞、會議資料或

達賴喇嘛公開發言、訪談等第二手資料中，分析流亡政府進行改革的可能原因，

並比對相關學者的研究觀點，從國際關係的層次加以檢視，透過國際對西藏問題

的定位及對流亡政府的支持力道比對，以得知其政教改革的真正涵義，驗證本論

文假設是否成立。	

二、 研究途徑	

本論文研究途徑採用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民主化理論，杭廷頓

在 1991 年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書中整理及分析了 19 到 20 世

紀，世界各國所發生的民主化浪潮，相對於 19 世紀初期起源於美國革命與法國

革命領銜的第一波民主化，以及二戰後，1943-1962 年間許多殖民地國家興起獨立

運動的第二波民主化，1970 年代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代表的則是第三波民主化浪

潮的開端，而西藏流亡政府雖未在杭廷頓的討論範疇，但其民主化顯非第二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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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獨立運動，而是受到第二波民主化的印度之影響，從 1960 年代流亡開始

逐步產生民選議會、1970 年代的流亡藏人憲章施行，一直到 2001 年完成首次民

選首長的政權交接，就時間軸而言應屬於杭廷頓所分類的第三波民主化之中，本

研究將進一步檢驗該民主化理論於西藏流亡政府案例的適用性。	

杭廷頓以第一、二波民主化形成的原因作基礎，歸納出 1970 至 80 年代產生

第三波民主化最重要的幾個因素21。	

（一）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	

隨著民主制度開始成為普世接受的價值，威權體制可能因軍事挫敗、經濟破

產與 1970 年代兩次的石油危機，使得統治政權的正當性逐漸消失。	

（二） 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	

經濟成長提高了生活水準，增強了教育功能，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結構的變遷，

因為其使得社會族群間有更多的資源可供分配，造就族群間的融合與妥協，此外

經濟發展也有助於中產階級勢力的擴展，由於民主是以多數統治為前提，故在貧

富差距懸殊的社會，民主制度也將難以執行。杭廷頓更進一步指出，經濟發展達

相當程度時，短期的經濟危機或破產，最能造成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府。	

（三） 宗教變遷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諸多國家中，教會變成了威權國家最公開反對者，教會領

袖譴責政府對神職人員、出版品、機構和財產的報復，教會開始與國家機關劃清

界限，放棄為政權正當性背書的角色，政教分離及人權成為教會最主要的訴求，

因此杭廷頓認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天主教的重要性僅次於經濟發展。	

（四） 外來勢力的心政策	

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

其可能加速或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對民主化的影響。	

（五） 示範效應	

                                                
21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4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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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五個因素可稱為示範效應、滾雪球效應、或骨牌效應

（domino	effect），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成功的民主化，將能鼓勵其他國家的民主

化產生，杭廷頓更認為示範效應在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性遠比前兩波民主化都大

得到，主要原因是全球通訊傳播和運輸技術的驚人發展22。	

（六） 肇端	

最後，杭廷頓也進一步指出前述的五種因素僅僅產生了有利於民主化的條

件，但這些因素並未使民主化成為必然，這是因為一個民主政權並不是由肇因

（casues）建立，而是由肇端（causers）創建的23，換言之，政治領袖才是民主化

最重要的驅使者，儘管他們一開始可能未必期望民主的結果，僅將民主視為實現

其他目標的手段，但無論如何，他們在政治決定上的重大轉變仍是民主化最關鍵

的因子。這個理論應用在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過程，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

民主對達賴喇嘛而言，究竟是手段、信仰，抑或兩者兼是？	

當然，杭廷頓也提到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更

沒有一個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但本研究仍將嘗試釐清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原

因。此外，杭廷頓亦提到第三波民主化有三種主要的類型24，即（一）變革：掌

權者扮演決定性角色，由上而下發起的自由化。（二）置換：政權內部的改革派

過於弱小，居於主流地位的是保守派，也因此直到反對派日益壯大，而政府崩潰

或被推翻時才能實現民主化。（三）移轉：移轉和變革的界限有時候是有模糊空

間的，在移轉過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對派的聯合行動產生，政府和反對派

的互動較為溫和，並願意就政權的更迭進行磋商。本研究將加以檢驗西藏流亡政

府是否符合杭廷頓第三波民主化的類型特徵，以及其是否已達到杭廷頓所說的

「民主鞏固」，進而了解西藏問題未來可能的發展。	

                                                
22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 101. 
23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 107. 
24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123-124. 



DOI:10.6814/NCCU2019002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西藏問題是指中國是否擁有西藏主權的問題，最早是毛澤東在 1949 年提出

的，1959 年拉薩事件後中國官方並開始以此名詞稱呼之，由主權問題衍生而來，

西藏問題也代表著中國治理西藏的正當性，以及高壓治理的合法性問題；部分文

獻會以中藏問題稱之，惟其指的是「中國的西藏問題」或「中國與西藏的問題」

顯然存有很大的爭議，並各自帶有鮮明的預設立場，故本研究將統一以「西藏問

題」一詞稱之。再者，許多研究西藏問題的文獻均係以中國角度作為出發點，諸

如中國如何治理西藏、青藏鐵路等基礎建設如何影響西藏問題，或中美、中印關

係如何影響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等，有別於上開論文切入點，本研究將專注於西藏

流亡政府之角度作分析，並以政教關係及民主改革等產生的影響，來探討流亡政

府是如何看待西藏問題及欲以何種方法解決，藉以了解流亡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

的核心價值與角色定位。	

部分學者認為西藏一詞是帶有中國本位主義的歧視用語，如同漢民族自古就

認為世界是以中原為中心，進而產生南蠻、北夷等名詞來稱呼其他中原以外的民

族，因此藏人普遍希望運用一個相互對等、尊嚴的詞彙來取代西藏，在這樣的原

則下，「圖博」是較為藏人普遍接受的用語，其與古代吐蕃一詞讀音相似，也是

Tibet 的音譯，惟因華人世界發行之書籍、論文仍普遍以西藏稱之，本研究為利

資料彙整及普羅大眾閱讀方便，仍將以西藏統稱之。	

許多時候，達賴喇嘛的個人言論與聲明，其實並不足以代表整個西藏流亡政

府，兩者間的立場有時甚至會出現相異的情形，為避免研究立場受兩者影響而搖

擺，本研究將專注以達賴喇嘛個人的角度出發，包含其公開演說、著作或個人訪

談之論述，畢竟在 2001 年噶倫赤巴直選之前，達賴喇嘛的個人立場幾乎就等於

流亡政府，而在直選之後，達賴喇嘛亦持續作為影響西藏問題的關鍵因子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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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殊的重要性與代表性可見一斑。	

時間範圍部分，本研究所欲研究之政治改革係指達賴喇嘛於 1959 年逃離至

印度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之後的一連串改革作為，至於中共從 1955 年開始

在西康、青海等藏區推動的土地改革運動及 1959 年之後在西藏本土推行的「西

藏民主改革」，並非本研究欲討論範圍。	

此外，本研究所提到歷史上的諸多西藏人物時，由於藏族姓名的構成十分複

雜，姓名之間有時並無一定規律與關聯，這是因為古時藏人為顯虔誠，在自己取

名或請活佛賜名時會捨棄自己的姓氏冠上上師姓名的一部分，此外也有以籍貫、

寺廟、拉章的名稱為姓，活佛、喇嘛或有以封號為姓者25，事實上，在佛教於西

藏興盛之前，西藏人普遍地使用姓氏，但是隨著佛教的傳入，眾生平等的觀念造

就了西藏人不重視血統，姓氏也就失去了意義，有些藏名甚至代表一個詞彙意義，

而不存在姓與名的概念，例如扎西次仁意指吉祥長壽、多吉本瑪意指金剛蓮花等

26，由於筆者不諳藏語，理解這些藏文名字的差異時，有其困難，因此本研究所

載藏人姓名之英文拼音僅是音譯，並不具姓氏與名字之前後排列之意義差別，歷

史人物方面則均以《佛教發展史略》一書所載之中文寫法與英文拼音為準。	

二、 研究限制	

學術研究中，取得不同觀點的文獻本是理所當然之事，無奈筆者不識藏文，

僅能以中、英文資料為主，此為本研究最大之限制，惟筆者仍將嘗試以藏人行政

中央翻譯成中文之官方資料，以及其他經翻譯成中、英文之藏人研究為輔，藉以

強化本研究之客觀性。	

此外，流亡政府雖在 2001 年首次進行首席噶倫赤巴的選舉，但十四世達賴

喇嘛直到 2011 年才在流亡憲章的架構下，正式卸下政治領袖一職，並由洛桑森

                                                
25 西藏文化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檢自：

http://www.tibetcul.com/zhuanti/whcs/201604/38364.html 
26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西藏人的姓氏，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檢自：

https://xizang-zhiye.org/西藏人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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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同年當選為新的領導人，而洛桑森格也在 2016 年成功取得連任，換言之，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經歷了七百多年的歷史，走到了政教分離後，截至 2018 年

不過也才過了 7 年、經歷 2 次選舉，受時間太短的限制，要準確分析政教改革對

流亡政府的影響仍有其侷限。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 研究架構	

為了解西藏流亡政府政教關係變革所代表的涵義，並進而驗證本研究之假設

是否成立，本文研究架構大致安排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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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將從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形成背景，到流亡政府政治改

革的過程、原因與影響層層開展，第壹章為緒論，概述本研究之背景及動機，

並對研究範圍、方法、限制等作初步闡述。第貳章開始將先以歷史及文獻資料

檢視西藏政教合一制行成的原因及歷史背景，藉以了解其獨特的活佛轉世政教

合一制度的由來，並兼述中國的宗教政策及其對於藏傳佛教的影響。接著於第

參章回顧 1959 年達賴喇嘛如何出走西藏，及建立流亡政府後的一連串改革進

程。第肆章分析政教合一制在西藏流亡政府手中終結的原因與涵義，並在充分

了解西藏政教制度從合一到分離的歷史背景、原因後，分析達賴喇嘛在不同時

期的對西藏自治或獨立的態度轉變，以探討政教體制轉變的意義，及民主化與

政治改革如何對西藏問題產生新的建構。第伍章開始逐步檢驗本研究目的，並

論證本研究假設－西藏流亡政府欲透過政教分離與民主改革來延續其政權存在

之正統性，藉以對抗中共政權之觀點是否成立，最後做出總結及提出對未來研

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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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西藏政教合一制的成因與歷程	

宗教始終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而發展，而政治更是人類作為群居的文明生物

所無法迴避的，也因此，宗教與政治間自然產生許多不同的互動模式，而西藏

高度的政教合一制度，也因其統治時間之長和組織系統之完備而為世人所矚

目，本章將針對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轉變，分成佛教傳入藏前與分裂割據時

期、家族式政教合一，以及晚期活佛轉世的政教合一制度，就各階段政教合一

制形成的原因與特色分別論述。 

第一節	 佛教傳入西藏前與分裂割據時期	

一、 佛教傳入西藏前的史前時期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自然不會是開天闢地以來即自然

產生的現象，相反的，這種制度也是在原先的政教分離的形態上逐步發展變化而

來的，事實上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苯教（bon）可說是藏區最普遍的原始信仰，

其由西藏更原始的薩滿信仰演變而來的，也是西藏歷史上最早的宗教，其崇拜的

對象包括天地日月、雷電冰雹、山石草獸等各種自然物以及自然界的神靈和鬼魂，

因佛教傳入西藏後也部分地融合了苯教信仰的儀式或元素，例如赤松德贊在獨尊

佛教、禁止苯教時，保留了苯教的祈禱吉祥、鑲解、火葬、餵桑、焚魔等內容，

後來被佛教徒改變其意義保存其形式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在吐蕃王朝崩演後

重興起的苯教也把佛教的教義內容全部改造成苯教教義，成了一種新創的有教理

教義的苯教，這表明佛教與苯教二者在相互之間的鬥爭過程中，為適應鬥爭的需

要，都從對方吸取自己需要的東西，保留其形式，改造其內容27，因此在討論藏

傳佛教之前，苯教也是不可忽視的。	

                                                
27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1981）。論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 4
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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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區於史前為各部落分立局面，一直到公元前 237 年左右聶赤贊普

（gnya-khri-btsan-po）受到各部落擁護為第一代贊普28，西藏才開始作為一個統一

的王國，此後迄第二十八代贊普–拉托托日聶贊（lha-tho-tho-ri-gnyan-btsan）的

期間，吐蕃王朝使用仲、德烏、苯三種宗教護持國政，有學者分析後認為，當時

在吐蕃是有一種叫做古苯的國王御用法師，但他們只不過是為國作法祈福的人，

而不是掌握政權的人，因此尚不足以稱作政教合一的型態29；然而，從藏文史料

中也能發現，藏王聶赤贊普的在位過程有三個事實均與苯教密切相關30：其一，

關於聶赤贊普是天神之子入主人間的說法，是出自於苯教觀念和苯教徒所為。其

二，聶赤贊普是由苯教徒直接擁戴登上王位的。其三，聶赤贊普死後歸天的說法

同樣出自於苯教觀念和苯教徒所為。	

經由後者的說法我們不難發現，吐蕃的最初之王－聶赤贊普，乃是苯教神權

精心裝扮和塑造後而被推上舞台的，這說明西藏最初王權乃是在苯教神權的灌溉

下建立起來的，並處於苯教神權的控制之下31，也因此我們亦可理解為遠在佛教

傳入前的苯教時期，西藏早就藏有政教合一的概念與體質了。	

二、 西藏分裂割據時期的政教合一	

至於佛教傳入西藏的開端，依據史實考證，應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紀，藏王松

贊干布（srong-btan-sgam-po）為加強漢藏、尼藏間的團結，並向其他民族學習文

化和技術，先後迎娶尼泊爾赤尊公主與唐朝文成公主32，因兩位公主均喜心好佛，

佛像法書遂隨之傳入西藏，接著藏王並派出人赴印度學習梵語，同時請當時唐朝、

印度、尼泊爾等高僧入藏，翻譯佛經典籍，開始了佛教在西藏的傳播。此外，唐

朝帝國當時的興盛使得藏區與中原帝國有了連繫，連帶使唐朝的醫學、農業和工

                                                
28 西藏文化網，上網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檢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612072014/http://www.tibetculture.net/xzmr/lsmr/ 
29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1981），頁 1。 
30 石碩，（2000）。吐蕃政教關係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45。 
31 石碩，（2000），頁 46。 
32 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2004）。紅史。臺北：全佛文化

出版社，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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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先進技術在西藏開始傳播，並帶動了西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

進而對整個西藏社會產生巨大的變化，松贊干布在公元 629 年即位的當時，西藏

社會仍有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與部族叛亂，佛教傳入西藏後能在藏區發展，一部

分也是因其教義思想能同時反映萌芽的封建制，配合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產生了對

新的宗教思想的需要33。	

松贊干布鞏固了吐蕃政權並進而建立起版圖大幅擴張的王朝後，王朝持續了

二百多年，而佛教歷經兩個世紀的發展，到 9 世紀已具有相當規模。公元 838 年，

朗達瑪（glang-dar-ma）繼贊普位，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滅佛運動，經卷被焚毀、僧

侶受到鎮壓，打擊程度之深可謂前所未有，最終朗達瑪因滅佛之故，在唐武宗會

昌二年為僧侶所殺，藏王死後其子相爭，吐蕃王朝崩解，西藏回到了史前群雄割

據的局面。約莫到了 10 世紀後半葉及 11 世紀左右，一些地方割據勢力開始派人

到朵甘藏區和印度各地拜佛學法，迎請高僧傳教譯經，佛教才開始在衛藏和阿里

復興，此時的西藏雖未能在政治上統一的中心，但佛教上卻在諸多大師推動復興

運動的努力下，使各大教派在藏區各地蓬勃地發展了起來；從吐蕃王朝崩潰的九

世紀中葉到薩嘉派建政前的 13 世紀中葉，這之間的四百餘年是西藏社會由奴隸

制正式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這期間西藏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大大小小的割

據勢力獨霸一方，學者一般將此一時期稱作西藏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時期」，此

外，研究藏傳佛教時通常會將 10 世紀中葉左右，佛教開始復興以前的吐蕃王朝

時期稱作前弘期，把 10 世紀中葉以後稱為後弘期。後弘期的佛教由於和苯教的

長期融合，已有明顯的地方特色，與吐蕃時期的佛教相比有了顯著的不同,	 形態

上才是我們所熟知的藏傳佛教，後弘期佛教之所以能成功復興，很大一部分即是

地方割據勢力直接推動的結果，有些割據勢力的首領本身也是寺院的寺主，隨著

藏傳佛教復興與各教派的出現，佛教與地方割據勢力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甚至

在某些地方達到了融為一體的程度，此即為最早政教合一體制的雛形34，而在西

                                                
33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1981），頁 3。 
34 王獻軍（1997）。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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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分裂割據時期，總共出現了六個藏傳佛教教派在其特殊的背景下，與地方政治

結合而成的政教合一體系，分別是規模及名氣最盛的薩迦派、帕竹噶舉，由帕竹

噶舉的弟子所創的止貢噶舉、蔡巴噶舉，以及六者中較晚創立的夏魯派、雅桑噶

舉等。	

（七） 薩迦派	

此政教合一體系是由昆式家族和薩迦教派結合而來的，吐蕃時期昆式家族算

是相當有地位的貴族，他們曾修習寧瑪派教義，直到 11 世紀左右，昆·官卻杰

布（dkon-mchog-rgyal-po）向當時著名的卓彌譯師釋迦耶歇（brog-mi-shakya-ye-

shes），學習了道果法，成為卓彌的五大弟子之首，此外他還向其他一些高僧學習,	

佛學上大有長進。在仲曲河谷的紮窩壟巴（gra-bo-lung）建了一座小寺	 ,	 收了一

些門徒。此寺後稱薩迦舊寺。不久後他又於藏曆陰水牛年（公元 1073 年），在本

波山上，動工建造新的寺廟，即吐蕃地方的金剛座具吉祥薩迦寺，西藏佛教史家

都以此年為薩迦派正式創建之年。官卻杰布與次妻瑪久香摩所生之子即為薩迦派

的大師貢噶寧波（kun-dga-snyin-po）35，此後，薩迦派以家族世襲的原則擔任該

派的座主。	

公元 1182~1251 年間出現了藏文化史上著名的一位學者－薩迦班智達貢噶

堅贊（sa-pan-kun-dga-rgyal-mtshan），1216 年繼扎巴堅贊（grags-pa-rgyal-mtshan）

擔任薩迦座主，成為歷任薩迦座主中第一個正式出家的僧人，在其擔任座主期間，

薩迦派在宗教和經濟實力都有了更進一步的增長，西藏一些地方割據勢力的頭面

人物也與薩迦班智達有了密切的聯繫，如古格王室成員成為經常資助薩迦班智達

舉辦法會的施主，而在前後藏也都有了一些與薩迦派有教法聯繫的寺院36。薩迦

派已成為當時後藏地區最重要的一支宗教勢力。在經濟方面，薩迦派也建立了集

                                                
頁 3-4。 
35 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2005）。薩迦世系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

社，頁 14-16。 
36 王獻軍（1997），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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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人口眾多的村莊、莊園、牧場等37，總之在薩迦班智達擔任座主後期，薩迦

派本身巳具有了雄厚的實力，加之它與日喀則霞魯族的聯姻、或與西夏王室後裔

的密切聯繫以及江孜地區一個世俗地方勢力對它的依附38，使得薩迦政教合一體

系得以進一步發展，遂成為威及全藏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地方割據勢力，也成為之

後薩迦派與元朝建立聯繫的基礎條件。	

（八） 帕竹噶舉	

帕竹政教合一體指的是帕竹噶舉派和朗氏家族結合而成的政教合一體系，帕

竹噶舉派是由帕木竹巴‧多吉杰波（phag-mo-gru-pa-rdo-rje-rgyal-po）所創立，他

在 1158 年來到前藏的帕木竹建了一座小寺，也就是帕竹噶舉的主寺—丹薩替寺，

帕木竹巴生前名氣很大，四方僧眾聚集，然而在其亡故之後，丹薩替寺越發衰敗，

甚至在 1179 年至 1207 年之間均無人就任座主，直到 1208 年，前任座主止貢巴

仁欽貝（bri-gung-pa-rin-chen-dpal）因修建丹薩替寺發生募資的財物糾紛，受益

於當地旺族朗式家族一名叫扎巴迥乃（grags-pa-byung-gnas）的人出面調解，扎

巴迥乃同時也是止貢巴的得意弟子，因此止貢巴遂讓扎巴迥乃擔任丹薩替寺（即

帕竹噶舉）的座主39。朗氏家族就像昆氏家族一樣，歷史悠久，門弟崇高，且其

世代任帕木竹一帶的地方官，在地方擁有一定的勢力，而自從扎巴迥乃擔任丹薩

替寺座主之後，這一職位遂世代由朗氏家族兄弟叔侄相承襲，該家族從而控制了

帕竹噶舉派。	

總體言之，帕竹政教合一體的形成過程是先由一個宗教活動家創立教派，經

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教派的領導權落入某一貴族出身的僧侶手中，隨後該教派的

座主職位開始在該貴族僧侶的家族內部傳承，從而使該家族勢力與該教派勢力融

為一體，形成一個政教合一體，這與薩迦政教合一體的形成是不同的40。	

（九） 止貢噶舉	

                                                
37 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2005），頁 110-111。 
38 王森，（2002）。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224。 
39 王森，（2002），頁 140-141。 
40 王獻軍（1997），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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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貢噶舉的創始人為止貢巴仁欽貝（bri-gung-pa-rin-chen-dpal），他是帕木竹

巴的四大弟子之一，因此止貢噶舉原為帕木噶舉的一個支派，止貢巴在 1179 年

來到帕木竹巴的弟子木雅貢仁在止貢創建的一座小廟，他成為寺主後並增建了寺

廟，後人稱作止貢替寺。止貢地區為前藏中心，處在康藏通要口，地處農牧區交

界處，是農牧產品交易的地方，加上止貢巴大招僧人並朝山弘法，各地來向他學

法之人一時間絡繹不絕，據傳某次止貢替寺舉辦的法會，參加者即有 55525 人之

多，如此自然使得止貢巴的經濟收入和收勢大增。止貢巴的家族為居熱家族，在

止貢巴死後，止貢替寺原則上即由該家族相繼掌管41，其間雖有某幾任座主非居

熱家族，然其有特殊的時空狀況，並不影響大致的原則，也就是說止貢巴尚在世

時，居熱家族的勢力就已進人止貢派，二者開始結合，形成了政教合一體，而且

止貢政教合一體一開始就有自己主管行政事務的官員「貢巴」。雖然前兩任貢巴

非由居熱家族出任，但由於止貢政教合一體的首腦是止貢座主，貢巴是要秉承止

貢座主旨意行事的，因而止貢政教合一體實際上是由居熱家族全面控制的42。	

由上開史實可見，止貢政教合一體系的形成有些類似薩迦政教合一體系，即

都是由某宗教家創立教派，取得成功後再由其家族控制該教派，加上其經濟實力

及地方權力而成。	

（十） 蔡巴噶舉	

蔡巴噶舉是塔波噶舉的一支，這一支派的創始人是向蔡巴（zhang-tshal-pa），

他曾向帕木竹巴學習過佛法，帕木竹巴去世後的幾年，他也曾管理過丹薩替寺。

當時向蔡巴得到了一個有勢力的家族—噶爾家族的首腦人物噶爾傑哇迥乃

（mgar-rgyal-ba-byung-gnas）的支持，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噶爾家族和蔡

巴噶舉派一直處於供施的關係，1175 年建成蔡巴寺的資金有一部分也是經由捐

助而來43。但蔡巴政教合一體系其實是在創始人向蔡巴時就出現了，向蔡巴曾帶

                                                
41 王森，（2002），頁 143。 
42 王獻軍（1997），頁 17。 
43 王森，（2002），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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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先後征服了山南、止貢、沃喀地方的許多貴族和部落，使之統一於他的管轄之

下44。向蔡巴死後，行政權曾在其侍者達瑪宣奴手上傳襲了三輩，惟最終權力仍

落到了蔡巴噶舉派的大施主噶爾傑哇迥乃之子─桑結額朱（sangs-rgyas-dngos-

grub）手上，桑結額朱繼任蔡巴政教合一體系的行政首長後，憑藉自己家族的力

量，持續為蔡巴的興旺打下了基礎，自此，噶爾家族就由施主的角色直接轉變為

控制了蔡巴噶舉派。	

（十一） 夏魯派	

夏魯派的創始人是布敦仁欽珠（bu-ston rin-chen-grub），大約是 13 世紀末、

14 世紀前半期的人45，其家族為傑氏家族。傑氏家族也是西藏一支血統高貴的家

族，自稱是神的後裔，在吐蕃王國建立之前已是頗具實力的地方勢力，吐蕃王朝

時該家族也曾有不少成員擔任過朝廷的大臣。1040 年，傑祖喜饒迥乃建成了夏魯

寺，在其至印度學法回來後，盛極一時，此後夏魯家的權勢和財富也越來越興盛，

但由於夏魯寺原本和薩迦派關係緊密，也有人將其視為薩迦派的分支46。在傑祖

喜饒迥乃時期，夏魯的宗教勢力已有了自己的特點和傳承系統，此外也有自己管

轄的部落屬民，其家族並已插手夏魯行政事務。吐蕃王朝崩潰後，朗達瑪之子赤

德徽松的後裔有一支來到後藏，並在夏魯及其附近地區形成為一支地方勢力，號

稱傑尊家族。傑尊家族對夏魯寺的發展持支持態度，並成為夏魯寺的施主，綜合

傑氏家族的苦心經營和傑尊家族的支持，夏魯政教合一體的政治、宗教地位得到

了極大的提高。在蒙古勢力進入西藏之前，夏魯政教合一體已經成為一支具有較

大的宗教影響和較強的世俗力量的地方割據勢力47。	

夏魯政教合一體的形成過程與薩迦、止貢政教合一體的形成相類似，即由一

位宗教家創立自己的宗教集團勢力，然後由該活動家的家族控制這一宗教勢力並

                                                
44 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2004），頁 331。 
45 中國唐卡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

http://www.cntangka.com/article.php?id=1176 
46 佛學網，夏魯派由誰創立，上網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檢自：

http://www.foshang.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1&id=96677 
47 王獻軍（1997），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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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政教合一體。	

（十二） 雅桑噶舉	

雅桑噶舉原為帕竹噶舉的一個小支派，創始人為卻悶朗（chon-smon-lam），

師事帕木竹巴的重要弟子－格丹耶歇僧格（skal-ldan-ye-shes-seng-ge），1206 年卻

悶朗在山南乃東縣雅桑建成了雅桑寺，自其建寺之後，當地的施主就常常派人請

他主持法會，聲名影響逐漸增大，他甚至能在相當大的區域內禁止人們狩獵，卻

悶朗死後，由其近侍逐次擔任雅桑噶舉的座主，此後雅桑噶舉逐漸和一個地方勢

力相結合48，形成政教合一體。元世祖在西藏分封萬戶時，雅桑也是萬戶府之一，

在該地具有一定的實力。	

第二節	 家族式政教合一王朝的形成	

一、 家族式政教合一的兩大王朝	

前一節談到朗達瑪因滅佛之舉遇刺，吐蕃王朝崩潰後的分裂割據時期，由於

各教派的發展與復興，佛教在後弘期的盛況更勝於前弘期，期間也出現過薩迦、

帕竹、止貢、蔡巴、夏魯、雅桑等幾種政教合一的體系，這些體系有的是其座主

本身即為地方豪紳世族，有的是因信徒眾多進而強化了經濟實力，從而與地方勢

力結合，逐漸影響或甚而控制該地政權，然而這些政教合一體在分裂割據時期僅

止於西藏的某個地區，並未出現全西藏的統治政權，一直到了 13 世紀中，西藏

歸入元朝版圖後，薩迦派因得到元世祖的支持，正式成為西藏史上第一個政教合

一的僧權王朝開始，我們可以說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主要歷經了薩迦、帕木竹巴、

甘丹頗章等三大政權，探究整個藏傳佛教史時可以發現，其宗教領袖或座主的傳

承方式不外乎三種：家族世襲、師徒傳承、活佛轉世。而其中薩迦政權、帕木竹

巴政權都是本研究所述的家族式政教合一體系，據此，我們必須對這兩大政權有

                                                
48 王森，（2002），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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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詳盡的分析。	

（一）薩迦政權	

薩迦派從 11 世紀創立以來，一直存續到現在，其在 13 世紀中葉到 14 世紀

中葉是統治西藏的政治勢力，他的領袖人物在此一時期也任職中央，管理全國各

地的佛教事務49。薩迦派一直是以昆氏家族為中心的，其始於昆·官卻杰布（dkon-

mchog-rgyal-po）建成薩迦寺，確立傳承制度於官卻杰布之子貢噶寧波（kun-dga-

snyin-po）接任座主，蓬勃於法王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sa-pan-kun-dga-rgyal-

mtshan，簡稱薩班）時期。如本研究前述，在薩班擔任座主期間，薩迦派在宗教

和經濟實力都有了更進一步的增長，西藏一些地方割據勢力的頭面人物也與薩班

有密切的聯繫或資金的捐助，薩迦派在當時已成為藏區一支重要的宗教勢力，並

在經濟上也具有雄厚的力量。	

1240 年，元太宗窩闊台之子闊端派遣將官多達那波率軍進藏，發現藏地由各

個地方勢力割據，不相統屬，單靠武力恐難以進行控制，此時多達那波建議闊端

選用當地領袖協助蒙古人進行統治，因當時薩迦派的薩班學富、聲譽最盛，薩班

接受了闊端的邀請，即帶著他的兩個姪子八思巴（phags-pa）及恰那（phyag-na）

動身前往西涼，1247 年闊端在涼州和薩班會面，議妥了衛藏歸順蒙古的條件後，

由薩班寫了一封公開信，勸說衛藏僧俗及各地方勢力接受條件歸順蒙古，衛藏地

區從此歸蒙古統治，同時也為薩迦派取得了其在衛藏地區政治、宗教的領袖地位，

此後，西藏各地方勢力的權力平衡終於被打破，薩迦派在蒙古統治者的扶植下獲

得了管理西藏的大權，一躍成為西藏的霸主。薩班及闊端過世之後，八思巴成為

薩迦派的領袖，1260 年忽必烈即位後隨即冊封八思巴為國師，忽必烈後續又命八

思巴統領總制院事，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吐蕃地區的地方行政事務，1265 年八思

巴返回薩迦處理事務，行前他先舉薦釋迦桑波為本欽（dpon-chen），負責管理西

藏地區的行政事務，宗教事務則仍由其國師本人掌管，然而，任命本欽的提名及

                                                
49 王森，（2002），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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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權均操之在國師之手，到了 1268 年，本欽釋迦桑波更奉旨任命了西藏地區

13 個萬戶的萬戶長50，自此可以歸納出幾點：	

1. 由藏傳佛教上層人士直接擔任全西藏宗教和政治兩方的首領，該政教合

一制度是從八思巴掌握西藏的地方政權開始的。	

2. 藏傳佛教上層人士由經濟上的地主階級，提升到全西藏政治上的統治階

級也是從這時期開始的。	

3. 帝師和王的職位最早也是在八思巴及其兄弟恰那多吉時期出現的51，帝

師(或國師)代表著宗教領袖，王則代表了法統的政治領袖。	

4. 因負責行政事務的本欽人選是由國師決定，因此以當時的西藏地區而言，

行政權力是從屬於宗教權力的，即教權高於政權。	

5. 薩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權，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下進行的	 ,	

而不是獨立自主地掌握西藏地方政權。	

6. 薩迦派的宗教上層人士為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以元朝的政治力量

作為靠山，而元朝為了加強統治西藏地方的政治力量，也需要利用當時

在西藏社會上有較大名聲的薩迦派的上層人士，在兩方面利益結合的情

況下，薩迦派才能夠成為西藏政教的領袖52。	

（二）帕木竹巴政權	

本研究先前敘述過帕竹政權的朗氏家族就像薩迦政權的昆氏家族一樣，歷史

悠久，門弟崇高，不一樣的是薩迦派的創始人即為昆式家族的昆‧官卻杰布，而

帕竹噶舉的創始人帕木竹巴‧多吉杰波（phag-mo-gru-pa-rdo-rje-rgyal-po）則非出

自朗氏家族，帕竹噶舉與朗氏家族的結合是由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貢巴，促成朗氏

家族扎巴迥乃接任丹薩替寺的座主開始的，朗氏家族原本就久任帕木竹一帶的地

方官，在地方擁有一定的勢力，而自從扎巴迥乃（grags-pa-byung-gnas）擔任丹

                                                
50 王森，（2002），頁 77-80。 
51 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2005），頁 187。 
52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198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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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替寺座主之後，這一職位遂世代由朗氏家族兄弟叔侄相承，開始了最初的家族

式政教合一。當蒙古勢力進人西藏之後，帕竹政教合一體像所有的西藏地方割據

勢力一樣，歸降了蒙古人。在傑哇仁欽（rgyal-ba-rin-chen）出任帕竹丹薩替寺之

年，帕竹政教合一的地方勢力被元朝政府封為帕竹萬戶，於受封的十三萬戶當中，

帕竹更與止貢、蔡巴屬於勢力最強大者，然而在朗氏家族的絳曲堅贊（byang-chub-

rgyal-mtshan）擔任萬戶長之前，有 11 任萬戶長先後就任，在這期間，帕竹萬戶

的發展起起落落，尚未從元代西藏諸萬戶中脫穎而出。	

絳曲堅贊出生於 1302 年，14 歲時被送到當時西藏的政教中心薩迦寺學習，

很受當時的薩迦座主達尼欽波的賞識，除了佛教經義外，身為政教合一體的薩迦

座主達尼欽波還讓他學習了管理行政乃至軍事方面的知識。絳曲堅贊上任後，針

對前幾任萬戶長以來的一些弊端進行了革新。撤換了不稱職的官員，提拔年輕有

為的人才、建立了官寨管理的各項製度改革陋習、減免屬民負擔提倡植樹、修繕

房屋、橋樑、鼓勵發展生產等，一舉壯大了帕竹萬戶的聲勢，此外絳曲堅贊鑑於

當時宗教界的腐敗，其也十分注意自身的廉潔，從而提升了帕竹噶舉的威望，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絳曲堅贊還大力推廣莊園制度，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進步的措

施。廣大農民由於得到了自己的分地，生產積極性提高，大大促進了帕竹經濟的

發展。十幾年間，帕竹萬戶實力大增，為其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3。	

元朝時期，西藏的政教大權大致上還是掌握在以昆氏家族為核心的薩迦派手

中，即便到了元朝後期，他們仍倚仗薩班與國師八思巴的英名攏斷權力與聚集財

富，以致於西藏地區各教派和地方割據勢力最終也受不了薩迦派的統治，群起反

抗，並為了自身的利益紛紛積極地向外擴張勢力，此時加上薩迦派的拉章54間內

部矛盾擴大，家族兄弟間開始互相殺戮、監禁等，薩迦派統治者已無力控制衛西

藏地區的政局穩定，此時日益壯大的帕竹萬戶長絳曲堅贊相繼滅了雅桑、蔡巴、

                                                
53 王獻軍（1997），頁 38-39。 
54 拉章在藏語有寺院的意思，薩迦派四大拉章起源於元朝帝師貢噶羅追堅贊時期，貢噶羅追堅

贊將他的同父異母的眾多兄弟，分成希托拉章、拉康拉章、仁欽崗拉章和都卻拉章等四個拉

章，由他們分別擔任各個拉章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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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貢等勢力，最後並正面挑戰薩迦地方政權，1354 年，絳曲堅贊起兵包圍了薩迦

寺。薩迦本欽兵敗遭擒，薩迦政權至此崩潰，羊卓和後藏大部分萬戶的土地和屬	

民亦均為帕竹吞併，元順帝並在 1358 年封其為大司徒，承認了他為西藏新霸主

的事實，至此，絳曲堅贊正式取代了薩迦政權，在名義上與實質上建立了統治西

藏的帕木竹巴政權。	

如何定義政教合一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廣義而言，本研究認為其判斷依據應

在於政權是否與教權在實質上結合了，而非政教領袖均為同一人的狹義定義，換

言之，並不跼限於像達賴喇嘛一般，集政教權力於一身的政治體才能稱作政教合

一，西藏歷史上出現了多種不同型態的政教合一，薩迦派的座主與本欽各自掌管

教權與政權，然而本欽的人選仍是由座主掌控的，因此我們當然可將座主視為政

教合一的領袖；與薩迦派不同的是，帕竹政教合一制實行的是更分立的雙首腦制。

行政首腦為第悉，住乃東，宗教首腦為京俄，住丹薩替寺，二者相輔相成，共同

維護帕木竹巴政權的統治，乍看似乎並不足以視作政教合一，但其實無論是第悉

或京俄，都必須是朗氏家族的人，帕竹政權自從建立之後，第悉、京俄二職就一

直在朗氏家族內部循環，從未落人外人之手55。總結來說，薩迦政權是由家族世

襲傳承出任座主，並由座主以一人之力在實質上達到政教合一的體系；而帕竹政

權則是政權與教權分立，卻均由同家族之人出任，是由家族執掌的政教合一體。	

三、 家族式政教合一形成的因素與缺點	

檢視薩迦政權與帕木竹巴政權崛起的過程不難發現，家族勢力在後弘期具有

相當強大的影響力，他們先是控制了各個教派，然後進而掌控教派的寺院、土地

與政治權力，最終達到了由家族控制的政教合一，至於在西藏分裂割據時期到元

明時期之間，家族勢力如此強大的因素則需從幾個面向分析：	

（一） 家族的觀念深值西藏社會	

家族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構成藏民族社會的基本單位，即使在現代的西藏

                                                
55 王獻軍（1997），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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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也仍然存在「兄弟共妻制度56」，這種制度的由來是因早期西藏的社會階層

分為貴族、差巴和堆窮，後兩者為身分較低的農民。差巴是有姓名的家庭，只要

完成了對於莊園主應盡的責任，就可以獲得一塊土地的使用權，並且這份使用權

是可以由下一代人繼承的；堆窮則有部分可依個人名義從領主那裡獲得一塊土地

的使用權，但不能繼承。對於這些家庭而言，繼承的土地十分珍貴，為了防止各

個子女結婚後引起責任與權利的糾紛，便產生了單一婚姻原則，這種原則下的家

庭每代只能構建一個婚姻，婚姻的後代都是家族的直系成員，並享有全部權力，

如果一代之中有多個兒子，他們就共娶一妻，女兒則嫁出去，形成一妻多夫；兒

子只有一個的話就娶一妻，形成一夫一妻；如果沒有兒子有多個女兒，就招贅一

個女婿，形成一夫多妻，這種婚姻制度可使得繼承的土地避免被兩個婚姻各自的

後代所分割，有利於家庭社會勢力的擴大和門第不衰。有此可見，家族的觀念深

植於藏人心中，一般平民尚且如此，那些古老的貴族與名門世家更是世代接替，

透過壓榨農牧民為他們服務，以求世代捍衛他們的家族特權，使得貴族階層能超

然於農牧階層之外57。	

（二） 佛教影響力甚廣	

在家族興盛的歷史條件下，濃厚的家族意識深深地籠罩著當時整個西藏社會，

許多家族為了標榜族系顯赫，甚至將自己的姓氏與天神連接，例如薩迦昆氏家族

與帕竹朗氏家族均認為自己是天神的後代，五世達賴在《西藏王臣記》中甚至提

到帕竹地方政權當時衡量人物的標準是家世、學問和權勢，家世兼有門弟和印度

種姓的含義，在封建社會裡是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準58。其實放諸四海來看，

不單是西藏，在中國或西方各個國家的階級社會中，家天下的概念本來就是常見

的政權傳承模式，在西藏，特殊的並非是家族式的政權，而是其與教權的結合，

而這部分又與佛教本身的教義與發展有著密切關係，在早期西藏社會，一般農民

                                                
56 李江琳，（2016）。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社，頁 128。 
57 Givseppe Tucci,（1949）. Tibetan Painted Scrolls；Vol. 1, Rome, Italy: Libreria Dello Stato, P. 39. 
Reduced facsimile edition, 1980. Kyoto, Japan: Rinsen Book. 
58 王森，（2002），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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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生活很苦，佛教的教義給了他們活下去的動力，卻也給了領主穩定控制莊園

的理由，各地統治者感到宣傳佛教思想和資助佛教徒的活動有助於維持自身家族

的地位，另外還有一批吐蕃貴族的後裔已逐漸失去貴族地位，他們也必須另尋出

路；此外，早期藏人幼童識字讀書有的是以苯教徒為師，有的是以佛教徒為師，

到 11、12 世紀間，則出現不少青年苯教徒棄苯學佛的情形，似乎教育事業也逐

漸為佛教徒所壟斷，加上不少寺廟在附近組織集市，僧人以寺廟為據點，逐漸獨

占當地經濟、文化、生活和教育事業，甚至在地方頭人之間的械鬥時，他們還有

資格作為調解人，或從而取得雙方頭人所轄地區的統治權，宗教勢力影響之大，

使得原來就統治某地區的殘餘貴族，也令弟子出家，取得宗教地位，以繼續擴大

他的統治範圍或合理性，如薩迦昆氏與帕竹朗氏均屬之，實際上當時西藏社會也

還沒有其他的知識來源，統治者想使其子弟受教育，也只有以佛教僧人為師這一

條路59，佛教既然已在西藏社會鞏固發展，與佛教結合的家族力量也就日益壯大。	

（三） 外來政權的支持	

蒙古族崛起於漠北，東征西討的時空下，對當時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回

教等都有所接觸，同時也感覺到原始薩滿信仰的不足，對當時日益強盛的帝國而

言，顯然需要一個莊嚴、教義精深的宗教作為團結其族群的精神中心，而西藏與

蒙古兩地同屬內陸高原，人民同屬遊牧民族，文化較接近，因此藏傳佛教更容易

為蒙古人所接受。13 世紀時，元朝在西藏當地設置了地方行政機構，在中央也成

立了統轄藏族地區的中央機構，考量當時西藏的封建社會，元朝不能不利用較有

勢力的領主，以及當地的宗教領袖幫助自己進行統治，當時聲譽最盛且在地方擁

有政教合一權力的薩迦派，理所當然地在元朝的支持下成為了西藏的統治者，即

時後來帕木竹巴取代薩迦派在西藏的實質統治，絳曲堅贊也派人到大都向元順帝

進貢，由元順帝封其為大司徒，認可他接管西藏地方行政的事實。	

（四） 家族式政教合一的缺點	

                                                
59 王森，（2002），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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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木竹巴王朝取代了薩迦王朝後，又逐漸過渡到格魯派王朝的時代，家族式

政教合一制可說是終結於帕竹政權，作為西藏早期政教合一制的典型形式，這種

政教合一制的最大侷限性就在於它受到了單一家族的操縱和控制，而沒有廣泛地

與全西藏範圍內的地方勢力相結合，因而統治基礎薄弱，勢力發展有限，生命力

也就相對差一些，隨著這一家族的衰敗也就衰亡了60。更準確地說，帕竹政教合

一體系本身存在一種致命的缺點，除了在帕竹政權勢力較強的時期，有兩三位是

身兼政教兩權的領袖外，一般政權和教權原則上是由朗氏家族的不同人分別執掌

的，而據說大司徒絳曲堅贊曾為帕竹地方政權規定：凡是繼任行政首領的人，都

必須是出家守戒的人61，且其留下的遺囑規定：「我們所繁衍的傳人，在家的俗人

多了是無益的，每代人留一個在家俗人就相稱了。」也就是說，帕竹政權的行政

首腦第悉來自朗氏家族，宗教首腦丹薩替寺京俄和澤當寺座主也都來自朗氏家族，

正常情況即需要有三名男子同時出家為僧，但受限於每一代通常只有一人，所能

提供的子嗣也都是有限的，到了帕竹政權的後期，這種本質上家族傳承的弊端日

益擴大，最終也只能在歲月的洪流中自然地勢微了。 

第三節	 活佛轉世制度與政治的結合	

一、 轉世制度的起源：噶瑪噶舉	

10 世紀末到 11 世紀中葉，佛教在西藏進入了後弘期的百花齊放時代，各地

寺院的佛教復興運動帶動各教派篷勃發展，相繼出現了寧瑪、噶當、噶舉、薩迦

等教派，也標誌著藏傳佛教的形成，當時各派領袖人物的繼承主要採取師徒傳承

或家族傳承，尚未出現藏傳佛教著名的活佛轉世傳承制度。在四大教派中值得一

提的為噶舉派，在藏文中，「噶」係指師長口語教導，「舉」則有傳承之意，因噶

舉派尤重密法修練，強調師徒口耳相傳，故得名噶舉，噶舉派傳承的支派眾多，

                                                
60 王獻軍（1997），頁 51。 
61 王森，（2002），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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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藏傳佛教四大派之冠，尤如本研究前幾節介紹的止貢噶舉、蔡巴噶舉、雅桑噶

舉等等均屬之，而在噶舉派所有支派中，噶瑪噶舉可說是最為廣泛流行的一個派

系，噶瑪噶舉創派祖師為都松欽巴（dus-gsum-mkhen-pa），他出家後先學噶當派

教法，再拜噶舉派大師塔波拉結（dvags-po-lha-rje）為師，亦學薩迦、寧瑪派教

法，1147 年在昌都建噶瑪丹薩寺，噶瑪噶舉即由此寺得名，此外都松欽巴對黑色

情有獨鍾，他常常頭戴一頂黑色帽子傳法，也因此這一派亦被稱為黑帽派。都松

欽巴圓寂後十一年，噶瑪拔希（karma-pakshi）出生在今四川甘孜，幼年時即被

認為是都松欽巴的轉世靈童，成為西藏轉世制度的概念起源，他在 1256 年時到

蒙古會見元憲宗蒙哥汗，由蒙哥汗賜給他一頂鑲金邊的黑色僧帽及一顆金印，噶

瑪噶舉黑帽派的名聲也日益響亮。然而，在元憲宗死後，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爭位

失敗，噶瑪噶舉派受到了新大汗忽必烈的冷落，而薩迦派得到了元王朝的寵信，

噶瑪噶舉派在與薩迦派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政治上屢屢碰壁，痛定思痛後的

噶瑪拔希決定採用轉世的方法來選擇自己的繼承人，以便通過轉世延續自身高深

的法力，同時維繫自己廣泛的群眾基礎，並使噶瑪派的聲望延續發揚下去62，他

在臨終前委任楚布寺的住持尋找自己的轉世，1288 年通過訪問、辨識噶瑪拔希遺

物等方式確定今西藏吉隆縣一位陶匠的兒子攘迥多吉（rang-byung-rdo-rje）為噶

瑪拔希的轉世靈童，攘迥多吉正式成為西藏歷史上第一位經實質認證的轉世活佛。	

二、 格魯派的興起	

格魯派的創立者宗喀巴（tsong-kha-pa），1357 年生於青海的宗喀地方，他 7

歲時在甲瓊寺出家，61 歲時起程去前後藏深造，先後在西藏各大寺院從薩逝、噶

舉、夏魯和噶丹派諸多高僧學經修法，佛學造詣漸深並開始形成自己的佛學思想

體系。之後宗喀巴開始在前後藏各寺院立宗答辯、講經授徒及並著書立說，聲望

漸漸提高。1388 年，宗喀巴規定其師徒戴黃色僧帽，以此與其它教派作區別，此

                                                
62 丁亮春（2005）。略論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的形成、發展及意義。碩士論文，中央民族大

學，藏學院，北京，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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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鑑於當時各教派爭權奪利與生活的腐敗，積極推動僧人應嚴守戒律，是革新

藏傳佛教並創立新教派的一個開端和標誌。1409 年，宗喀巴在帕竹政權的闡化王

及其屬下宗本的大力資助下，於正月初一至十五在拉薩大昭寺親自主持了有萬餘

僧眾參加的大祈願法會，法會後在拉薩東郊破土興修了格魯派的主寺甘丹寺，故

歷史上一般以 1409 年作為宗喀巴創立格魯派之開端。	

在元朝末期，由於帝師與王室成員的過從甚密以及他們得到的特殊權力與地

位，連帶使薩迦派為首的一干僧人團體過於追求權力與生活的享樂，這對於西藏

這種教權高於俗權，以宗教作為社會凝聚力的宗教國度而言傷害是相當大的，且

宗教的渙散亦使政治的發展失去依託，在當時的西藏顯然有必要立即對宗教進行

改革以重新增強凝聚力，事實上在宗喀巴創立格魯派之前，帕木竹巴政權便已顯

露出這種革新的決心，例如絳曲堅贊在他的官寨內設有三道門，在第三道門之內

禁止飲酒、禁止女人入內、過午不食等，且相傳他規定，凡是他的第悉職位的繼

承人都必須是出家人，並遵守戒律63，帕竹統治者之所以努力倡導僧人必須嚴守

戒律，原因在於帕竹政權當時甫從分劣割據的時期，兼併了雅桑、蔡巴等各教派

勢力，並擊敗了薩迦政權，以自身之力取得西藏的統治權，根本上，他們需要重

新團結分劣已久的西藏社會，並為其統治強化合法性，此外，他們可能也希望透

過這樣的戒律手段限制統治者的荒淫貪暴，進而維持帕竹封建統治的永久可能性，

也因此振興宗教、加強宗教凝聚力的要求與當時由帕竹所代表的西藏政治發展進

程是相一致的，帕竹統治集團大力支助宗喀巴的活動和扶持格魯派的發展其原因

也正在於此。所以當時藏人有“帕竹格魯，教雖有異，心是一般”之說，正是指

兩者都重視僧人必須守戒64。總體言之，正因格魯派是在對藏傳佛教進行全面總

結和革新基礎上而形成的一個新興教派，也是宗教革新的產物，這一新興教派與

當時西藏的其它教派相比，在三個面向上具有非常顯著的宗教優勢65：	

                                                
63 王森，（2002），頁 297。 
64 王森，（2002），頁 302。 
65 石碩，（1994）。格魯派的興起及其向蒙古地區傳播的社會政治背景。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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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魯派提倡僧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律，規定無論顯密，都必須以嚴守

戒律為基礎。以戒律為第一要義，這是格魯派最鮮明的特點。	

（二） 格魯派具有嚴密的寺院組織系統和教學程序。黃教寺院組織的嚴密

和製度的詳明	 為當時其它教派所不能比擬。這一方面適應宗喀巴思

想體系和教學實踐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大大增強了黃教寺院在宗教

上的凝聚力。	

（三） 格魯派創立以後，每年定期在拉薩舉行傳召法會允許其它教派的僧

人參加，在法會上講經傳法，並創立傳召期間進行辯論、考試和授格

西等學位的制度。這一傳召法會制度，對於擴大黃教的影響，增強其

宗教的社會凝聚力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鑑於上述幾種格魯派在西藏佛教發展中的獨特優勢，在 15、16 世紀時格魯

派勢力迅速地發展與擴大，在宗喀巴 1409 年建成甘丹寺後，1416 年宗喀巴的弟

子扎西貝丹（bkra-shsi-dpal-ldan）在拉薩西郊創建哲蚌寺，1418 年另一名弟子釋

迦耶歇（shakya-ye-shes）在拉薩北郊建了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這三

個在宗喀巴生前建成的寺院從建成後規模就很大，宗喀巴死後，他的另一名弟子

根敦朱巴（dge-dun-grub）又在 1447 年於後藏日喀則地區創建了扎什倫布寺，這

四個寺院合稱為黃教在西藏地區的四大寺。格魯派當時的發展從哲蚌寺的例子可

見一般，扎西貝丹和宗本66南喀桑波（nam-mkha-dbzang-po）是很要好的朋友，因

此朗氏家族和南喀桑波相當支持扎西貝丹創建哲蚌寺，又因帕竹政權的表態支持，

其屬下的貴族們也都出資贊助，並撥出土地、農奴作為寺產，還把他們的子弟送

到哲蚌寺去學經，貴族們這麼做之後，富商和其他領主也相繼效仿，於是哲蚌寺

很快地便壯大了起來，由於哲蚌寺的聲望和實力逐漸超越甘丹、色拉，之後格魯

派的實際領袖也就逐漸成為哲蚌寺的首腦人物67。無論如何，隨著格魯派的興起，

                                                
66 明朝在藏施政期間，倚重帕竹地方政權的力量。絳曲堅贊建立政權後，推行了一系列新措

施，建立了宗的制度，以取代薩迦時期的萬戶，共設立 13 個宗，各宗設有宗本，由第悉直接委

派，每三年一換，明朝對各宗本均封授官職。 
67 王森，（2002），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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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教派內部因實力壯大而日漸突出的領袖繼承問題，其參考了噶瑪噶舉的

活佛轉世制度便應運而生，達賴喇嘛轉世系統即是格魯派創立的第一個活佛轉世

系統，他的起源可追溯到扎什倫布寺的創立人根敦朱巴，根敦朱巴圓寂後雖未明

確做出轉世的安排，但扎什倫布寺的管理階層顯然受到了噶瑪噶舉的影響，1485

年將一名幼童查驗後迎回寺內，住持隆日嘉措為他剃度受戒，並用根敦朱巴的名

字前半與自己名字的後半為幼童取名為根敦嘉措（dge-dun-rgya-mtsho），嘉措一

詞在藏語有大海之意，從此也成為了歷代達賴喇嘛名字的一部分。根敦嘉措生前

兼任扎什倫布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堪布，實際上已成為整個黃教格魯派的領袖，

1542 年根敦嘉措死後，哲蚌寺上層喇嘛考量繼承的問題與當時外部勢力的威脅，

轉世傳承對於延續格魯派聲望與勢力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遂於 1546 年認定

一位年僅 4 歲的幼童為根敦嘉措的轉世靈童，這個幼童即是後來的三世達賴索南

嘉措（bsod-nams-rgya-mtsho），其出生於拉薩西北的堆隆地方一個貴族家中，其

母族也是帕竹屬下的一個官宦人家，哲蚌寺上層選中他為根敦嘉措轉世，可能是

有意加強格魯派和帕竹地方政權的關係68。自此，格魯派領袖的承襲，正式採用

了 13 世紀中葉由噶瑪噶舉派所創立的活佛轉世制度，並隨之逐漸推廣至格魯派

的各個寺院，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活佛。此後在格魯派的影響和推動下，到 17

世紀中葉，其他教派也普遍採用了活佛轉世制度，形成了眾多的活佛轉世系統。

於是活佛轉世制取代家族傳承製成為藏傳佛教教派傳承的主流形式69。	

索南嘉措生前周遊各地，收徒傳法，當時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曾受明朝皇

帝封為順義王，因西征失敗退居青海，部下有厭戰情緒，當地藏族部落的政治局

勢也不太穩定，俺答汗希望透過佛教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除向明朝奏請喇嘛、經

書、佛像等，也多次邀請索南嘉措至青海傳法，索南嘉措因針對當時蒙古部族一

些陋習做了改革，以及一些客觀上對牧業生產有利，對蒙古統治者及人民也有利

的事情，加上俺答汗統治集團的大力宣揚，成功使蒙古人從薩滿信仰改為藏傳佛

                                                
68 王森，（2002），頁 185。 
69 王獻軍（1997），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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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俺答汗因此贈其「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達賴為蒙古譯音，意為

大海，喇嘛為藏文譯音，意為上師，總結而言即是指在佛家顯教、密宗都已達最

高成就的超凡入聖海上師，從此，索南嘉措這一轉世系統開始有了達賴喇嘛的稱

號，他並追根敦嘉措為第二世達賴喇嘛，根敦朱巴為第一世達賴喇嘛。	

三、 甘丹頗章政權的建力	

帕竹政權雖然在絳曲堅贊時期以自身之力擊敗各教派與封建勢力，取代了薩

迦政權在西藏的統治，權力盛極一時，然而在政權統治末期時，其所封各宗宗本

逐漸割據稱王，各霸一方。15 世紀中葉，帕竹屬下仁蚌巴興起，與噶瑪噶舉派紅

帽系聯合控制了西藏大部分地區，帕竹政權至此已名存實亡，1565 年仁蚌巴的屬

下辛廈巴又起兵造反，控制了後藏的大部分地區，並自稱為藏巴王，1618 年得到

噶瑪噶舉支持的藏巴汗彭措南傑（kanrma-phun-tshogs-rnam-rgyal）以後藏為據點，

正式推翻了早已名存實亡的帕竹地方政權，在日喀則建立了藏巴汗政權。值得一

提的是，格魯派的勢力自宗喀巴創立以來，因受到民眾的擁護而不斷得以擴大，

也因此遭到了噶舉派的嫉妒與反對，噶舉派一直沒有停止對格魯派的敵視和抗衡。

彭措南傑之子噶瑪丹迥旺波（karma-bstan-skyong-dbang-po）繼任為藏巴汗，他對

格魯派的仇視更加變本加厲，甚至以武力脅迫格魯派，禁止它在拉薩舉行傳召法

會，此時漠北喀爾喀蒙古的首領卻圖汗率領數萬部眾迅速征服了原在青海游牧的

蒙藏各部落，統治了青海，藏巴汗成功歸勸卻圖汗遵信噶瑪噶舉派，排斥格魯派，

於是藏巴汗策劃由卻圖汗派兵人藏，進攻格魯派。此時統治康區的白利土司也反

對格魯派，藏巴汗也與之取得了聯繫。格魯派三面受敵，必須迅速覓求外援，於

是四世班禪羅桑曲吉堅贊和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經過研究後，決定派遣專使前

往天山南路向固始汗求援，固始汗做好周密安排，在藏巴汗無備的情況下突然進

入藏北達木地方，並在格魯派組織動員的僧俗力量配合下，全力攻打並迅速佔領

了東噶宗，逼迫德慶宗、內鄔宗等地，前藏大部分地方頭人也都紛紛背叛藏巴汗

而投奔格魯派，最終所有西藏萬戶全都恭敬順從，固始汗成為全藏三區之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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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請五世達賴喇嘛到日喀則，將西藏十三萬戶獻給五世達賴喇嘛70，格魯派正式

在西藏地區建立了甘丹頗章政權（dga-ldan-pho-brang）71，從這時開始，五世達賴

喇嘛及其之後的轉世者也正式成為了西藏的統治者。	

四、 活佛轉世制度的優缺點	

活佛轉世政教合一制與早期的家族式政教合一制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就是活

佛轉世所產生的宗教領袖，理論上可以轉世到任何一個家族中去，從而使得其宗

教領袖候選人的來源範圍更廣，地域上甚至可以超出某一個特定家族勢力的地區，

使得活佛轉世政教合一制擺脫了單一家族的操控，能夠廣泛地跨地區與各個封建

領主相聯繫，其統治基礎得以大大加固和拓展，進而更具生命力，不會再因一個

家族的衰亡而衰亡。此外，活佛轉世制度還避免了教派領導集團內部因爭奪領導

權而引起的糾紛和內鬨，使其領導集團內部能夠長期地保持穩定，由於後一任活

佛與前一任活佛在名義上是一個人，繼承了前一任活佛的權力、地位和財產，更

使得轉世活佛與外界交往時處於一種更有利也更神聖的社會地位，長遠而言，當

然就為該教派提供了累積宗教與政治領袖魅力的機會。	

然而本研究認為，活佛轉世制度的優點另一方面也正是其制度的缺陷，其一，

雖理論上轉世活佛可以出現在任何一個區域及任何一個家族，但實際上有許多活

佛仍出現在貴族或豪紳家族，顯見不可諱言地，轉世制度本身不只是宗教的產物，

其也始終擺脫不了其政治色彩，認定轉世活佛的人選稍不留意就可能與宗教上層

人員的政治考量結合，例如在清朝康熙至乾隆時期，西藏各教派紛爭激烈，遊牧

於青海的蒙古王公和西藏的地方門閥勢力，用各種辦法控制西藏的大活佛，以便

擴張自己的勢力，並鞏固所獲得的特權，當時蒙藏地區各教派大活佛圓寂之後，

轉世靈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靈媒依神喻來認定，但靈媒受到各種賄賂下，當時

                                                
70 羅布，（2012）。格魯派發展的三次困境及其突破。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期，頁 76。 
71 由於這個政權最初是在哲蚌寺甘丹頗章宮宣告成立的，是五世達賴興建布達拉宮前幾輩達賴

喇嘛的住處，故被稱為甘丹頗章政權。這個政權是由格魯派上層集團掌握大權的政教合一體

系，它的最高首腦是五世達賴，其既是宗教方面的領袖，同時又擁有管理西藏的政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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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派指定的活佛轉世靈童大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貴族之家，這也促使乾

隆皇帝下決心整治西藏活佛轉世制度流弊，進而發明了需要複數人選依抽籤決定

的「金瓶掣簽」制度；若先撇開其他教派不談，僅就掌握西藏數百年來政教合一

統治權的格魯派而言，其缺陷之二在於，活佛轉世政教合一制度的權力繼承相當

單一，也就是理論上只由萬世不變的兩人－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所決定，換句話

說，只要掌握了這兩人的轉世靈童，便在正統性上取得了西藏實質的影響力，也

因此提到金瓶掣簽就不得不提 1995 年經達賴喇嘛認證的班禪第十一世轉世靈童

根敦確吉尼瑪（Gendun-Qogyi-Nyima）的案例，該靈童被中共聲稱保護起來，至

今下落不明，同年中共自行以極具爭議的過程進行金瓶掣簽，選出了另一名男童

為班禪轉世活佛，明顯可見，中共對於取得治藏合法性的途徑，正是在該政教合

一系統的頂端做盤算的；其三，活佛轉世制度最大的優點也是致命的缺點在於，

因繼任活佛在名義上與前一任是同一人，長久來看雖為該教派領袖提供了累積宗

教與政治魅力的機會，但對於清廷、中華民國或中國共產黨等中朝政權而言，自

然會帶到中朝統治者危機感，尤其對於西藏這樣一個有著虔誠信仰的社會與人民

而言，任何一個聲望與權力日益壯大的政教領袖顯然都不會是中朝所樂見的。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提到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為前弘期與後弘期，前弘期佛教的傳入來自松

贊干布與兩位聯姻的公主對佛教的崇信，在經歷了朗達瑪滅佛及最終死於僧人的

報復後，藏傳佛教進入各教派百花齊放的後弘期，此時佛教之所以能復興，很大

一部分即是地方割據勢力直接推動的結果，有些割據勢力的首領本身也是寺院的

寺主，隨著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出現，宗教勢力與地方割據勢力的關係也越來越密

切，甚至在某些地方融為了一體，成為西藏政教合一體制的雛形。接著西藏各地

也開始出現家族式政教合一，其中薩迦政權是由貴族的昆式家族創立，主寺座主

也一直由該家族成員出任，隨著該派經濟實力與宗教聲望的成長，最後在元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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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由八思巴出任帝師，建立掌握全西藏政權的第一個政教合一王朝。帕竹

政權根本上與薩迦政權十分相近，都是屬於家族式政教合一體系，帕竹朗氏家族

也是名門旺族之一，不同的是帕竹噶舉並非一開始就屬於朗氏家族的，而是在歷

史條件發展下，因其社會與政治因素漸漸與該家族結合，最終在絳曲堅贊時取代

了薩迦派之於西藏地區的統治權。而後期出現的活佛轉世政教合一制度則是格魯

派在各教派爭權奪利的時空背景下，考量到繼承人的問題時，宗教上層人士認為

轉世傳承對於延續格魯派聲望與勢力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因此從三世達賴喇

嘛開始確立了活佛轉世制度，然後到五世達賴時在蒙古勢力的支持下正式掌握西

藏的行政權，建立政教合一的王朝，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源起與發展的過程。	

此外，歸納薩迦、帕木竹巴與格魯派甘丹頗章三大政權可以發現，西藏政教

合一共有的核心特色其一是教權高於俗權，藏人身為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

僧人在民眾心中的威望和影響遠遠超過了普通世俗貴族，僧人甚至壟斷了教育、

醫療等資源，導致了世俗政治力量在西藏政治中的長期弱化現象。其二則是政權

均有中朝的支持或認可，薩迦政權始於元朝扶植薩班為西藏的行政代理人，帕竹

政權的絳曲堅贊雖是以自身教派的力量統一全藏，取代薩迦實質上的統治權，然

而其依舊在名義上取得元朝的認可與冊封，至於格魯派建立的甘丹頗章政權與當

時的清朝究竟是對等關係或從屬關係，漢人與藏人對這種關係有著不同的解讀，

漢人認為在調解了西藏多次紛擾後甚至有派軍駐藏的情形，顯然是一種從屬關係，

但對於藏人來說，雙方純粹是宗教關係72，無論如何，清朝對於達賴喇嘛之於西

藏的統治政權總歸是支持的，且這種認可對於政教合一政權的遂行也相當有幫助。	

	

                                                
72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Katia Buffetrille：中國與西藏一個如此漫長的歷史，上網

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檢自：https://www.tibet.org.tw/import_wenji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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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分離	

西藏社會在經過了數百年的高度政教合一制度後，最後終於像所有的先進國

家一般進入政教分離的時代，不同於歐美國家的政教分離本意是提升人民的宗教

自由，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分離是以民主改革為本質開展的，流亡的特殊背景多

少帶來了改革的契機，也因此諷刺的是政教分離並非發生在西藏，而是印度。為

釐清流亡政府推動民主改革的背景與過程，本章將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與

其對藏傳佛教產生了何種影響，因其對於西藏問題的演變可謂是核心議題，共產

黨作為眾所皆知的無神論者，在與西藏這樣一個政教高度合一且人人虔信佛教的

社會接觸時，衝突似乎是無所避免的，也因此要研究西藏問題時，中共與西藏對

於宗教態度的歧異是值得研究的。在了解中共與西藏在各個層面存在的根本衝突

後，本章第二節將探討 1959 年達賴喇嘛流亡至印度成立流亡政府的時空背景及

組織運作的模式，並在第三節整理流亡政府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流亡政府民主

制度的特色，以及達賴喇嘛是如何透過流亡藏人憲章的制定與逐步修正，以實現

政教分離的願景。 

第一節	 中共與西藏在各種層次的衝突	

一、 文化的衝突	

本研究認為中共與西藏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衝突，導致達賴喇嘛終究難以與

共產黨和平共存而出走，且直到 2019 年止，達賴喇嘛已不只一次表示願意返回

西藏，但中共方面卻很直接地拒絕了這位西藏精神領袖的回歸73，顯見這樣的衝

突並不僅僅是毛澤東時期的產物，而是中國與西藏在各種面向的差異導致，畢竟

一個民族國家的宗教政策絕不可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相反地，必須是以該民族

                                                
73 Tibetan Review, Tibet repression belies Dalai Lama retune hopes, Retrieved March, 27, 2019, From: 
http://www.tibetanreview.net/tibet-repression-belies-dalai-lama-return-hopes-by-pema-th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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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與意識型態作為依歸，因此認識這些衝突並檢視中共建政後的宗教政策，

將有助於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未來發展。	

首先談到文化的衝突，宗教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的衍生物，文化的差異直接影

響到民族的宗教觀與宗教制度，中國是民族的大熔爐，從廣東、福建、四川到東

北，即便相距千里，但經過了數千年來的改朝換代，在各民族的來來去去與交流

融合下，高度的漢化使得中國各地幾乎已不存在文化差異。唯獨西藏是特別的，

在中共建成青藏鐵路並積極開發西藏，以致越來越多的漢族商人或軍警官員進駐

到藏區以前，西藏長期以來一直是由單一的民族所構成的，也因此藏民族始終能

保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信仰等，這很大的因素是來自於青藏高原的高度，

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高度成為西藏文化的圍牆。海拔越高意味著空氣越稀薄，海

拔在 3,500 米時人只能得到約海平面 65%的氧氣，升至 5,500 米時就只剩一半氧

氣，筆者站在海拔約 5,500 米的卡洛拉冰川前便能明顯感到呼吸急促、舉步維艱，

那種感受是一般生活在平地的漢人難以想像的，而除了缺氧外，伴隨著高度而來

的還有低溫、狂風、冰雪、強輻射，這也是在中共接管中國以前，西藏能始終保

持實質上獨立的原因，如果僅僅是人與人的較量，以前中國與西藏之間實力相差

的程度並不比現在小，原因就在於那時的中國人戰勝不了西藏的天74。也因為西

藏高原地形的嚴酷，藏人生存的艱難與心裡的寂寞造就了藏傳佛教特殊的宗教意

識，同是從印度傳進的宗教，到了西藏卻變得如此森嚴，許多唐卡均能見到長相

兇惡懾人的金剛護法，其與中國佛教中慈眉善目的神佛形象大相徑庭，很大的原

因是恐懼構成了藏人的信仰中心，從文化意義上理解這些現象，生存的恐懼使西

藏人在他們積雪覆蓋的群山、颶風橫掃的平原、奔騰的河流和寬闊的山谷之間，

到處都看到猙獰而易怒的神靈鬼怪，恐懼是他們生命歷程中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

經過昇華的恐懼成為他們精神世界的核心，他們必須膜拜恐懼，服從恐懼，以複

雜的禮儀祭祀恐懼，才有可能通過對恐懼的順應，在恐懼的規則和強大保證下，

                                                
74 王力雄，（2009）。天葬：西藏的命運。臺北：大塊文化，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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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脫，西藏宗教崇拜大量猙獰恐怖之事物的根源應該就在這

裡75。	

站在扎什倫布寺的巷道裡，筆者見到許多磕長頭的虔誠信徒，那是藏傳佛教

信徒為實現信仰、祈福避災而進行的祈禱方式，磕長頭為等身長頭，五體投地匍

匐，雙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劃地為號，起身後前行到記號處再匍匐，如

此周而復始，在這些虔誠的藏人面孔當中，不乏幾個月甚至幾年前就從遙遠的家

鄉出發，用身體刻劃著足跡，丈量著家鄉到聖城拉薩的距離，一步一磕用幾年的

風餐露宿來完成這段朝聖之旅。相較於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境內許多只剩軀殼而

失了靈魂的寺廟，憑著重建後宏偉的外觀供觀光客膜拜，藏人信仰的靈魂顯然倖

存地延續了下來，中國與西藏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精神層面的鴻溝，中共

與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然很難理解藏人的這種宗教信仰，這種衝突自然也就成為中

國與西藏之間最大的隔閡。	

二、 意識型態的衝突	

	 	 	 	 馬列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圭臬，也是其堅持以黨領政、一黨專政的核心

價值，儘管在鄧小平上任推動改革開放以後，引入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一詞成為中共政治宣傳的標誌，然而本質上仍舊是由馬克思主義衍生

而來，馬克思對於宗教亦有其獨到的觀點，其雖不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卻非

常有批判性，容易被解讀為是反宗教的無神論主張，此宗教觀對於中共的意識型

態自然也具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自中共政權脫離文革十年的陰霾，1980 年以後

朝向開放改革的道路，其宗教政策充份發揮了國內與國際統戰的功能76。馬克思

認為在宗教與世俗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上，世俗的社會物質生活是宗教的原因，宗

教和民族問題上的不公是社會不公的反映，所以要徹底解決這一現象，必須剷除

宗教賴以存在的世俗根源，進行廢除私有制的革命，因為克服世俗社會的不公是

                                                
75 王力雄，（2009），頁 300。 
76 蔡源林，（2013）。中共宗教政策的制度面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2 期，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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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宗教歧視的前提77，也因此馬克思在其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曾

指出對宗教的批判乃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國

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

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78。在中共的意識形態詞彙中，無神論是一種基本

學說，主要表現在兩種形式：「科學無神論」和「激進無神論」。科學無神論作

為歐洲啟蒙運動的延伸，將宗教視為是虛幻、非科學和落後的，因此，科學和教

育的進步將導致宗教的自然消亡。相比之下，列寧所倡導的激進無神論則將宗教

視為危險的麻醉藥品和令人不安的政治意識形態，為反革命勢力的利益服務，因

此它應該被革命力量消除。在科學無神論的基礎上，宗教寬容雖從早期就被列入

中共政策，但由於激進的無神論，無神論的宣傳變得更加兇猛，無產階級專政的

力量也就自然被用來消除反動的意識形態79。	

	 	 	 	 1931 年 11 月 7 日到 20 日，在中國江西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

會」，宣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建立了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國號的政治體，同

時通過「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作為施政的準則，該法第十三條規定：「中國

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實際為目的，絕對實行政教

分離的原則，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

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之自由，帝國主義的教會只有在服從蘇維埃法律時，才能許

其存在。」這部憲法大綱對宗教政策的觀點基本應證了前述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馬克思堅持無神論，認為在歷史中宗教是統治階級作為麻痺人民鬥爭意志的工具，

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宗教會自然滅亡80。相較於這種著

眼於現世階級鬥爭的現實主義，藏人的人生觀是著眼於來世的，即使無產階級革

                                                
77 魏琪（2005）。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博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宗教學系，北京，

頁 53。 
78 Karl Marx 著、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譯，（19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452-453。 
79 Fenggang Yang,（2006）.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7, No. 1, p. 100. 
80 王世芳（1995），中共宗教政策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台北，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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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成功，但那不過是一世的幸福，唯有透過磨難與修行才能超脫於輪迴，獲得萬

世的幸福。再者，藏人的信仰中心是達賴喇嘛，他是引導眾生超脫的活佛，有如

本研究上一章所述，西藏的政教合一是教權高於俗權的政體，是以達賴喇嘛為政

教中心的政體，而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無神論，即使存在宗教，也只是供政權所

利用，並在最終達成消滅宗教的目的。作為反對任何唯心主義的政黨，中共稟承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認為宗教源於人類對世界的錯誤認知，隨著科學文化的進步，

宗教將會自然消失，但在一定歷史階段裡，宗教還會繼續存在，在此階段中，中

共應當限制宗教的發展，並用各種方式加速其滅亡81，換言之是一種俗權高於教

權的思想，這兩種意識型態在根本上是衝突的。	

中共 1995 年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除了決定對西藏加強政治控制外，

最重要的話題是圍繞在西藏的經濟發展，中共把維穩的希望寄託於西藏的經濟發

展上，然而經濟發展可以淡化宗教影響，卻不能遏止民族主義的蔓延，甚至還可

能在某些方面成為民族主義的催化劑，這也是同時作為藏族政治領袖的達賴喇嘛

始終被中共視為影響政權穩定的政敵之因，更何況宗教受到物質主義瓦解的情形

並不如中共想像的那般順利，西藏高原的「天」註定藏人與宗教保持不可分離的

關係，畢竟對那些生活在大山、雪原和牧場的藏人，錢只是某些時候有用，神卻

是時時刻刻都有用，沒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種恐懼環境中是支撐不下去的82。總

之，正因為共產黨的思考邏輯與西藏人民的宗教天性存在著根本上的歧異，因此

不論達賴喇嘛出走與否，中共以武力「和平解放」西藏及隨之而來的高壓統治，

對於雪域高原來說都是無法避免的；儘管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西藏是一個過

時的封建社會，一個只能通過革命或階級鬥爭重塑的時代，但這種誤解實際是來

自於普遍的共產主義宣傳和對西藏傳統社會的扭曲認識而生，是非宗教觀察者對

傳統西藏社會的錯誤解釋83。	

                                                
81 李江琳，（2018）。當鐵鳥在天空飛翔。新北市：聯經出版社，頁 290。 
82 王力雄，（2009），頁 382。 
83 Franz Michael,（1985）. Survival of a Cultur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Asian Survey, Vol. 25, 
No. 7 (July, 1985), p.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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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制度及宗教政策的衝突	

中共宗教事務局是在國務院下的一個特別機構，受黨的統戰部指揮，中央統

戰部制定宗教政策後，由宗教事務局負責落實到各個宗教組織，因此宗教之於中

共而言，完全是一種統戰的工具與手段，因此，依循著漢文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型

態的原則，中共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宗教政策與社會制度，然而其中許多制度都與

西藏社會產生牴觸，首當其衝當然是西藏由家族式政教合一制度一路發展起來的

寺院及僧侶，這些擁有自己的土地、資源，卻專注於自我修行，不能極大化生產

力而只能單方面接受信徒奉獻的僧侶，在共產黨眼中無疑是剝削階級，是需要接

受批判鬥爭的，也因此中共在 1949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花了頭 17 年的時

間試圖控制所有宗教，接著採取 13 年的根除措施，然後才再採取寬容政策84，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無數的寺院遭毀壞，僧侶遭強迫還俗。當然，隨著改革開

放之後中共理解到激進的處理宗教問題並不明智，其遂於 1982 年頒布《關於我

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簡稱十九號文件），這項政

令被視為是中共現階段宗教政策最具代表性的論述，而十九號文件的提出也代表

中共意識型態對宗教鴉片論的反思，並逐漸從「鴉片論」向「協調論」轉折，並

很快地在之後往「相適應」的方向上發展85，1991 年中共進一步頒布了《中共中

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簡稱六號文件），文中

提到：「動員全黨、各級政府和社會主義各方面進一步重視、關心和做好宗教工

作，使宗教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86。」至此，適應論就成為中共宗教論述的主

軸，值得一提的是，從〈十九號文件〉到〈六號文件〉中共都一再重申公民有信

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這種信仰自由的內涵與西方世俗化論述

中的概念是不同地，對中共而言，宗教信仰自由不只包括「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

                                                
84 Fenggang Yang,（2006）, p. 100. 
85 楊開煌，（2004）。中共宗教管理政策之社會文化基礎評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1 期，頁 
39。 
86 人民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上網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檢自：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704/4495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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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地是「不信仰宗教的自由」87，畢竟對中共而言，宗教信仰自由這個概念

也是具有階級屬性，是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和神權主義的鬥爭過程中所

提出來，雖然背後的理論依據是天賦人權的概念，但仍然未能解決階級矛盾所衍

生出來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剝削行為88。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雖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但此處實際所指的自由僅限於個人信仰自由，而非宗教本身組織、宣

教、傳道的自由，很大的因素是源於共產黨本身的無神論，它認為人民真正的信

仰只能是共產黨，前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早在 1980 年人民日報發表的《正確

理解和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文裡就曾如此說：「每個公民信教有自由，

不信教也有自由…，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應當堅持不懈地宣傳無神論。」

可以說重點在於公民的主觀信與不信的自由，並不包括傳教的自由89。即使先不

論宗教自由是否應等同信仰自由，抑或確實應有條件的管制，中共認可的制度性

宗教也只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等五大宗教，其中基督教

更限定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精神，原因在於在其畏懼來自西方勢力的宗教若

建立自主性及組織性將會在黨的控制之外，煽動反動思想，或甚而像西藏人民一

般，以宗教結合民族，鼓吹民族自決的情形發生。再者，中共對於信仰與不信仰

自由的觀點，基本上就決定了其作為一個政教分離的政權，這與西藏幾百年來貫

徹的政教合一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有趣的觀點是，基於中共希望達到人民的信

仰只能是共產黨的目標，我們或許也能將中共視為一種以社會主義為國教的高度

政教合一政體，這或許也能說明在鄧小平發動改革將毛澤東拉下神壇前，毛在共

產黨的世界幾乎神格化的原因，在這種觀點之下，兩個神的同時存在當然是不允

許，也因此中共的神與西藏的神，在制度上的衝突就越顯得避無可避，值得一提

                                                
87 李英明、賴皆興，（2008）。解構神聖的話語遊戲：中共宗教世俗化論述的建構意涵。遠景基

金會季刊，第 9 卷第 3 期，頁 15。 
88 徐玉成，（2005）。宗教政策法律知識問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4-5。 
89 趙天恩，（1993）。洞燭先機－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會論評。台北：中國與福音出版社，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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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歷史不斷的在重演，2017 年中共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納入黨章，並在 2018 年 3 月由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正式將

習近平思想納入憲法，及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限制，習近

平好似當年的毛澤東，頗有走上神壇的架勢，德國媒體也早在中共十九大前夕就

對此發表了專文報導，認為習近平和共產黨在十九大召開前夕已經在中國各地的

宣傳活動中以神的形象出現，習近平讓本就接近於神的共產黨變得更接近神9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300 條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

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

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條文中可明顯看出中共法定了三種非法

宗教的型態，即會道門、邪教組織及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者，會道門是指中國

傳統社會具有泛宗教色彩的幫會或秘密結社組織，如洪門、天地會等，而以迷信

破壞國家法律一條亦尚在可理解範圍，但有趣的是，針對邪教組織的構成該當要

件為何，在條文中並未闡明，換句話說，凡被名門正派指控為偏離正統者，都可

能被納入此範疇，甚至進一步而言，正邪的判斷標準是由共產黨依國家與社會需

求來判別的，即某一宗教的正邪與否，真正關鍵不在於其特定的教義與儀式內容

是否有違正統信仰，而是其組織活動是否挑戰了政權的合法性及現有的社會秩序，

在這種模糊定義中，中共能輕易經由法律及政策對民間宗教團體發揮影響，而影

響力之大則在法輪功的案例中可見一斑，1990	 年代初期，法輪功以結合佛教修

行與中國傳統氣功來號召信眾時，官方基本上將其視為合法的氣功運動團體之一，

符合當時鼓勵以傳統療法來減少醫藥支出，並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官方政策，然

而在法輪功崛起的過程中，其以標新立異、擅於動員造勢而逐漸累積其社會資源

的情況，卻讓堅持無神論的共黨幹部心生不滿，認為氣功只是偽科學，是另一種

型態的封建迷信，遂發動反氣功運動的批鬥。然而一直到 1999 年 4 月法輪功學

員聚集抗議天津一家青少年雜誌刊登反法輪功專文時，法輪功代表都能獲得政府

                                                
90 德國之聲，西方危機越深北京信心越大，上網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檢自：

https://p.dw.com/p/2m1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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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官員的保證－中國政府並沒有把法輪功視為反政府組織，然而同年 7 月 22

日中國政府態度突然大逆轉，正式宣布法輪功非法，並全面鎮壓法輪功的各級活

動，29 日公安部甚至下達一份國際通緝令，以試圖推翻政府罪欲逮捕身在美國的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還請求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合作91，至此，法輪功在中國政

府眼中已正式成為刑法第 300 條定義的邪教組織。	

當然，法輪功的案例或許不足以完全作為藏傳佛教的借鏡，但至少我們可以

知道任何宗教如果有了自己的組織、動員能力，或潛藏有威脅共產黨政權的可能

時，都是可以被定義為邪教的，制度面即如此，遑論藏傳佛教不論是哪一個教派，

都有顯宗及密宗的完整理論和修持方法，其中密宗亦不乏許多漢文化無法理解的

宗教儀軌，若以多數者為正派、少數者為邪派的二分法而言，欲加之罪恐也何患

無詞，這個問題背後牽涉的其實正是權力的分配與爭奪，也因此中共必須通過社

會化與世俗化宗教論述的建構，先將宗教從「天上」還原到「人間」來，然後再

通過人間的規範來對宗教進行管理，這正是從〈十九號文件〉到〈六號文件〉逐

步發展完成的結果92，因此，相對於達賴喇嘛是藏人從人間向天上溝通的橋樑，

中共的宗教政策則是從天上還原到人間，這正是西藏與中共在制度面上的衝突。	

另外針對活佛轉世制度作為藏傳佛教獨有的傳承方式，中共雖在原則上給予

形式上的尊重與承認，但制度面仍訂有《宗教事務條例》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

管理辦法》來對藏傳佛教活佛的傳承等相關事宜作明確規範，當然此舉可解釋為

是延續明、清時代的作法，從 1792	 年清朝政府頒布法令對轉世活佛的決選定出

金瓶掣簽的歷史定制開始，其就成為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之一，經金瓶掣簽認定

的轉世靈童均需報請中央政府批准，少數情況特殊者也可以報請中央政府批准後

免予掣簽，總體來說中央政府擁有任命活佛的最高權威，這也再度驗證了中共是

俗權高於教權的，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更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例如：	

第二條 

                                                
91 蔡源林，（2013），頁 154-155。 
92 李英明、賴皆興，（200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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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轉世應當遵循維護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

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則。 

活佛轉世尊重藏傳佛教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但不得恢復已被廢除的封建特

權。 

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
93	

平心而論，活佛既然是作為神的存在，用人的法規來管制本就是一件怪誕之

事，而上開法條明顯將國家統一穩定置於宗教之前，且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

織、個人的干涉支配的規定也凸顯出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問題長久以來的爭辯，

按理說，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的中心，又是象徵神佛的存在，他的轉世問題應

當是達賴自己說了算，無論是不再轉世或轉世於中國境外都應當遵循達賴的自我

意願，但現今流亡在印度的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似乎已成為中共所謂的境外組織

與個人，對於轉世問題也已無插手的餘地，這種情形對於任何一個虔誠的藏人而

言顯然都是難以理解的矛盾。	

第二節	 西藏流亡政府成立經過與運作模式	

1950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噶廈政府談判破裂，中國人

民解放軍遂向康區首都昌都進軍，想當然爾，甫擊敗國民黨奪下中國疆土的解放

軍士氣高昂，相形之下，武器與兵力都落後解放軍一個世紀的藏軍毫無抵抗能力，

西藏噶廈政府雖一度向聯合國求助，但西藏並非聯合國成員，最具發言權的鄰居

印度亦不願得罪中國，因而未支持將噶廈政府的議案排入聯合國議程。最終，噶

廈政府派出阿沛‧阿旺晉美（Ngapoi Ngawang Jigme）為首的五人代表團，1951

年 5 月 23 日在未詳盡向噶廈政府匯報的情況下與中共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

                                                
93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檢

自：http://www.sara.gov.cn/zcfg/fg/xzfgjbmgz20170904204343165711/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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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世人簡稱為十七條協議，該協議

94的第一至四條分別載明：	

第一條 

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

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第二條 

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第三條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

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四條 

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

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十七條協議最重要的概念是確認中共為西藏主權國的地位，協議中提到西藏

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且西藏地方政府必須積極協助人民解

放軍進入西藏，這些都再再堅定了中共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控制西藏的意義。起先，

十四世達賴喇嘛亦表示支持及擁護十七條協議，承認北京為西藏中央政府的存

在，就連在 1956 年印度政府邀請達賴喇嘛參加佛祖 2500 年誕辰慶典時，他也無

法片面接受邀請前往，而是等到時任西藏工委書記的張經武從北京返回拉薩，向

達賴喇嘛傳達周恩來的指示，批准他去印度後才得以動身95。然而，中共終究沒

能遵守十七條協議，從 1952 年將色達草原劃入四川省開始，中共積極地在康區、

青海省等藏區推動土地改革及合作運動，一如他們擅長的鼓動階級鬥爭，甚至強

迫喇嘛還俗，讓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的西藏人民積累不滿到了臨界點，最終導致了

                                                
94 人民網，十七條協議條文，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檢自：

http://www.people.com.cn/BIG5/other5410/5416/20010523/471995.html 
95 李江琳，（2016）。1959：拉薩。台北：聯經出版社，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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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的拉薩事件，使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建立流亡政府。此後，西藏流亡政府改

口指稱，當年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談判代表團是在中共當局的武力威逼下，

才不得不簽署了十七條協議，當時他們被迫在無法和西藏噶廈政府進一步聯繫的

情況下，以個人名義在協議上簽名，該協議實為非法且無效的96。	

回顧中共與西藏衝突的過程可以發現，造成 1959 年達賴喇嘛出走的並不是

單一的事件，而是一連串重大事件的連環效應。首先，十七條協議第四條隱藏的

歷史陷阱便是導火線之一，該條文提到「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

更」，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個西藏，是文明覆蓋意義上的大西藏呢，還是當時西

藏政府實際管轄的衛藏97，事實上這也是達賴喇嘛與中共爭議已久的問題，流亡

政府及許多流亡藏人認知的西藏，是包含歷史上西藏政府曾管轄的衛藏、康區、

安多等三個省的藏族活動地區98，三個省涵蓋目前中國劃定的西藏自治區範圍外，

還包含印度實質佔有的阿魯納恰爾邦，以及中國的甘肅、四川、雲南、青海省的

一部分，但中共官方並不認同此一說法，中共所稱的西藏係指傳統衛藏和小部分

康區組成的西藏自治區，也因此當中共進入藏民歷來游牧之地的色達草原，宣布

該地和平解放的意義是，1955 年 11 月 9 日，設立於北京的國務院批准色達建縣，

色達草原的牧人也就糊裡糊塗地成了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所牧之民99。而

1955 年底，一支全副武裝的土改工作隊進入德格麥宿，他們召集一些乞丐和處於

社會邊緣的人，說他們窮是因為頭人和寺院的剝削，逼著他們把頭人和大喇嘛抓

來，由工作隊員和積極分子帶頭辱罵毆打，逼他們承認自己有罪，工作組還盯上

了宗薩寺，這座千年古寺擁有 23 座經堂，數百間房屋，寺內有大量佛經、醫學、

文學、天文、曆算、工藝、美術的典籍，以及歷代大師的著述，於是工作組先宣

                                                
96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ion, Facts About 17-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Retrieve: April, 4, 2019，From: https://tibet.net/2001/01/facts-about-17-point-agreement-between-
tibet-and-china-2001/ 
97 王力雄，（2009），頁 185。 
98 Carole McGranahan,（2005）. Truth, Fear, and Lies: Exile Politics and Arrested Histories of the 
Tibetan Resista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0, No. 4, p. 573. 
99 李江琳，（201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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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喇嘛僧人是剝削階級，將僧人逐出僧舍，值錢的東西統統沒收，大喇嘛和寺院

管家、部落頭人一起抓起來遭受鬥爭，然後關進監獄100，當然，這個古來隸屬西

藏康區的地方，當時也劃入了四川省。此外，1958 年歸青海省管轄的循化縣爆發

的循化事件也是一連串骨牌效應中的關鍵，為了防叛，當時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

和自治縣「採取開會學習等方式將民族宗教上層人士集中控制起來」，循化溫都

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層人士被請縣城去辦學習班後，就被控制起來，一去不回，

加乃化仁波切曾擔任過班禪喇嘛的老師，德高望重深受當地民眾信仰，引起的震

動和憤怒可想而知。總之，上述這些藏區的和平解放與暴力土改的例子多不勝數，

然而對中共而言，這些其實都不是在「西藏」發生的事。	

於是，時間來到了 1959 年 2 月 7 日，這天是除夕前一天的驅鬼節，中共入

藏後，每年的驅鬼節西藏噶廈政府都會邀請工委領導人去布達拉宮，由達賴喇嘛

親自陪同觀看西藏傳統的古朵金剛舞，這年因工委書記張經武不在拉薩，西藏軍

區副司令鄧少東和工委秘書長郭錫蘭應邀去布達拉宮，當天觀舞時，達賴喇嘛和

鄧少東在閒談中說定了去軍區觀看文工團新排練的表演101，3 月 9 日，鄧少東及

其參謀長通知西藏官方有關達賴次日去軍區看戲的安排，並直接表示達賴喇嘛只

能帶幾名侍從，不能帶警衛102，這個消息傳出後造成拉薩事件的導火線，由於先

前加乃化仁波切及其他大喇嘛被中共以各種理由帶走後便一去不回的例子，藏人

懷疑中共將會藉機拘禁達賴喇嘛，3 月 10 日那一天，超過一萬以上的拉薩藏民

聚集在達賴喇嘛的行宮羅布林卡前，內心焦急又憤怒，他們不停高喊著：「中國

人滾回中國去」、「西藏的主人是藏人」等口號，震耳的怒吼讓在行宮內的達賴喇

嘛終於放棄去中共軍營看戲的計畫，但這個群眾行動同時也促使中共各路軍隊從

現地開始向拉薩集結，漢藏對峙局勢隨之升高，拉薩被推動戰爭的邊緣103，此即

為著名的拉薩事件，到了 3 月 16 日，達賴喇嘛得到消息指出中共將炮轟羅布林

                                                
100 李江琳，（2016），頁 15-17。 
101 李江琳，（2018），頁 330。 
102 李江琳，（2016），頁 117。 
103 林照真，（1999）。喇嘛殺人。臺北：聯合文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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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於是他在次日請示了乃穹神諭，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同時，兩

枚砲彈在羅布林卡寶園北門外的沼澤中爆炸開來104，達賴正式踏上了流亡之路。	

事實上，1956 年達賴喇嘛在印度參加佛陀誕辰及一連串的外事活動時，他就

和印度總理尼赫魯有過對話，當時達賴喇嘛就曾試探性地詢問過在印度獲得政治

庇護的可能性，尼赫魯則明確地表示：印度幫不了西藏的忙，達賴喇嘛應該返回

西藏，以十七點協議為基礎，試著和中國共事105。隨後尼赫魯也告訴印度外交部

長，他忠告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的宗主權，並試圖確保最大限度的內部自治，對於

達賴喇嘛請求印度的幫助部分，撇開其他的考慮，印度也沒有能力提供西藏任何

有效的幫助，其他國家也沒有可能這樣做106。然而，當達賴喇嘛正式流亡時，實

際上也沒有太多的去處選擇，甚至可以說只有印度才有權力給予藏人幫助，一來

因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西藏的，二來則因地緣關係及其民主的政體。3 月 21 日，

尚在避難途中的達賴喇嘛尊者獲悉中共在其離開後在拉薩進行的血腥鎮壓，鑒於

時局已無可挽回，乃於距印度邊界不遠的隆子縣宣布成立西藏臨時政府，隨後決

定流亡印度。3 月 31 日，達賴喇嘛尊者越過邊界抵達印度，印度總理尼赫魯也致

電問候，4 月 18 日，達賴在印度阿薩姆省召開記者會，說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

家，揭露中共軍隊入侵西藏實施暴政的真相，並宣布不承認十七條協議，接著他

抵達印度北方邦的木蘇里，與印度總理尼赫魯討論西藏難民及兒童的安置與教育

問題，得到印度政府的大力幫助，尼赫魯建議在印度學校裡安置西藏孩童，但達

賴喇嘛婉拒了，他認為西藏的孩子在接受現代教育的同時，還要傳承西藏宗教及

傳統文化，最後取得為流亡藏人建立專門學校的共識，與此同時，西藏流亡政府

在木蘇里正式開始運作，之後直到 1960 年在印度政府徵詢過達賴喇嘛的意見後，

安排流亡政府遷移至印度北部的一個小鎮－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遂於 4 月 30

                                                
104 Dalai Lama 著，康鼎譯，（2000）。流亡中的自在。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160。 
105 Dalai Lama 著，康鼎譯，（2000），頁 139-140。 
106 Jawaharlal Nehru, (2006).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 35,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20-521. 



DOI:10.6814/NCCU2019002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日遷居，5 月 1 日起正式駐錫達蘭薩拉107。	

西藏流亡政府基於三權分立的理念，是由最高法院、西藏人民議會以及內閣

所組成的，達賴喇嘛及噶廈成員在木蘇里初成立流亡政府時，內閣轄下設有五個

部門，分別為宗教與文化事務部、內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等，以下就

各部權責分述之。	

一、 宗教與文化事務部：該部的職責主要是照顧各教派寺院的建設和僧侶

的生活、學習以及傳承西藏傳統文化等，它還作為西藏佛教的權威機

構，向那些對西藏佛教及其歷史發展感興趣者提供情況資料以及向世

界各地之藏傳佛教寺院或團體根據他們的要求的提供包括派遣經師

在內的各項服務，此外，該部也負責與世界各地的宗教團體或各種宗

教進行聯系溝通以及在世界宏揚佛法之重責大任，宗教與文化事務部

歷來由內閣中分管宗教與文化事務部的噶倫直接領導，其不僅在印

度、尼泊爾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餘座，其中哲蚌

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憎侶，而且還在世界各國建立了一些

寺院和一千多個宗教組織，為了真正提高各寺院的整體素質，該部還

將幾百名從西藏師範學校和達蘭薩拉西藏因明學院畢業的青年或僧

侶分派到各寺院任教108。	

二、 內政部：為了防止流亡藏人流散各地，為了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傳統

習俗和保持藏人的凝聚力，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流亡初期就向印

度總理尼赫魯提出為流亡藏人提供地方以及幫助建立定居點的要求。

在獲得印度政府的積極回應後，在印度政府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

內政部作為對口單位直接負責安排流亡藏人的定居工作，此外，創造

就業機會和促進自力更生的藏族民眾一直是該部的主要任務109。	

                                                
107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檢自：https://xizang-zhiye.org/流
亡歲月的大事記回顧-引言/ 
108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ion, Retrieve: April, 5, 2019, From: https://tibet.net/department/religion/ 
109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ion, Retrieve: April, 5, 2019, From: https://tibet.net/departmen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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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部：為了具體落實達賴喇嘛保存和發展西藏傳統文化教育的理

念，教育部可以說是流亡政府初期建立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該部主要

負責流亡藏人兒童的教育工作，它同印度新德里中央藏校管理會密切

合作，中央藏校是在印度教育部下單獨註冊的，是一個專門協助建立

西藏學校的獨立機構，根據新德里中央中等教育理事會製訂的教學大

綱給各藏校提供教科書，而藏文教科書則由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編輯

出版，依照達尼赫魯在達賴喇嘛流亡之初建議英文教育的重要性，流

亡政府教育部採用六年級以下完全由藏文教學，六年級以上則藏英文

交替，並逐漸增大英文教學時間的方式，很大的因素也是考量到大部

份從流亡藏人學校畢業的學生上大學只能報考印度大學，而其教學語

言是英文。迄 2018 年為止，依據藏人行政中央的統計共有 87 所學

校，其中有 40 所小學、24 所初中和 21 所高中以及大學等，在校生超

過 27,000 人，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根據自己的誌願可以進入印度各

高等院校和佛教綜合學院，畢業後則可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門或在教

育、衛生、財政、政務、法律研究等各行各業中為社會服務，此外，

西藏教育部也已經安排一千多名學生去外國學校學習110，這對於西藏

問題持續國際化也是相當有幫助的。	

四、 安全部：故名思義，該部主要職責是負責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警

衛工作，並負責掌握和通報中共在西藏之動向，了解和掌握西藏境內

的情況，此外，該部還運營三個難民接收中心，分別為尼泊爾、加德

滿都和新德里，越來越多來自西藏的難民需要獲得照顧，接收中心會

給予新的難民食宿，引導前往目的地，並幫助新難民找工作、參加學

校或寺院111。	

                                                
110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檢自：https://xizang-zhiye.org/藏
人行政中央噶廈（內閣）/ 
111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ion, Retrieve: April, 5, 2019, From: https://tibet.net/department/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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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交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於 1959 年在木蘇里成立，1960 年隨達

賴喇嘛搬遷到達然薩拉，但由於達然薩拉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與外界

聯繫較困難，因此，兩年後流亡政府撤銷了在達然薩拉的外交部辦公

室，決定外交事宜統一由西藏流亡政府駐德裡辦事處負責處理，而後

隨著形勢的發展，鑒於向國際社會介紹西藏問題的重要性，西藏政府

與 1972 年成立新聞部，並與外交部合併為外交與新聞部。該部基於

分工不分家的原則，分設兩個秘書長，分別主管外交與新聞事務，並

設有中國部、印度部、環境部門等專職部門，定期出版的刊物包括英

文和中文版雙月刊《西藏通訊》、藏文月刊《知識》、藏文周報《自由

西藏》以及不定期地發行的《政治簡報》等，近幾年隨著科技的發展，

網絡成為最便捷的信息傳播工具，因此該部也辦有中文網站《西藏之

頁》和英文、藏文、印地文的網站等112。	

除了上述五個在流亡政府成立初期設立的部門外，流亡政府後續也成立了財

政部與衛生部，迄 2019 年止，這七個部門構成流亡政府主要的組織編制。1969

年成立的財政部職責是全面管理流亡政府的財政金融工作，主要負責為西藏流亡

政府的運作籌集資金，以及為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門與其下屬機構在限定的期限內

編列預算、管理財政收支等事宜，財政部所屬企業一直從事規模不小的商業活動，

例如編織地毯、生產各種手工業品和出版大量有關西藏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

的書籍，也在各旅游點設立西藏飯店以及經營藏香、哈達、顏料、皮毛等商業活

動，為西藏政府的運轉發揮一定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達賴喇嘛辦公室的撥款及

流亡藏人開設的手工業聯合中心、地毯廠以及藏人聚居區的合作社等單位每年徵

收一定比例的年度純利潤（大約所得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各地私人攤販捐款等都

是財政部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些款項都作為發展公集金在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財

政，如有不足，則由內閣設法籌措。此外，流亡政府 1961 年在達蘭薩拉建立了

                                                
112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檢自：https://xizang-zhiye.org/藏
人行政中央噶廈（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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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醫學院，之後醫學院在達蘭薩拉持續發展，到了 1980 年已經有了 23 名醫生

和 23 名醫護人員，流亡政府遂於 1981 年正式設立衛生部，這也是西藏流亡政府

七大部門中最晚成立的一個，衛生部主要擔負著全體流亡藏人的衛生保健責任，

其所屬西醫或藏醫院平時以治療為主，同時加強預防工作，不僅使流亡藏人收益，

也使藏人居住區附近的當地居民得益，附帶一提，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保健

醫療工作，也由西藏藏醫院的兩位醫師和達蘭薩拉的一位西醫負責。	

 

 

圖 2. 西藏流亡政府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檢自： 

https://xizang-zhiye.org	

	

除了內閣的各部門外，對於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莫過於 1960 年

在達賴喇嘛敦促下，經由流亡藏人投票選出的 13 名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也就

是後來的人民議會，議會最初的工作是檢查西藏舊有社會制度的利弊，當流亡政

府三權分立的體系確認之後，議會主要則負責憲法起草及各項法案的立法，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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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行政機關起到監督的作用，對於人民議會的發展，本研究將在下一節有更詳

細的說明。此外，儘管流亡政府將司法定為三權之一，但作為一個寄人籬下的非

正統政府，其在法律層面實際能做的還是很有限，例如達蘭薩拉的交通、治安與

基礎建設還是由印度管轄，而藏人行政中央雖設有法院和法官，但審判的僅僅是

一些民事案件，也不具有拘束力，即使判刑後當事人不執行，他們也沒有辦法強

制113。也因此，理解流亡政府組織架構設計的意涵，是遠比研究其實質上如何運

作更為重要的。	

另外在流亡初期，協助西藏難民的外國機構給予的幫助也是不可忽視的，例

如在 Pestalozzi 計畫中建立了兩個一流的托兒中心，為許多下一代藏人提供照顧，

如果沒有這種保障照護，整個難民社區可能已經瀕臨滅絕，特別是因為難民營的

健康危害在初期是驚人的114。而有關西藏兒童村等學校教育方面，難民化的身分

建構與國族認同應是流亡政府首要的任務，不同的階層群體藉著教育成功發展出

了公民情感，並奠基於達賴喇嘛的發言，學校教育將追求西藏國土收復的論述一

再重述，使得西藏難民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持續將矛頭指向中國，且流亡教育更

重要的是養成兼負西藏未來的正統繼承人，即會選擇對抗共產黨的真正藏人，以

難民化的自我認同為框架建構的離散論述，不僅保障了流亡的選擇、流亡社群繼

續抵抗中共的正當性，也將國族主義教育化身為使命傳遞115，事實上，這也符合

達賴喇嘛流亡之初，尼赫魯與其談話所說的「使西藏問題繼續凸顯下去，並不是

靠聯合國，而是要靠對下一代的教育。」116此外，正如世界各地的歷史都已被國

家機器所俘虜了117，中國將歷史與國家緊密地融合，以致於西藏的歷史在中國國

內有遭到誣陷的情形118，相對於這種情形，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則為藏人提

                                                
113 紀碩鳴，（2018）。翻山越嶺見西藏－達賴喇嘛要回家。臺北：新銳文創，頁：43。 
114 John S. Conway, (1975).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Pacific Affairs, Vol. 48, No. 1 (Spring, 
1975), p. 81. 
115 林汝羽（2013）。西藏流亡學校中難民化的國族身分建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新竹，頁 167-171。 
116 Dalai Lama 著，康鼎譯，（2000），頁 181。 
117 Nicholas B. Dirks, (1990). History as a Sign of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e, Vol. 2, No. 2, pp. 25-
32. 
118 Carole McGranahan, (2005), p.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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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另一種不同的歷史建構，對於流亡藏人而言，這使得流亡政府的存續在與中

共抗衡的過程中持續具有正統性。	

第三節	 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改革的進程	

若是以藏傳佛教獨特的活佛轉世制度來看，其實對於舊西藏改革的展望早在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前一次轉世，即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就開始了，

十三世達賴生在一個動盪的年代，他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初且處在英國與俄羅斯爭

奪中亞霸權的國際關係博弈中，經歷過兩次的英軍入侵與清朝勢力的威脅，兩度

流亡境外，尤其流亡在英屬印度時，他見到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及工業科學，其對

於十三世達賴的觸動很大，使他認識到對西藏社會進行改革的必要性，於是在政

治、	 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的這一行為一

直受到學界的關注，被稱作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的改革或者新政。1911 年，十三

世達賴首先派遣擦珠阿旺羅桑（tsha-grub-ngag-dbang-blo-bzang）到日本短暫留

學，緊接著於 1913 年初又派遣 4 位少年到英國留學，他們是西藏近代史上第一

批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公派留學生，這一舉措開創了西藏近代史上派遣留學生的

先河，對西藏傳統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儘管當時派遣的學生數量並不多，但

這些留學歸來的學子帶來了新的思想和文化，為當時封閉的西藏封建社會打開了

一扇新的窗戶，為西藏地方社會經濟起到了一定作用119。此外，正如本研究先前

所說，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由家族式政教合一發展而來的，這使得西藏社會長

年由權貴家族掌握著上層僧官系統，這些貴族階級具有為政府提供官員的權力與

義務，普通人因為沒有進入貴族階級的途徑，也就永遠不可能獲得政府的世俗官

職，因此西藏政府長期處於停滯不前狀態，有鑑於此，十三世達賴首先為西藏社

會帶來了選賢與能的概念，他打破噶倫等重要官職均由少數大貴族世襲的製度，

                                                
119 朗杰紫丹（2013）。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派遣西藏留學生赴應史實研究。博士論文，中央民

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北京，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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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了一批對地方政府有過特殊貢獻而又有才能的中下層年輕官員，委以重任

120，並且也試圖擴大人民代表的權利，讓西藏各宗派代表（即各宗措本之類的非

正式官員）常駐拉薩，有意仿照西方的議會制民主模式，將西藏政府的一些事宜

交予會議討論並提出建議121，儘管在當時西藏社會與經濟條件皆尚未成熟的背景

下，改革受到貴族與宗教上層人士的反對而告吹，但尋求改革的因子已在西藏萌

芽，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奠基著這樣的前例，在他年輕時就開始嘗試對西藏社會

的缺失進行改革，例如 1952 年指派了 50 位僧俗官員和寺院代表組成改革委員

會，及成立一個 15 人的常務委員會，負責檢討需要進行改革的地方，如稅收、

土地、交通等，但改革尚未成功時，中共勢力就進入西藏，最後這些改革計畫也

只能放棄122，雖然這些改革並未能貫徹，且無關民主改革，但總是為十四世達賴

喇嘛留下了經驗，因而當他流亡印度之時，特殊的時空背景使得民主化領頭的政

治改革迅速地開展，本研究歸納流亡政府政治改革的進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 第一階段：民主化的組織章程草創時期	

1959 年 3 月流亡印度後，立憲民主制度的想法就一直達賴喇嘛心中快速地

擴散，1959 年 12 月，達賴喇嘛第一次在菩提迦耶主持宗教法會，也是第一次有

各難民營的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當時仍然不斷地有藏人從西藏逃亡，達賴喇嘛

在該處停留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隔年 1 月法會結束前，達賴喇嘛遂向人民提出

民主的重要性，表示需要成立一個由人民代表的委員會，要求人民從西藏三區各

選出三名代表，寧瑪、噶舉、薩迦、格魯等四大教派也各選出一名代表123。1960

年 3 月 10 日，達賴喇嘛在拉薩事件的抗暴週年紀念聲明中再次重申了這樣的信

念，他對藏人強調：「西藏流亡社會將實施民主制，延續傳統文化，對於未來達

                                                
120 羅布（2006）。試析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改革的措施及其成效。西藏大學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頁 21。 
121 本擦達瓦（2009）。論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新政措施的主要策略。中國藏學，第 2 期，頁

12。 
122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我的土地，我的人民。臺北：臺灣圖博

之友會，頁 62-67。 
123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檢自：

http://www.tibet.org.tw/tibet_legis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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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喇嘛的信念是以真理、正義和勇氣為武器，西藏終將戰勝，並重獲自由，並在

各地展開人民代表投票。」124演說過後，當年度他都致力於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

並且跟噶廈及其他人共同努力，展開全面民主化的艱難歷程125，對於民主的概念

達賴喇嘛並曾在受訪時這麼說：	

「從佛教的觀點而言，大約也是有民主因素存在的，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佛

陀就提出在眾比丘中，有些事情必須要由五名以上的比丘做出決定，不能由

一人決定。又如西藏引進比丘尼制度問題，中國有比丘尼傳承，因此很多人

提倡引進，我個人完全贊同，但是這需要由持戒比丘討論決定，不是由達賴

喇嘛說了算!因此，這一切雖然尚不能稱之為民主，但其實已經具有民主的形

式，將此應用到政治上也就水到渠成。」126	

1960 年夏天，達賴喇嘛搬到達蘭薩拉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在他積極地推動下

達成了流亡藏人的第一次選舉，由於大多數藏人從來沒聽說過所謂的選舉，結果

選舉沒有候選人名單，過程也變成不拘形式，流亡藏人在印度境內各個築路營集

合，流亡政府只要求他們就在紙上寫上自己最敬重之人的名字，以選出本地區的

一名代表，僧人則投票選出該教派的代表，最後，得票數最高的 13	 人都是地位

顯赫的喇嘛、貴族以及來自康區和安多的部落頭人127。1960 年 9 月 2 日，13 名當

選的代表集聚在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民議會，當時稱為西藏

人民代表委員會，也因此 9 月 2 日天就成為之後法定的西藏民主節。緊接著，從

9 月 3 日開始，議會正式開始行使權利，他們的第一個議案就是和政府官員一起

檢查、討論舊西藏社會制度的利弊和改革步驟，並任命了 29 名藏人擔任西藏政

府各部門的秘書長、主管和各級幹部，當時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每月召開兩次會

議，必要時還可以增加會議次數，討論的範圍幾乎涉及政府的所有工作，議會並

                                                
124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官方國際華文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檢自：

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193 
125 Dalai Lama 著，康鼎譯，（2000），頁 195。 
126 蘇嘉洪，（2005）。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臺北：水牛文化，頁 318。 
127 John F. Avedon 著，尹建新譯，（1991）。雪域境外流亡記。臺北：慧炬，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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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選任幹部的制度不得沿襲舊西藏形成的近乎世襲的選任方式128。	

1961 年 10 月 10 日西藏流亡政府頒布了《西藏民主憲章》徵求意見稿，其中

規定根據憲章和議會的決定可以罷免達賴喇嘛的職權，該條款在徵求意見期間遭

到了僧俗人民的強烈反對，最後在達賴喇嘛幾近專制的堅持下才保留下來，1963

年 3 月 10 日，《西藏民主憲章》的草案正式頒布實施，然而由於現實問題，憲章

中規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難以召開，1963 年 4 月 4 日通過討論始決定由當時

現有的三區和宗教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擔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能，並規定委員

任期為三年，附帶一提，當年度流亡政府進行的第二次選舉時，特別成立了選舉

委員會、使用了投票箱，並在憲法保障婦女平等權益的概念下選舉了婦女代表129，

這些都能看出流亡政府在民主化改革的進步。無論如何，1965 年委員會通過決

議，宣布收回舊西藏原有的所有封爵，同年並指定了該會的工作章程，自此委員

會開始走向正規化，並在西藏流亡社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第二屆委員會

開始，決定在原有委員的基礎上，西藏三區各增加一名婦女保障名額，另外再由

達賴喇嘛從教育或科技領域直接任命一名代表，委員總數也由原先的 13 名增加

到 17 名，而起先由於甫上任的委員對政府事物不甚了解，便先將委員編入流亡

政府的各機構中累積經驗，到了 1966 年，考量到各委員對於流亡政府的事務已

熟稔，委員會開始單獨辦公，並宣布主席和副主席地位等同政府內閣部長，1979

年 9 月，即第七屆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開始，委員會正式更名為人民議會130。	

經過了草創時期後，有鑑於 1963 年西藏流亡政府頒布的《西藏民主憲章》

草案實際上是以西藏回到西藏人手上為原則制定的法律，換句話說即是為了不確

定的未來所劃之藍圖，對一個流亡境外的政府來說，在實際執行層面當然有諸多

不可行之處，這點在該草案的許多條文均可發現，例如：	

                                                
128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檢自：

http://www.tibet.org.tw/tibet_legisl.php 
129 John F. Avedon 著，尹建新譯，（1991），頁 116。 
130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檢自：

http://www.tibet.org.tw/tibet_legis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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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西藏境內的土地，根據人民的利益和所處地域以及自然環境而予分配和利用。

西藏政府應給予人民私人擁有居住、農業、牧業、房地、工業建築、商業以

及其他生活所需土地的權利；非私有土地由政府管理。 

第九條 

西藏應避免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極化的經濟製度，要創立適合西藏的獨

特的經濟製度。稅製以收入為標準。 

第十二條 

立法權屬於全國省區議會議院和全國人民議會議院，由兩院通過的法案，應

獲得總統的同意。 

第十三條 

根據議會制，由兩院和省區代表選舉產生總統和副總統；由選舉產生的總理

和由總理組織的內閣依法執行行政權
131。	

從上開條文可以發現該憲法草案規範的是現屬中共管轄的西藏，且以當時達

賴喇嘛作為流亡政府政教領袖的重要性，草案第十三條制定的總統制亦有其實行

困難，也因此直到 1990	 年時，西藏流亡政府都還沒有完全實現達賴喇嘛所希望

的一個有憲法的純粹民主制度。比如，與當時行政機構的權力相比，立法機構的

權力比較小，也就是說，儘管藏人實行了民主制度，但並不完善。對此，達賴喇

嘛等不及了，因此 1990 年西藏流亡組織依據答賴喇嘛的要求召開了一個特別大

會，解散了第十屆議會和噶廈政府132，並經由選舉產生了臨時政府。當時要求選

票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當選噶倫，選舉產生的三位噶倫組成了臨時政府，期

限是一年，此外並成立《西藏流亡藏人憲章》起草小組，因為達賴喇嘛認為既然

                                                
131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

自：https://xizang-zhiye.org/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 
132 西藏流亡組織的最高行政機構在藏語中稱為噶廈（Kashag），由稱為噶倫（Kalon）的成員所

組成，噶倫即是政府各部門的部長，首席噶倫為所謂的總理，或稱噶倫赤巴，其在西藏政教領

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負責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切行政事務，在第一屆至第九屆時噶廈成員都是

由達賴喇嘛直接任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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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憲法草案不能執行，那就必須要有一個屬於流亡藏人的憲法，當時憲法起

草小組的組長是解散中噶廈的首席噶倫，1991 年開始選舉新的議會，也是從第十

一屆議會起，由原來的 17 名議員擴大到 46 名133，議會任期也改為五年，同年 6

月由達賴喇嘛正式批準新的《流亡藏人憲章》，使西藏流亡政府和人民議會進一

步規範化，從當時憲章的條文可以看出此時流亡政府之於第一階段時已更趨向實

際面，以下摘錄其中的一些條文。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憲章適用於西藏流亡政府全體藏人。 

第三條–政治性質 

未來西藏政治應以和平、非暴力為基礎的自由、社會福利、政教結合、民主聯合的

民眾國家。 

第十九條–最高權力 

政府最高權力屬於達賴喇嘛所有。達賴喇嘛依照憲章的相關規定直接或通過所屬機

構行使權力和傳達命令，並以國家元首名義特別擁有以下權力： 

1.簽署和批準西藏人民議會通過的法律、法規草案。2.公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

法令。3.對有特殊貢獻者授勛或給予獎勵。4.延後、停止、解散和召集西藏人民議

會會議。5.根據需要對議會發表講話或致函。6.變更或停止議會工作。7.任免內閣

（噶廈）或任何內閣成員。8.召集緊急和重大的特別會議。9.對一些重要議題，基

於法律規定，宣布進行全民公投。 

第二十條–噶廈與噶倫 

在神聖的達賴喇嘛領導下，政府的一切政治工作均由噶廈及首席噶倫負責。 

第二十一條–噶倫選舉 

1.噶廈由七位噶倫所組成，由西藏人民議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 

2.噶倫的人選由議會以不記名投票產生至多 21 人的名單，再經由議會投票選出。 

                                                
133 首相桑東仁波切談談西藏流亡社會民主政體的建立，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9/2/6/n24203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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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首席噶倫選舉 

首席噶倫需在法律規範下，經由單純多數決的不記名投票，在當選的諸位噶倫中選

舉產生。 

第五十七條–停止職權或解散西藏議會 

為了國家及人民的利益，依據本法各項條款規定，達賴喇嘛經與噶廈、最高法院大

法官及議會的正、副議長協商後，可以宣布議會暫停行使職權或解散議會。
134	

值得一提的是，初版的流亡藏人憲章中在第四、五、六章中即明確劃出行政、

立法、司法之三權分立的架構，由此能看出西藏流亡政府想要成為一個西方式完

善政體的野心，然而從上開的條文也能發現達賴喇嘛仍擁有政府最高的權力，並

得以停止、解散議會，第一屆到第九屆（1959-1993 年）的噶廈成員都是由達賴喇

嘛直接任命，之後流亡藏人憲章雖然經過了多次修改，例如第十屆開始改為由達

賴喇嘛提出大約 14 名以上的候選人名單，然後由議會從中選出 7 人組成內閣，

首席噶倫則由當選的內閣成員通過選舉產生方式等，但直到 2000 年為止的修憲

也只是變成達賴喇嘛向議會提名 2 人以上的首席噶倫候選人，再由議會以不記名

投票產生，內閣的噶倫成員則由首席噶倫提出不多於 7 人的名單，經由議會投票

同意後組成政府135。總結來說，在 1959 年–2000 年的這個時期，流亡政府雖然制

定了憲法並設立議會，但此階段初期議會地位等同於政府內閣，與其他政府機構

同樣地仍是奉達賴喇嘛之指示行使職權，後期時人民議會雖有監督行政權的能

力，然而達賴喇嘛仍是權力的中心，能經由提名噶倫影響行政權，並具有解散議

會的能力，議會制衡的能力與達賴喇嘛擁有的權力相比之下顯然不成比例，也因

此，流亡政府在此階段的政治體制算是一種具神權色彩的君主立憲制政體。	

二、 第二階段：民選總理的準總統制政體	

                                                
134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harter Of Tibetans in Exile (1991 Version)，Retrieve: April, 11, 
2019, From: https://tibet.net/about-cta/constitution/ 
135 徐桂香（2013）。西藏流亡組織的變革。蒙藏季刊，第 22 卷第 3 期，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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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改革到 2001 年時有了重要的突破，有別於本研究上開

所列的第一階段由達賴喇嘛直接或間接影響首席噶倫人選，以致行政權始終掌握

於達賴喇嘛手上的強烈君主制色彩，第二階段的流亡藏人迎來了首席噶倫的直

選。事實上，達賴喇嘛早已對由他提出候選人名單的方式表示不滿，為了落實政

黨政治制度，達賴喇嘛很早就提出組建政黨，建立政黨政治的主張，支持如西藏

共產黨、西藏全國民主黨等的成立，但由於西藏人民的政治理念大致相同，政黨

一直不能成為西藏流亡社會的主流，也因此內閣候選人的產生方式一直都是在廣

泛征詢各方面意見後由達賴喇嘛提名後，再經議會投票的方式產生。到了第十二

屆議會（1996 年 5 月-2001 年 5 月）的最後一次會議期間，達賴喇嘛在議會發表

講話時正式提出候選人由卸任內閣部長、議員以及各民間團體常委共同通過選舉

產生的想法，最後經過議會討論，會議通過了《流亡藏人憲章》的修改議案，達

成採用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內閣候選人的共識136。	

考量到西藏流亡社會的政黨政治並不發達，某些剛萌芽的小黨在流亡社會中

的影響力也極為薄弱，因此根據流亡藏人憲章的相關規定，西藏的選舉分為預選

和正式選舉兩階段，而首席噶倫與議會候選人產生的方式基本上相同，也是通過

直接由選民投票推薦的方式產生137。依據流亡藏人憲章的規定，除了遭褫奪公權

者外，所有年滿 18 歲的西藏人民都擁有投票權，2001 年 5 月 12 日，擁有投票權

的流亡藏人自由提名他們屬意的人選進行首席噶倫的投票，5 月 29 日，流亡政

府選舉委員會公佈了預選結果，由當時第十三屆議會（該屆議會選舉於 2001 年

3 月，先行於首席噶倫選舉前辦理完畢）議長的桑東仁波切得票最多，占總票數

的八成138，預選結果如表 1。	

                                                
136 西藏通訊總第 34 期：桑東仁波切當選首席部長，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

https://xizang-zhiye.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unnamed-file-35.pdf 
137 跋熱達瓦才仁編輯，（2005）。流亡西藏舉行第 14 屆議會預選。西藏通訊，總第 56 期，頁

27。 
138 西藏通訊總第 33 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候選人選舉結束，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https://xizang-zhiye.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unnamed-file-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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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 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預選結果（僅列得票數前 6 名） 

人名 經歷 得票數 得票率 

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 西藏人民議會第 13 屆議會議長 31444 82.75% 

居欽圖丹（Jochen Thubten） 前首席噶倫 3732 9.82% 

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 前噶倫，達賴喇嘛二哥 2304 6.06% 

嘉日洛珠堅贊（Gyari Lodoe Gyaltsen） 前噶倫 330 0.86% 

哲通.丹增南嘉（Tenzin Namgyal Tethong） 前噶倫 104 0.27% 

薩迦教主（Sakya Trizin） 薩迦派教主 84 0.22% 

合計 37998 99.98% 

資料來源：Result of the preliminary round of Kalon Tripa election, Retrieve April, 10, 2019, From: 

https://tibet.net/2001/05/result-of-the-preliminary-round-of-kalon-tripa-election/ 
 

由於在預選中，選民領到的是完全空白的選票，這種情形下因個人聲望或其

他諸多原因而被推薦出來的候選人人數很多，藏人名字重複的現象也不在少數，

因此還要進一步加註所推薦候選人的籍貫、住址等人別資料139，產生不少廢票及

整體選務工作耗時的情形，再加上首次辦理的首席噶倫選舉較為倉促、宣傳不足，

且西藏人民對推薦候選人初選不甚熱衷而未前往投票，造成本次選舉有效票大約

僅有 3 萬 8 千多票140，相較當年度的人民議會第十三屆議員選舉總投票人數的

73,714 人，首席噶倫選舉似乎稍嫌冷清141；其次，更為有趣的是，根據《流亡藏

人選舉法》的相關規定，依預選結果可以提名不超過 6 名的候選人名單，但由於

預選過程中並未徵詢過當事人的同意，屬被動性質居多，因此該法也規定，被提

名的候選人如無意參選則可在規定期限內提出退選要求142，結果當西藏選舉委員

會公布了這六位噶倫赤巴候選人名單後，除了桑東仁波切與居欽圖丹外，其餘眾

人均宣布退選，7 月 29 日的正式選舉過後，桑東仁波切再度以毫無懸念的八成

得票率正式成為第一任民選的噶倫赤巴。9 月 5	 日，桑東仁波切在達賴喇嘛座前

舉行宣誓就職儀式，在桑東仁波切宣示就任的同時，前內閣即停止職權，由於新

                                                
139 蘇嘉宏（2008）。流亡藏人的民主實踐–2006 年西藏流亡政府第 14 屆議會與第 9 屆噶廈首

席部長選舉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4 期，頁 44。 
140 因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站僅記載得票數前 6 名候選人，共獲 37,998 票，得票率為 99.98%，

經筆者推估，總投票數約為 38,006 票。 
141 覺嵋桑度（2001）。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選舉簡析。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 10 卷第 5
期，頁 73-76。 
142 徐桂香（201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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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閣成員的任命必須取得議會的同意，因此在議會例行會議召開前，由新當選

的噶倫赤巴獨立承擔內閣職責，在達賴喇嘛正式簽署其的任命之後，9 月 19 日

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第二次會議在西藏人民議會大樓召開，會中審議桑東仁波

切提交的 3 名噶倫名單，經過議會無異議通過後組成了包含他自己在內的四人內

閣，其表示組建四人內閣噶廈只是一種嘗試，新組建的內閣噶廈在執政六個月以

後會再考慮是否視需要增加噶倫成員143。	

無論如何，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改革至此確定走入了新的里程碑，桑東仁波

切也在 2006 年的選舉後繼續連任噶倫赤巴，在這一階段需要關注的重點是，自

從全民直選的首席噶倫產生後，儘管達賴喇嘛多次稱自己已是準退休的狀態144，

但流亡藏人憲章並未修改其架構，內閣仍是向達賴喇嘛負責，甚至桑東仁波切也

曾在受訪時表示「首席部長的產生方式雖然有改變，但其具體的職權內容並未做

修改，因此現在還是和以前一樣，以往需要上報的現在也一樣需要。」145，總結

而言，第二階段的西藏流亡政府雖較第一階段具備更完善的民主化組織章程，並

具備民選總理與民選議會，是一種準總統制的政體，但由於憲法仍保留達賴喇嘛

擁有的最高權力與特權，整體上仍無法擺脫君主制的色彩。	

三、 第三階段：實現政教分離	

2001 年進行了民選噶倫赤巴後，代表達賴喇嘛已無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內

閣人選，2006 年開始他更宣布不再行使直接任命 3 名議員的權利146，這彰顯出他

努力從政治角色中退休，讓流亡政府自主發展運作的決心。2011 年 3 月 10 日，

達賴喇嘛在拉薩事件抗暴紀念日的演說進一步表示，其已決定致函即將召開的第

14 屆西藏人民議會第 11 次全體會議，敦促其修改流亡藏人憲章及其他相關法規，

                                                
143 西藏通訊第 35 期：西藏流亡政府新噶廈(內閣)宣誓就職，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

自：https://xizang-zhiye.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unnamed-file-33.pdf 
144 Reuters, Dalai Lama eyes retiring in speech to U.S. students，Retrieve: April, 11, 2019，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dalailama/dalai-lama-eyes-retiring-in-speech-to-us-students-
idUSN0929825020070509 
145 蘇嘉洪，（2005），頁 321-326（桑東仁波切訪談紀錄）。 
146 跋熱達瓦才仁編輯，（2005）。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初選與十四屆議會選舉揭曉。西藏通

訊，總第 58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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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達賴喇嘛的名號所承擔的所有政治權責交予民眾直接選舉的行政首長，甚至

談到早在 1960 年代，他就多次提出這一設想，如今時機終於到來了。由於境內

外很多西藏同胞、團體和個人，一再要求其繼續承擔政治責任，達賴喇嘛認為移

交權力並非推卸責任、失去信心或捨棄西藏的正義事業，而是考慮到西藏民族的

長遠利益147。於是西藏人民議會依據達賴喇嘛的指示，先是成立議會和噶廈政府

組成的修憲小組，公布第一版的《修憲草擬報告》148，接著於 2011 年 5 月 21 日

至 24 日在達蘭薩拉針對修改流亡藏人憲章修改展開積極的討論，「第二次西藏

全國大會」會議最後作成決定的主要部分是在流亡藏人憲章中增加序言：「保障

藏人行政中央為合法管理政府並為代表西藏全體人民的主權。」從這時開始，西

藏流亡政府不再稱自己為流亡政權，而是取了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新名字，此外，有鑑於會議中許多成員均希望以英國女皇和日

本天皇等為例，請求達賴喇嘛留任國家元首職位，因此新增第一條的規定，載明

（一）為了使藏人的福祉、道德品行、宗教與文化等得到保護和發揚、以及對西

藏問題、藏人和藏人機構的各項事業上，達賴喇嘛應給予指導、言教和鼓勵；（二）

達賴喇嘛尊者認為有必要或領導層進行呼籲時，就西藏民族、社會和政教等重大

事務上向議會和噶廈致函、給予指導；（三）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達

賴喇嘛尊者同國際首腦和重要人物進行會談，並為解決西藏問題，繼續有限期任

命代表和特使149。對於上開兩項修憲，達賴喇嘛原則上同意，但仍希望在文字上

稍作修改，以讓其完全從行政事務中退出，而對於議長邊巴次仁並要求其繼續指

導噶廈政府和議會，並在外交事務上擔任代表的角色，他則堅定得拒絕，並表示

這是與會者沒有理解其原意所致150。	

                                                
147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達賴喇嘛在 310 五十二週年的演說，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https://xizang-zhiye.org/達賴喇嘛在 3%E2%80%A710 五十二週年的演說 2011-3-10/ 
148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摘錄，挪威西藏之聲：「第二次西藏全國大會」專題報導，

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http://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1977 
149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摘錄，挪威西藏之聲：尊者應以英國女王制擔任西藏國家領

袖，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http://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1984 
150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摘錄，挪威西藏之聲：達賴喇嘛拒絕承擔西藏國家領袖，上

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http://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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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人民議會於 2011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特別加開臨時會，最終通過

了上開序言及第一條的增修案，當然最重要的是，修憲案將舊法第十九條規定達

賴喇嘛所擁有的最高權力通過所屬機構行使權力和傳達命令等有關行政首長的

規定，正式改為噶倫赤巴，即西藏民選總理所有，至此，噶倫赤巴已有權批准和

頒布西藏流亡議會通過的法案和條例，而不再需透過達賴喇嘛的簽署151，此外達

賴喇嘛解散議會的能力也已從憲章中刪除152，修憲案通過之後，達賴喇嘛立刻於

5 月 29 日批准了流亡藏人憲章修正案153，達賴喇嘛之於西藏正式脫離政治領袖的

身分，成為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護者及文化意義的象徵。	

除了在憲法上完成名義上的政教分離外，選舉本身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運作中

不斷進步也是民主化的一大利多，2011 年 4 月舉行的第三次噶倫赤巴直選不同

於前面兩屆，這次的競爭相當的激烈，某種概念上可以說是首次進行實質意義的

民主選舉，據統計，全球 15 萬海外流亡藏人中，符合資格登記的選民就有 8 萬

多人，實際投票人數也達到 5 萬多人154，最終則由哈佛法學博士的洛桑森格

（Lobsang Sangay）以百分之五十五的得票率勝選，對此，達賴喇嘛也表示非常

高興人們積極地參與選舉過程155。此外，繼第二次西藏全國大會時流亡政府更名

為藏人行政中央後，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第四次會議又於 2012 年 9 月 20 日通

過修正法案，把藏人行政中央「噶倫赤巴」或「內閣首席部長」的名稱進行更改，

統一用「司政」的稱謂來代替，甫當選的洛桑森格成為第一位別具意義的西藏司

政，之後他也在 2016 年成功取得連任，當選後他表示將持續採取中間路線，並

                                                
151 Parliament Amends Charter for H.H Dalai Lama's D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s, Retrieve: April, 
12, 2019, From: http://www.thetibetpost.com/en/news/international/1738-parliament-amends-charter-
for-hh-dalai-lamas-devolution-of-political-powers 
152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 Democracy, Democracy in Exile Special Report 2012, 
Retrieve: April, 12, 2019, From: http://tchrd.org/democracy-in-exile-2012-report/ 
153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atifies Amendment to Charter of Tibetans, Retrieve April, 12, 2019, 
from: http://www.thetibetpost.com/en/news/international/1740-his-holiness-the-dalai-lama-ratifies-
amendment-to-charter-of-tibetans 
154 大紀元，達賴交棒的民主選舉意義非凡，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檢自：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19/n3262079.htm 
155 BBC, Lobsang Sangay elected Tibetan exile leader, Retrieve April, 12, 2019,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20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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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更加努力地與中國進行對話，以解決西藏的未來問題156，無論如何，西藏流

亡政府走到這一階段，才算真正完成民主化，取得與中共政體作出區隔的籌碼。

（參見表 2）	

表 2. 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改革進程大事紀	

階段 時間 重要事件 

第一階段 

民主化的組織章程草創時期 

1960 年 1 月 達賴喇嘛提出民選議會的概念 

1960 年 6-8 月 流亡藏人的第一次選舉與投票 

1960 年 9 月 第一個人民代表委員會成立 

1963 年 3 月 《西藏民主憲章》草案頒布實施 

1979 年 9 月 人民代表委員會正式更名為人民議會 

1991 年 6 月 《流亡藏人憲章》批准施行 

第二階段 

民選總理的準總統制政體 

2001 年 
《流亡藏人憲章》修正案通過，改以人民直選產生

內閣候選人 

2001 年 5 月 噶倫赤巴的候選人預選投票舉行 

2001 年 7 月 桑東仁波切當選，成為首任民選噶倫赤巴 

2006 年 第二次噶倫赤巴直選，桑東仁波切取得連任 

第三階段 

實現政教分離 

2011 年 3 月 達賴喇嘛正式要求交卸一切政治權責 

2011 年 4 月 第三次噶倫赤巴直選，洛桑森格當選 

2011 年 5 月 
西藏流亡政府不再以流亡政權自稱，正名為藏人

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2011 年 5 月 
《流亡藏人憲章》修憲案通過，將達賴喇嘛相關的

政治權力交予噶倫赤巴，並刪除憲章中達賴喇嘛

得以解散議會的規定 

2012 年 9 月 將噶倫赤巴一詞，統一更名為「西藏司政」 

2016 年 洛桑森格連任西藏司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以杭廷頓的民主化理論檢視流亡政府民主化的過程 

杭廷頓認為第三波民主化有三種主要的類型157，即（一）變革：掌權者扮演

決定性角色，由上而下發起的自由化。（二）置換：政權內部的改革派過於弱小，

居於主流地位的是保守派，也因此直到反對派日益壯大，而政府崩潰或被推翻時

                                                
156 The New York Times, Tibetans in Exile Re-elect Political Leader, Retrieve April, 12, 2019,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28/world/asia/harvard-research-fellow-re-elected-as-head-of-tibets-
government-in-exile.html 
157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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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實現民主化。（三）移轉：移轉和變革的界限有時候是有模糊空間的，在移

轉過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對派的聯合行動產生，政府和反對派的互動較為

溫和，並願意就政權的更迭進行磋商。	

相對於後兩者類型中反對派與改革派扮演的關鍵角色，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

化案例中，實際上缺乏了這些角色，或者說，堅定的改革派至始都只有達賴喇嘛

一人而已，也因此「變革」顯然是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最好的分類，而杭廷頓認

為第三波民主化的變革通常經歷五個階段的發展158，以下分述之。	

（一） 改革派的出現	

正如本研究多次提到流亡帶給藏人最好的改革時空，達賴喇嘛作為孤獨的改

革派，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案例中，我們理應關注的並非是行為者的出現，而是適

合改革的時機點與行為者行動動機的出現。	

（二） 權力的獲得	

筆者認為此部分應從整個西藏噶廈政府的近代歷史來理解，換言之，由於中

國政權自元朝開始，或多或少都以西藏宗主國的角色發揮影響力，中共入藏之後，

達賴喇嘛更不具有西藏實質的權力。此外，有如本研究先前說明的，西藏的政教

合一制度是由家族式政教合一發展而來，這使得西藏社會長年由權貴家族掌握著

上層僧官系統，這種封建色彩的制度使西藏社會長年呈現停滯的狀態，一但有人

想要改變，例如十三世達賴喇嘛，上層的既得利益者與地方家族便會群起反抗，

以致想要在西藏進行相關改革非屬易事，也因此當達賴喇嘛與數十萬藏人流亡印

度後，流亡便給了達賴最好的改革時空，曾經西藏也受過腐敗且不得民心的派系

擺佈159，而舊封建勢力與權貴家族勢力在流亡過程中終歸分崩離稀；另一方面，

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的守護者與政教領袖，流亡後他更成為藏人僅存的依靠，地位

與號召力更是大大提升，因此，取代傳統僧官制度的民主選才制度才能在達蘭薩

拉順利開展。	

                                                
158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127-142. 
159 Heinrich Harrer 著，刁筱華譯，（1997）。西藏七年與少年達賴。台北：大塊文化，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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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化的失敗	

杭廷頓認為在第三波民主化中，那些繼承保守派領袖的自由改革派，通常會

變成短期的過渡人物，由於有限的開放可能會提升人們進一步改變的期望，而過

激的改變也可能導致動亂，因此從自由化的威權政權出發的轉型歷程，既可能前

進，也可能後退。由於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過程缺乏真正的反對派，執政者本

身即為改革者，因此筆者認為所謂自由化的失敗其實不需被流亡政府跼限住想像，

畢竟中國與西藏本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自由化人士的失敗其實也可能影

響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意識，趙紫陽 1987 年任中共總書記，並開始開放政治

體制，結果導致了 1989 年天安門的大規模遊行，這場遊行又反過來挑起強硬路

線的反動，最終演變成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和罷黜趙紫陽。有鑑於此，達賴喇嘛除

了在國際上強力的抨擊中共的人權作為外，無形中也強化了流亡政府改革的決心，

因此 1991 年流亡藏人憲章施行，1996 年達賴喇嘛要求下方政權，2001 年產生首

位民選首長。	

（四） 壓制保守派	

西藏流亡政府因其獨特的政教合一特性，使得達賴喇嘛作為政教領袖的權威

性都是相當崇高的，全體藏人盼望的其實是達賴喇嘛能夠一直帶領他們，也因此

如本研究一直強調的，流亡政府缺乏的其實是反對派，藏人及幕僚伴演的反而是

保守派的角色，所幸是由達賴喇嘛代表改革派，其幾近專制的改革決心尚能壓制

多數藏人的保守信念。	

（五） 與反對派合作	

本研究認為，由於在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案例中缺乏實質的反對派，因此

達賴喇嘛事實上是有計劃性的培育反對派及改革派，例如初期依達賴指示產生，

負責檢討改革事宜的人民代表委員會，以及後期出現的西藏獨立聯盟政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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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國與西藏在文化與意識型態上都存在著許多的差異與衝突，特殊的高原地

形使西藏長年保留下藏傳佛教對天的恐懼與敬意，這是與漢人與藏人在精神層面

的第一道鴻溝，而中國共產黨信奉的宗教是馬克思主義，其宗教觀認為宗教源於

人類對世界的錯誤認知，隨著科學文化的進步，宗教將會自然消失，因此現階段

中共應當限制宗教的發展，並用各種方式加速其滅亡，換言之是一種俗權高於教

權的思想，對比西藏自政教合一形成以來教權高於俗權的形式，兩者在意識型態

的根本上形成第二道衝突，是以，當中共循著漢文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原則，

發展出獨特的宗教政策與社會制度時，自然與西藏格格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第 36 條雖載明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實際所指自由僅限於個人信仰，而非

宗教本身組織、宣教、傳道的自由，這是源於共產黨本身的無神論，它認為人民

真正的信仰只能是共產黨。另一種有趣的觀點是，基於中共希望達到人民的信仰

只能是共產黨的目標，我們或許也能將中共視為一種以社會主義為國教的高度政

教合一政體，在這種情形下，兩個神的同時存在當然是不允許，也因此中共的神

與西藏的神，在制度上的衝突就越顯得避無可避。因此，十七條協議僅維持了幾

年的」光景後終究還是破局了，從 1952 年將色達草原劃入四川省開始，中共積

極地在康區、青海省等藏區推動土地改革及合作運動、鼓動階級鬥爭，甚至強迫

喇嘛還俗，讓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的西藏人民積累不滿到了臨界點，最終也導致了

1959 年的拉薩事件，使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建立流亡政府。	

起先，西藏流亡政府是在印度木蘇里開始運作的，直到 1960 年在印度政府

安排下遷移至達蘭薩拉，之後，達賴喇嘛致力使流亡政府制度化及民主化，例如

基於流亡藏人憲章三權分立的理念，建立最高法院、西藏人民議會以及內閣，各

部門在初期依循達賴喇嘛的指示，在各方面維繫流亡政府的存續及藏人生活的必

須，而最重要的民主象徵當然還是 1960 年經由流亡藏人投票選出的第一批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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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也就是後來的人民議會，議會也負責檢查舊西藏社會制度

的利弊和改革步驟，之後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幾近專制的堅持下，逐步完成

民主改革與政教分離的目標，其間經過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民選的議會

先是制定了西藏民主憲章，後又針對自身流亡的特性訂定新的流亡藏人憲章，並

使流亡政府和人民議會進一步規範化與趨向實際面，憲章中也明確劃出西藏流亡

政府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架構，然而這個階段的特色是達賴喇嘛仍是

權力的中心，能經由提名噶倫影響行政權，並具有解散議會的能力，議會制衡的

能力與達賴喇嘛擁有的權力也顯然不成比例，因此此階段的流亡政府算是一種具

神權色彩的類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政體。到了 2001 年時西藏流亡政府迎來了全民

直選總理的第二階段，議會在達賴喇嘛的提案下通過了流亡藏人憲章的修改，達

成由人民直接選舉內閣總理的共識，桑東仁波切在經過了預選及決選兩階段後，

高票成為了第一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選總理，然而，此階段的西藏流亡政府雖較

第一階段具備更完善的組織章程，並具備民選總理與議會，是類似總統制的政體，

但由於憲法仍保留達賴喇嘛擁有的特殊權力，整體上仍無法擺脫君主制的色彩。

最後，隨著達賴喇嘛多次宣布要從政治角色退休的決心，2011 年由議會和噶廈政

府組成的修憲小組終於通過相關條文的修改，將民主化推進至第三階段，新修憲

章將達賴喇嘛原本所擁有行使行政權和傳達命令等有關行政首長最高權立的規

定，正式改為民選的噶倫赤巴所有，至此，達賴喇嘛之於西藏正式脫離政治領袖

的身分，成為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護者及文化意義的象徵，而整個民主化的過程，

經檢驗後也符合杭廷頓在第三波民主化理論中的變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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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政教分離的原因與影響	

本研究在前一章已介紹過西藏流亡政府透過民主改革將達賴喇嘛的政治領

袖角色轉移到民選噶倫赤巴的過程，接下來本章要探究的是，究竟是哪些原因導

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即積極地展開民主改革的工作，而在驗證的過程中，本

研究發現達賴內心確實擁有民主價值的信仰，並非只是將民主作為國際關係博奕

的籌碼，當然，我們也無法否認民主仍究為流亡政府在西方國家間獲得諸多支持，

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比對達賴喇嘛流亡之後對西藏獨立與否的態度轉變及國際

聲勢間的關係，而這些都將在本章第一節進行推論。此外，由於民主改革的原因

與影響本就是一體兩面的，改革將為藏人與西藏問題帶來的影響，若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也正是達賴喇嘛之所以積極促成民主制度的原因，因此，本章第二節進

一步說明民主改革強化藏人的聯結與完成新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第三節則分析

民主制度如何在各個層面影響西藏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隨著流亡政府的

民主制度發展，西藏問題將更加地複雜化，並使中共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前景越

趨困難。	

第一節	 流亡政府政治改革的原因與民主化理論檢驗	

一、 達賴喇嘛對獨立與否的態度轉變	

由於西藏特殊的地理因素，千百年來並沒有一個外來政權想要在西藏建立實

質上直接控制的主權，中國政權多數時候伴演的角色更像是西藏的宗主國，暫且

不論主權歸屬問題的話，正因為西藏長期處於治權獨立的狀態，藏人也樂於安享

他們的與世無爭，但這種心態卻使西藏在近代成為了各國權力競爭中的犧牲品，

例如清朝時期，英國為了確保商業利益出兵錫金，與清政府分別簽訂了《中英藏

印條約》和《中英藏印續約》，迫使中國承認錫金為英國「保護國」，並開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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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通商，確立西藏與錫金的邊界，當然，西藏噶廈政府拒絕承認這些條約；1907

年的《英俄條約》中，英俄雙方也承認中國對西藏具有宗主權，但英國又在 1914

年 3 月間，由代表麥克馬洪（Arthur Henry McMahon）在德里和西藏噶廈政府談

判代表就《西姆拉條約》秘密換文，條約中以支持西藏獨立等為條件，換取西藏

方面接受了包括麥克馬洪線在內的一系列協議，其後在《西姆拉附約中英聯合聲

明》卻又訂下條款：「締約國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好在附約從屬於

主約，而當時中國政府拒絕簽署西姆拉條約，因而此條約並不具相當的拘束力，

但顯而易見的是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反覆與搖擺，或者說是只關注英國的自身利

益，再加上西藏噶廈政府於關際關係中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使得西藏問題的泥

淖發展至今。此外，1949 年國共內戰時，從噶廈政府驅逐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拉

薩辦事處的人員，避免捲入內戰的舉動也可看出，藏人始終只希望保有其治權與

超然於國際關係之外的心態，也正因如此，當中共人民解放軍在 1950 年挾著現

代化的軍事優勢進軍西藏時，噶廈政府陷入了求助無援的窘境，其雖一度向聯合

國求助，但西藏並非聯合國成員，最具發言權的鄰居印度亦不願得罪中國，因而

也未支持將噶廈政府的議案排入聯合國議程，之後即使聯合國大會於 1959、1961

和 1965 年分別通過 1353XIV、1723XVI、和 2079XX 三個決議案，譴責並呼籲中

國給予藏人人權和基本的自由，但顯然這些都只是指導性質，不具任何強制力。	

鑑於以往對國際關係的消極心態導致西藏成為了弱勢的族群，十四世達賴喇

嘛流亡印度後便積極地周遊各國，持續為流亡政府發聲，並在每年 3 月 10 日的

拉薩事件抗暴紀念日發表演說，譴責中共對人權的壓迫或發表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也藉此成功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然而也由於他深知國際關係的重要性，當他觀察

到中共在國際地位的逐步提升時，他也因應著改變流亡初期堅定的獨立主張，可

以說達賴喇嘛對於西藏獨立與否的態度很大部分是取決於中共的國際聲勢，以下

就達賴喇嘛各個時期的言論與立場分述之。	

（一）流亡初期到 1970 年代的獨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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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在 1959 年逃離拉薩的逃難途中，於西藏自治區山南的隆子縣宣布

成立流亡政府，並駁斥十七條協議，4 月 18 日他在印度德普（Tezpur）的記者會

進一步發表了簡短的聲明，該聲明提到儘管中國某些時候會對西藏行使宗主權，

但西藏多數時候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更嚴正的表示十七條協議是在壓力之下

簽定，因此協議在國際法上並沒有效力160。4 月 24 日尼赫魯與達賴喇嘛在木蘇里

會談了四個小時，儘管席間尼赫魯多次表示即使達賴已經成立流亡政府，印度政

府方面也不會予以承認，然而達賴仍舊持續堅持說明他決定贏得西藏的獨立161，

這種主張也成為達賴流亡初期的基本原則，甚至將中國入侵西藏視作是殖民行為

等，違反國際法的相關原則，這點從達賴喇嘛幾次在 3 月 10 日拉薩抗暴周年紀

念日的演說中（簡稱 310 演說）都可窺之一二，例如：	

1. 1963 年 310 演說：「…西藏人民的被動抵抗仍在繼續。在流亡中我們仍然帶

著難以名狀的苦痛，局勢仍然絕望，但是那些不幸留在西藏的兄弟姐妹們不應

該對真理的最終勝利失去信心。我堅信我的人民的信仰和精神是無法打破的，

我堅信邪惡不能永遠持續下去。我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鬥爭將使這種惡毒和

野蠻的統治結束…今天在這個現代世界中，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被消滅，人人

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我認為中國認為其可強行佔領西藏成為它領土的一部

分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它必須認識到，歷史證明了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國家無

論多麼強大，都永遠無法繼續主宰另一個國家。因此，我真誠地呼籲中國人完

全撤出西藏。」162	

2. 1964 年 310 演說：「世界上的自由國家都在明確地譴責南非鎮壓有色人種的

行為，但中國侵略者對西藏人民採取的壓迫和迫害形式比種族隔離更惡劣一

千倍。即使在最糟糕的殖民主義下，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曾使用

                                                
160 Claude Arpi, Retrieve April, 20, 2019, From: http://www.claudearpi.net/the-dalai-lama-arrives-in-
india 
161 Dalai Lama 著，康鼎譯，（2000）。流亡中的自在。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172-173。 
162 1963: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0,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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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西藏進行的這種酷刑與政治威懾。…此外，在中國入侵之前，藏人幾

十年來一直保持自由和獨立。在這種情況下，我恭敬地請求世界上所有進步和

愛好自由的國家不要被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宣傳所誤導…」163	

3. 1969 年 310 演說：「即使中國人將我們神聖的土地變成灰燼，西藏也會從這

些灰燼中崛起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儘管這需要很長時間，但從沒有一個帝國主

義勢力能夠一直讓其他人長期處於殖民地的服從狀態。」164	

4. 1973 年 310 演說：「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國推翻了滿清，並建立了共和政府。

與此同時，西藏也宣布獨立，但由於一些國家的領土野心，彼此締結了幾項條

約，逕自指出中國屬於西藏的宗主國。從早期和後期條約的制定方式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這些條約既非真理，也非客觀事實。中國對西藏的暴力侵略以及強

迫簽署十七點協議的方式，更是西藏人必須向全世界宣傳周知的。此外，縱觀

任何西藏歷史時期，我們都知道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有人都希望自己

的國家能夠統治自己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繼續爭取西藏人民的權利和

自由的原因。」165	

5. 1975 年 310 演說：「西藏人在西藏的不懈鬥爭正在給中國當局帶來無盡的焦

慮，因此，我們這些身在自由世界的藏人，將持續保持我們的立場以符合西藏

群眾的思想，任何阻礙都無法阻止我們的西藏獨立運動。」166	

（二）1980 年代的自治主張	

1970 年代後期，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印度與中國

間的國際關係逐漸改善，也使得對達賴喇嘛的支持聲勢轉小，1978 年 12 月鄧小

                                                
163 1964: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64 
164 1969: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69 
165 1973: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73 
166 1975: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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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地發展起來，更重要的是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並在建交公報中首次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也相對使達賴喇嘛意識到流亡政府冀望的國

際支持天枰逐漸倒向了中共那端，也因此從 1979 年開始，達賴喇嘛在 310 演說

中似乎就不再提及獨立一詞，取而代之的是，他利用美國卡特總特提出的人權外

交概念，向國際社會反覆說明中共在西藏的暴行，並以藏人的人權作為主要的訴

求，這即是因為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崛起逐漸成為一種不可逆的現象，另一方面也

因中共逐漸放放寬了治藏的相關政策，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共態度相對友善，達賴

喇嘛在國際訴諸的獨立主張也因而受到侷限。	

達賴喇嘛在 1987 年 9 月 21 日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提出的「西藏五點和平計

畫」闡明了其的立場，即（一）將全西藏改為和平區。（二）中國應放棄人口遷

移政策，這個政策已經威脅到藏人作為一個民族的生存。（三）尊重西藏人民的

基本人權以及民主自由。（四）恢復及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不再用西藏作

為製造核子武器或傾倒核廢料的地點。（五）對於西藏未來的國際法律地位，以

及就藏族與漢族人民之間的關係，展開認真的協商。顯然在這五點計畫中從頭至

尾都沒提到獨立，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害怕如果賦予西藏這樣的人權

與自由，他們就有可能獨立167，因此當歐洲議會 1988 年邀請達賴喇嘛至史特拉斯

堡時，中共就以取消歐洲議會主席浦朗伯爵士（Lord Henry Plumb of Coleshill）

訪華行程，威脅該議會取消對達賴的邀約，議會議員只好改以個人名義邀請達賴

喇嘛，而達賴在 6 月 15 日訪歐時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提案，他建議整個西藏，

也就是衛藏、康、安多三區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並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聯合在一起。他進一步聲明願意放棄獨立，以交換中國對此提案的認可，在

史特拉斯堡建議中也提到，這個西藏民主政府將負責所有西藏的大小行政事務，

外交政策則繼續由中共決定，此外國防部分，中共可以在西藏境內維持限量的軍

                                                
167 Per Kaverne 著、Anne-Marie Blondeau & Katia Bffertrille 等編輯、謝惟敏譯，（2011）。遮蔽

的圖伯特。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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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設施。對藏人而言，這個放棄民族主義與獨立主張的宣示顯然造成流亡社區很

大的爭議168，對中共而言，這個提議卻仍然被視作是變相的獨立，對於達賴喇嘛

提出的任何自治方案，北京都視為他想要間接達成獨立的企圖169，但客觀來看，

達賴的態度在整個 1980 年代從獨立過渡到自治的主張都是相當明確的，西方輿

論也對於他在史特拉司堡提議中放棄獨立的態度給予肯定170。	

（三）1990 年代初期回歸獨立主張	

儘管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已稍稍放寬了治藏政策，但顯然對藏人來說仍然時刻

感受到政治與文化壓迫的苦痛，也因此 1987 年至 1989 年間在西藏又爆發了一連

串的抗議事件，導致 1989 年 3 月中共在西藏宣布戒嚴與進行武力鎮壓，對此美

國國會與聯合國也接連通過了相關的決議與公約，譴責中共的非人道行為與人權

侵害，當然，1989 年更令世界矚目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再度使中共在人權形象方面

受到了迎面痛擊，相對於中共在人權事務的低劣表現，達賴喇嘛則靠著他在 1980

年代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及人權議題上的著墨，於 1989 這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

獎，他在受獎的致詞中也再次給予爭取民主的六四民運人士肯定，表示他們的努

力不會白費，同時也譴責了中共對天安門事件的武裝鎮壓行為171。達賴喇嘛鑑於

自己與中共在這個時期國際支持的彼消己長，又在 1991 年底見到了蘇聯的解體，

我們有理由相信達賴明顯不看好中共政權的延續，也因此 1992 年 8 月達賴更樂

觀地預測西藏在五至十年內可獲獨立，同年 11 月 16 日受訪時更表示，印度同意

西藏為中共統治下的一個「自治區」是錯誤的政策，西藏的獨立指日可待172。此

外，這種態度的轉變在當時幾次的 310 演說中也能發現：	

                                                
168 茨仁夏加，（2011）。龍在雪域。台北：左岸文化，頁 514。 
169 Anne-Marie Blondeau 著、Anne-Marie Blondeau & Katia Bffertrille 等編輯、謝惟敏譯，

（2011），頁 178-180。 
170 The Dalai Lama and the Nobel Prize: Correcting a Misunderstanding,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thechinabeat.blogspot.com/2009/04/dalai-lama-and-nobel-prize-correcting.html 
171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Nobel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University Aula, Oslo, 10 
December 1989,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fpmt.org/teachers/hhdl/speeches/nobel-prize-
acceptance-speech/ 
172 陳英倫（2007）。西藏流亡政府從獨立到自治態度轉變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所，台北，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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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1 年 310 演說：「我所提出的五點和平計畫與史特拉斯堡建議並未獲得中

共官方的回應，我覺得我對這些想法的個人承諾已經變得無效…如果在不久

的將來中國仍未做出改變，我會認為自己對斯特拉斯堡建議已沒有任何遵守

的義務。」173	

2. 1992 年 310 演說：「世界上不同地區極權主義政權的崩潰，以及蘇維埃的瓦

解與主權獨立國家的重新崛起，加強了我們對真理，正義和人類精神最終勝利

的信念…總有一天，我們的人民以及內蒙古和東突厥斯坦人民將在各自的國

家中充分自由地重新團結起來。」174	

（四）1997 年迄今（2019 年）的高度自治主張	

當然，從事後來看，由於中國內部國族凝聚力相當穩定，像蘇聯一般解體的

風險並非一觸即發，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的分離主義者並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迫

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的獨立或自治的要求，除非中國政府在根本上出現崩潰175。

達賴喇嘛也發現了此一現象，因此他也很快地修正自己的主張，重新回到以人權

與西藏文化保存為訴求，尋求西藏自治的主張。1997 年香港在世界各國的見證下

回歸中國，中共承諾給予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達賴喇嘛更進

一步要求將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套用在西藏，儘管這與他一開始的自治提案並不

相同，在香港模式底下，中共將透過駐軍、任命高層官員，以及利用嚴格的立法

權來影響藏人行政權的行使176，無論如何，他認為當年十七條協議簽訂時，基本

上的思路便是一國兩制的概念177，而達賴喇嘛在這個時期的 310 演說也均明確重

                                                
173 1991: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91 
174 1992: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92 
175 Yuchao Zhu and Dongyan Blachford,（2005）. Ethnic minority issues in China’s foreignpolicy: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p. 248.  
176 Baogang He and Barry Sautman,（2005/2006）. The Politics of the Dalai Lama'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Vol. 78, No. 4, pp. 612-613. 
177 蘇嘉洪，（2005）。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臺北：水牛文化，頁 32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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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其不尋求獨立的立場，而是給予西藏人民真正自治的機會，以維護他們的文明

和獨特的西藏文化178。	

之後達賴喇嘛對西藏問題的立場基本上就已定調了，2002 年 5 月訪問澳大

利亞時，遭到澳大利亞官方的迴避，其官方並未派員與達賴喇嘛見面，在當時的

記者會中，達賴喇嘛針對對人們關心的西藏獨立議題再次重申立場，他說：「我

致力於我所執行的中間路線，我不尋求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首先，目前西藏在

物質資源上十分落後，我們需要不斷努力地發展經濟。因此，如果西藏保留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西藏的經濟將有可能會得到更大的改善。」1792017 年中國共產

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簡稱十九大）期間，儘管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張裔炯曾說達

賴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人物，並強烈反對其他國家或政治人物接待達賴，但十

九大後達賴喇嘛在印度加爾各答商會舉行的研討會仍不改其立場，他表示西藏不

尋求脫離中國獨立，但希望有更好的發展，西藏人民並不反對中國，希望和中國

在一起，甚至還說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必須著眼未來，只要中國政府同意，他願

意立即回到西藏180。值得注意的是，達賴喇嘛曾在受訪時表示他不能代表西藏人

民，在西藏的西藏人才是他真正的上司181，也因此在這層意義下，達賴喇嘛所說

不尋求獨立的言論，代表的僅僅只是他個人的立場，他未闡明的是西藏的未來需

交由西藏人民自己決定的想法，也因此藏青會較激進的獨立主張，某種程度恐怕

也是達賴喇嘛默許而生的。	

二、 流亡政府政治改革的原因與民主化理論檢驗	

流亡政府的政治改革是以民主化為核心在進行的，本研究接著要透過杭廷頓

第三波民主化理論檢驗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可能因素，正如本研究第壹章介紹

                                                
178 1998: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April, 23,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98 
179 跋熱達瓦才仁編輯，（2002）。達賴喇嘛再次表示不尋求西藏獨立。西藏通訊，總第 39 期，

頁 21。 
180 美國之音，達賴喇嘛稱希望西藏留在中國，上網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檢自：

https://www.voachinese.com/a/dalailama-20171123/4131977.html 
181 紀碩鳴，（2018）。翻山越嶺見西藏－達賴喇嘛要回家。臺北：新銳文創，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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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杭廷頓雖不認為有任何一個因素足以解釋所有的第三波民主化，也沒有任

何一個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但整體來說，他仍為第三波民主化歸納出六個主要的

因素，即（一）合法統治權威的衰弱和政績的困局、（二）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

（三）宗教變遷、（四）外來勢力的新政策、（五）示範效應和（六）肇端182。在

杭廷頓的理論中，經濟發展代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而產生多數人爭取權力而促

進民主化，然而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案例中，藏人的經濟水平不但稱不上小康，在

流亡初期甚至是普遍的貧困，因此民主化的過程是完全由上而下的。宗教變遷部

分，由於杭廷頓的理論主要只針對基督教世界做分析，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許

多國家中，教會都伴演著稱職的反對派，雖然其提到政教分離的思維尚符合達賴

喇嘛政治改革的骨幹，但實際上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世界還是很不一樣的，也因

此宗教變遷顯然不是造成流亡政府民主化與政治改革的因素之一。扣除以上兩者

之後，本研究發現造成流亡政府民主化的因素，某些部分確實符合第三波民主化

理論的描述，以下分述之。	

（一）合法統治權威的衰弱和政績的困局	

杭廷頓在分析合法統治權威衰弱的問題時，「合法性」一詞似乎成為關鍵所

在，儘管威權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因政權的性質而異，但對許多政權來說，一個合

法政府必須建立在民主常規之上已成為一種信念，對其他威權政權而言，缺少自

我更新機制也將嚴重侵蝕到其政權合法性183。同樣地，對西藏流亡政府來說，合

法性也是影響到政權存續的重要課題，本研究第二章已詳細說明了達賴喇嘛是如

何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系統的領袖，並以其獨特的活佛轉世系統傳承至今，值得一

提的是，藏傳佛教中還有另一個相同重要的活佛轉世系統，即源於羅桑曲吉堅贊

（Lobsang Chogyi Gyamtsen）的班禪活佛轉世系統，羅桑曲吉堅贊曾任扎什倫布

寺住持，一生闡揚黃教格魯派及致力整肅僧規，曾經為四世達賴喇嘛授灌頂、比

                                                
182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46-108. 
183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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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戒，並負責尋訪第五世達賴靈童，1662 年圓寂之後，五世達賴為感念其師恩教

誨，決定也為其尋找轉世靈童。從此，格魯派的第二個活佛轉世系統便開始運作

了，而按照黃教的輩分關係，羅桑曲吉堅贊被認定為四世班禪，前面三任班禪都

是因其佛教的歷史背景追認的。總之，班禪喇嘛與達賴喇嘛在西藏代表的意義是

師生，而兩者也有著互相尋訪對方的轉世靈童與認定的責任，也由於轉世靈童都

需經歷培育的過程，因此達賴年幼時，班禪就負責領導和教育達賴；反之，當班

禪年幼時，達賴就承擔領導和教育班禪的責任，若從此一層面而論，其實達賴與

班禪的地位是一樣重要的。因此當十世班禪喇嘛圓寂之後，經由達蘭薩拉的乃穹

護法與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確認了轉世靈童，並由十四世達賴喇嘛做最終認定

後，於 1995 年宣布根敦確吉尼瑪為十一世班禪，整個過程其實與傳統並無太大

出入，然而中共政府為彰顯自己的權威，堅持以金瓶掣籤的方式重新選出了確吉

傑布為十一世班禪，並將當時只有 6 歲的根敦確吉尼瑪從其家中帶走，聲稱保護

起來，男童從此也就消失在世上，而聯合國強迫和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就有關

十一世班禪的 22868 號案件至今也仍在審議之中184。無論如何，十一世班禪的事

件勢必對達賴喇嘛造成很大的衝擊，因為中共既然可以此手法進行政治操作，當

然就可能以同樣的方法再操作一次，而藏傳佛教最重要的兩個活佛轉世系統之一

已落入中共的掌控，待十四世達賴圓寂後，一來因為已無班禪可為達賴的轉世尋

訪及認定，二來則因不論中共是否會自行認定十五世達賴喇嘛，藏人僅存的精神

依托與文化象徵逝去所帶來的衝擊都非同小可，甚至足以影響流亡政府的號召力

與流亡藏人的團結力，因此透過民主改革將政權率先移轉給具有民意支撐的民選

領袖是相當睿智的作法，也是筆者認為達賴喇嘛推動全民直選噶倫赤巴的最重要

原因，以時間軸來看，1995 年十一世班禪事件發生後，經過一任議會任期的時間

詳細思量，達賴喇嘛在 2011 年即促成了噶倫赤巴的直選，整個歷史進程亦無庸

                                                
184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摘錄，藏人行政中央官網：在世人眼中消失的第十一世班禪

喇嘛，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檢自：

https://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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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地吻合此一論點。	

此外，班禪事件也在民主改革的外部因素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誠如本研究

所說，中共完全有可能操作第十五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尋訪與認定過程，屆時

一旦轉世達賴出現在中國境內，則流亡政府之於文化意義的正統性與之於國際關

係的合法性都將蕩然無存，一個失去政教領袖的流亡政府充其量將只是一個難民

的社群集合罷了，放諸國際，藏人行政中央恐也很難再自詡為流亡藏人的唯一合

法政府，因此為了在達賴喇嘛圓寂後還能保有流亡政府存續的合法性，先一步移

交政權是很重要的，而所有轉移政權的方式中，民主選舉又是最能被視作具有合

法性的選項，畢竟獲得了人民的授權，其效益也是倍數計算的，這自然也就造就

了流亡政府積極推動民主改革，至於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政教改革對西藏問

題會造成哪些影響的部分，筆者則會在本章第三節作更詳盡的說明與分析。	

（二）外來勢力的新政策	

1977 年美國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總統上台後，把促進國際人權作為

一個爭取國際地位的主題，其後 1981 年至 1989 年在任的雷根總統（Ronald	Wilson	

Reagan）更是持續將人權與民主視為普世價值與外交手段，他曾號召「來一場全

球維護自由的運動，它會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就像它已

經把扼殺自由並壓制人民言論的其他暴政拋進歷史垃圾堆一樣。185」對西藏流亡

政府與達賴喇嘛來說，身為一個未獲國際上任何一個官方承認的流亡政府，財政

經濟上也很難建立制度化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若想在國際上對抗中共政權，

是否獲得西方國家的資源便成了重要關鍵，事實上這也是達賴喇嘛數十年來與流

亡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想在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間化緣，面對的是以西方思

考為主的世界規則，從西方人士那裡爭取同情與支持，基於這個現實，迫使流亡

藏人必須快速融入以西方規則為標準的國際社會，並按照西方的標準去樹立自己

                                                
185 Ronald W. Regan,（1982）.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Peace, speech before the British 
Parliament, London, June 8, 1982, in U.S. Department os State, Current Policy, no. 399,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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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186。而所有的西方標準中，恰好又是中共政權最缺乏也最害怕的就是民主

與人權了，也因此達賴喇嘛以民主作為流亡政府的新象徵，並以人權將西藏問題

進一步國際化的作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三）示範效應	

一個國家成功地實現民主化，將會鼓勵其他國家的民主化187。顯然地，在達

賴喇嘛帶著藏人流亡到印度之時，儘管印度甫從英國殖民統治中獨立，各項民生

經濟尚處在捉襟見肘階段，但其仍然寬宏地接納了達賴政府，並大方將印北地區

供作西藏流亡政府的基地，甚至積極地協助建立廟宇、學校等，已成功建立民主

制度的印度無形中便給流亡政府帶來了所謂的示範效應，儘管印度在第二波民主

化建立制度後，到了 1977 年曾經歷過一年半載緊急狀態的回潮，但很快地就在

第三波民主化重新回到民主的常軌188，也因此印度依舊在第三波民主化中也樹立

了相當的示範效應。除此之外，達賴喇嘛也不只一次公開讚揚台灣民主化之父的

李登輝，並盛讚台灣的民主制度，1996 年台灣舉行了首次的總統直選，1997 年達

賴喇嘛來台訪問，返回印度之後，達賴即在當屆流亡藏人議會的任期末提出直選

噶倫赤巴的想法，並要求議會據此修改流亡藏人憲章的相關規定，最終於 2001 年

誕生首位民選的政治領袖，這一切顯示出台灣也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過程中

起到示範效應。更有趣的觀點是，達賴喇嘛甚至希望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能夠為中

國帶來示範效應189，這也是達賴喇嘛之所以在 1988 年的史特拉斯堡建議及往後

的聲明中，都提到他可以放棄獨立，甚至願意回到中國，唯一前提則是流亡政府

的民主制度必須帶回到中國。	

（四）肇端	

杭廷頓也提到一個民主政權並不是由上述肇因（casues）建立，而是由肇端

（causers）創建的，因此，政治領袖才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驅使者，儘管他們一開

                                                
186 羅中展，（2001）。流亡藏族之族國建構。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 10 卷第 2 期，頁 29。 
187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 100. 
188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18-23. 
189 紀碩鳴，（2018）。翻山越嶺見西藏--達賴喇嘛要回家。台北：新銳文創，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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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能未必期望民主的結果，僅將民主視為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190。顯然，我們

不需否認達賴喇嘛作為民主化肇端的關鍵性與決心，《經濟學人》曾提到大多數

的流亡政府實際上並沒有很多使得上力的地方，愛沙尼亞流亡政府最後一任財政

部長彼得盧克西普（Peeter Luksep）更曾說：「整個流亡政府的目標是為了生存，

而非決策。」191是以，本研究認為達賴喇嘛進行民主化與政治改革的關鍵因素，

就是為了流亡政權的存續，立基於這個原則之上，流亡初期欲透過民主的手段來

達成幾種目標，包含前面提到強化合法性與爭取國際支持等，另外政治改革也有

團結流亡藏人的功能。由於流亡政府作為一個非正規的政府組織，它在各方面能

提供給藏人的都相當有限，尤其許多的流亡藏人被印度政府分派到各個築路營，

過著篳路藍縷的刻苦生活，長久下來勢必將消磨藏人的生存意志，難保某一天流

亡藏人將只剩下對中國的憤怒，但憤怒的原因與流亡的目的恐怕都再也記不清楚

了。在這種情況下，重塑流亡藏人的國族認同是相當重要的，有如達蘭薩拉的流

亡藏人學校教育將新一代流亡藏人緊密連結，透過難民身分、國族認同及流亡政

府建構的西藏歷史來強化藏人彼此的社群感，並持續培養出對抗中共的集體意

識；民主改革對流亡藏人其實也有一樣的作用，改革使得藏人在政治觀和理念產

生很大的改變，他們一致地認為西藏應該是一個民主社會，像印度一樣擁有宗教

自由，每個人也都擁有平等的工作及教育權利，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概念逐漸深植

在藏人心中192，透過這種民主意識的建構，達蘭薩拉的藏人彼此亦建立一種緊密

的連結，一方面由於流亡藏人一同見證，且透過選舉參與了這項改變西藏數百年

傳統的過程，其足以使流亡藏人產生創造歷史的使命感與團結心，另一方面，也

因為這種民主意識使得流亡藏人成為一種特別的存在，使其與中國控制下的藏人

或居住西藏的中國人作出區別，這對於延續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權的存在是很有

                                                
190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 107. 
191 The Economist, 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Government in exile, Retrieved March, 31, 2019,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christmas-specials/2001/12/20/home-thoughts-from-abroad 
192 Cultural Survival, Hampton Francesca: Tibetans in India: A New Generation in Exile, Retrieve: 
April, 2, 2019, From: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tibetans-
india-new-generation-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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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的，至於這種國族認同是如何建構與進一步影響藏人的，在本章第二節將有

更詳盡的說明與分析。	

三、達賴喇嘛對民主價值態度的轉變	

由於達賴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過程中，是如此角色鮮明且獨特的肇

端，因此本研究也希望進一步了解民主對達賴而言究竟只是手段，或者民主本身

即是目的，也就是作為一種信仰而存在？	

（一）流亡初期到 1988 年間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流亡初期到 1988 年間，民主對達賴喇嘛而言較像

是一種國際關係博奕的手段，達賴在這個階段的演說及聲明的主軸仍聚焦於中共

入藏的歷史衝突，民族主義似乎仍是他的中心思想，其次則是西藏人權與文化保

障等議題，他在 1974 年的 310 演說中就曾提到西藏問題的核心是藏人爭取自己

身分的鬥爭，而真理和正義會站在他們這邊193，立基於這種思維上，正如本研究

對於流亡政府民主化目的的分析，民主化能強化藏人的聯結與身分認同；另一方

面，達賴喇嘛在這段期間也曾明確表示「西藏問題與國際政治密不可分，尤其是

發生在亞洲地區的和平進程，因此流亡政府與藏人應該要利用國際關係的風向來

達到西藏的幸福。194」這種論述與本研究所稱，流亡政府透過民主化爭取國際支

持的原則是相同的，相對地，達賴喇嘛在這個階段對於民主價值的理念，則較難

從相關的談話中得知，也因此，本研究認為此時期民主對達賴喇嘛而言較像是處

理西藏問題的一種強力手段。	

（二）1988 年之後的轉變	

儘管我們無從得知達賴喇嘛究竟是接觸過哪些關於民主價值的著作，或者單

純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無論如何，本研究發現達賴喇嘛從 1988 年開始，

                                                
193 1974: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June, 15,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74 
194 1975: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June, 15,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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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詞幾乎開始出現在他每年的演說或談話當中，舉例而言，1988 年 310

演說他談到流亡政府在進行的民主試驗，並希望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西藏195。

1989 年談到要加強流亡政府自由、民主及和平的事業196。1990 年表示尊重自由和

民主對於西藏的發展至關重要197。類似的情形在之後的演說中均可見到，而本研

究認為更重要的判斷指標有兩項，其一是達賴於 1988 年提出的史特拉斯堡建議，

這是他首次明確表示願放棄獨立，但先決條件是西藏可以成為一個民主的政治實

體，並要求西藏應建立在民主制度的憲法之上，這顯示民主價值在達賴心中開始

有超越民族意識的趨勢，某方面而言，達賴可能也開始信服民主制度本身以及杭

廷頓所說的示範效應，以致於達賴希望將中國也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並相信如果

西藏能夠延續流亡政府的精神實施民主，其便有可能在中國引起滾雪球效應，倘

若中國真能成為民主大國，那西藏是否獨立對他而言可能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其二，杭廷頓認為反對派在民主化過程中相當重要，他更提出雙翻轉測驗

（two-turnover	test）是檢視民主是否獲得鞏固的標準之一，即在轉型期首次選舉

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之後的選戰中失利，並把權力和平轉移給勝選者，然後

這些勝選者後續又和平地移交權力給下屆勝選者時，該民主政權始能被認為已經

鞏固198。換言之，在此理論的架構下，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其實尚未完成民主鞏

固，因為桑東仁波切與洛桑森格的政治立場並無明顯差異，甚至也都是延續達賴

喇嘛的中間路線，根本的原因正如本研究論述過的，藏人的思想文化背景造就政

黨政治難以落實的困境，因此當達賴喇嘛在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間，與西藏青

年大會談話時提出建立政黨的構想，並在 1994 年催生出西藏民主黨時199，顯示達

                                                
195 1988: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June, 15,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88 
196 1989: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June, 15,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89 
197 1990: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Retrieve: June, 15, 2019, From: 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
archive/1990 
198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266-267. 
199 NDPT, Brief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 Retrieve: April, 15, 2019,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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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喇嘛是堅定地朝向流亡政府民主鞏固的路線發展，事實上，也是因為有西藏主

民黨的示範，之後才開始有像西藏獨立聯盟這樣反對黨的角色出現。綜而言之，

本研究認為從此一階段開始，達賴喇嘛開始將民主價值內化成一種信仰，當然，

民主作為爭取國際支持與建構藏人身分認同的考量依舊存在，也因此，本研究認

為此時期迄今（2019 年），民主對達賴來說是同時作為手段與信仰存在的。	

第二節	 政治改革對藏人的建構	

本研究已經在前面一節提到以民主化為核心的政治改革，對於重塑流亡藏人

國族認同的意義，並透過這種民主意識的建構與共同參與民主改革的使命感，使

流亡藏人更加的團結，並對藏民族與西藏流亡政府產生榮譽感與歸屬感，同時也

使得流亡藏人之於中國控制下的藏人或居住西藏的中國人，成為一種特別的存在。

除此之外，西藏也並非是單純藏族組成的國家，若狹義地從生物學與文化的角度

來說，還有諸如康巴人或自古從克什米爾、尼泊爾等地移入藏地的回教徒，尤其

是 1959 年後隨著達賴喇嘛的流亡及面對中國對宗教的壓迫，大約一千名原本居

住在拉薩的卡基（Khache）回教徒也跟著達賴喇嘛流亡印度200，由於五世達賴喇

嘛時期就對西藏回教徒的宗教信仰倍為尊重及禮遇，這些人在歷史的長流中逐漸

產生了西藏認同，儘管不少流亡的卡基本來就有印度國籍，他們在流亡印度後也

仍視自己為西藏人，並接受西藏噶廈的領導201，但若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狹義來

看，這些人終究不是藏人，在宗教文化上也與信奉藏傳佛教的藏人不大相同，因

此當流亡藏人憲章未修改刪除達賴喇嘛神權統治的基礎前，立基於藏傳佛教獨有

的活佛轉世政教合一思想構建的流亡藏人憲章，對於這些非實質藏人的社群而言

顯然難以形成更深層緊密的國族認同，然而，當十四世達賴喇嘛促成了流亡政府

                                                
https://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79673750740 
200 Tibet's exiled Muslims show intricacies of culture, identity for refugees, Retrieve: April, 15, 2019, 
From: https://phys.org/news/2016-11-tibet-exiled-muslims-intricacies-culture.html 
201 大紀元，仁波切和西藏回教徒，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檢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8/5/10/n2112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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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改革與政教分離時，一切顯得都不一樣了，因為透過制度的改革，達賴喇

嘛為所有流亡海外的類藏人社群創造了一種共同的國族認同。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剖析這種國族認同建立的過程，首先，江宜樺（1997）

曾提到國家認同應包含三個主要層面的內涵，即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

202，族群認同指的是客觀的血緣關係或具有一體感的族裔身分，在西藏流亡政府

的例子中當然是指具有藏族血緣的藏人，文化認同應可視作以藏傳佛教為主體的

西藏文化，制度認同則可視為是流亡政府進行的民主改革。顯然，隨達賴喇嘛流

亡至印度的族群裡頭，還有無法在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兩種方式取得國族認同的

人，隨著時間的推演，他們有可能在達蘭薩拉產生新的連結，或者也可能令人憂

心地，回頭與中國管轄下的西藏尋求連結，那時，西藏認同同時也將是一種中國

認同，因此，達賴喇嘛積極推動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改革是意義重大的，

這些非藏人社群可以透過納稅、投票與參與民主化的過程等，與西藏流亡政府產

生緊密的制度認同，進而與流亡藏人產生一體性的國族認同感。再更進一步論述

的話，以上這種論點的依據是，有別於原始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共同的血緣關

係或生物學上的主觀信念所構成203，本研究更贊同的是建構主義的觀點，建構主

義者認為身分認同會受到特定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經濟環境所影響，而自我認同是

民族認同的關鍵，經由連結具有文化特徵的價值標準，某些情況下便能成功地實

現民族認同與身分建構204，例如中國的瑤族為了大家族生產而組織的目的性相當

明確，其透過特殊儀式、信奉祖先等文化與制度儀軌，使許多經由買賣、領養的

幼童或聯姻等的非瑤族人都能快速地取得瑤族的民族認同205。同樣地，所謂的台

灣人在生物學的角度還包含了漢人、各族原住民或部分外籍移民等，若以語言、

文化的方式分類則又有閩南人、客家人、各族原住民等，但多數的台灣人之所以

                                                
202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5 期，頁 87-88。 
203 Fred Inglis,（2000）. Clifford Geertz: Culture Custom and Ethics. New Jersey: Wiley. 
204 Fredrik Barth,（1998）.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p. 24-25. 
205 Fredrik Barth,（1998）,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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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共同的國族認同，其中一個因素便是因為分享著共同的政治制度，而以政

治制度的角度來看，民主制度又比專制制度更容易讓人民產生共同的國族認同，

這是因為人民在參與決策的過程中對於政治的態度更具熱情，甚至對於他們共同

經由制度產生的代議政府更具使命感，方便每個個體將自己投射到政府與國家。	

當然，國族認同也不僅僅是為了非藏人族群存在，對於血緣與文化上本就相

同的藏人而言，政治制度帶來的國族認同對於藏人更是重要，如同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指出國族認同其實是一種雙重依附，這種依附一方面是經

由出生或社會化的原生種族社群連結，另一方面則是奠基於公民服從政府時所共

同擔負的權利與義務206，在這種原則下，流亡藏人一方面從原生的藏族血統獲得

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又從一同經歷的流亡政府民主化進程中，經由流亡藏人憲章

所定的權利與義務獲得雙重依附，這勢必大大地強化了流亡藏人作為一個群體，

甚至是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的國族認同。在國際上若是要找出另一個與西藏有著

相同困境，且政權存在的主要目的即是為了對抗中共政權者，應該勢必就是台灣

了，當然，台灣在國際地位與政府運作等各種面向都要比西藏流亡政府好得太多，

民主化的起步與成熟度也非西藏流亡政府所能比擬，但無論如何，在台灣的例子

中，國族認同的概念基本上也是符合史密斯的二維結構的，原始維度由民族認同、

種族差異和民族自豪感組成，政治維度則包括台灣作為未來國家的地位、民主自

決、國家生存、共享經驗和共同命運等，而兩個維度的國族認同彼此又是互補的，

特別是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台灣人民迎來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政治維度

開始獲得更多的影響，進而塑造了國族認同的核心，簡而言之，台灣政治的演變

見證了民族國族主義到政治國族主義的轉變207，某些層面來看，我們實在也很難

不把民主化對台灣人民的影響投射到流亡藏人身上。	

而在西藏流亡政府整個政治改革的過程中除了「投票」這個給人強烈印象的

                                                
206 Anthony D. Smith,（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p. 151. 
207 Rou-Lan Chen,（2012）. Beyo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A Multidimensional and 
Evolutionary Conceptual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52, No. 5, pp. 87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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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表徵外，筆者認為即便在尚未進入民選總理與投票行為出現的階段之前，達

賴喇嘛就已經完成另一個別具意義的工作–立憲。吉伯努（Montserrat Guibernau，

2004）在區分國家、民族與民族國家等三個概念時曾提到，民族國家的形成是指

一個國家壟斷了在劃定領土範圍內合法使用暴力的能力，並試圖統一受其統治的

人民，使其達到文化一致性，此外，他也認為還有一種族群存在的形式不在上述

三個概念的定義，也就是「沒有國家的民族」，這些作為一種社群存在，卻難以

在國際舞台上被當作一個政治體的民族，例如加泰羅尼亞、魁北克、蘇格蘭等都

是尋求自決權的沒有國家的民族，這些民族中有些確實擁有自己的某種獨立運作

狀態，可以被視為是準國家，可能因為部分權力已經從它們原本從屬的國家中下

放，或者轉移到它們的地區議會，然而，這些轉移的權力在任何情況都不包括外

交、經濟政策、國防和憲法，也因此這些社群組成的準國家實際是不完整的208。

由此可知，屬於西藏的憲章在某種意義上使西藏能夠跳脫出這種沒有國家的民族

型態，並且，依據憲法規定的職權行使公權力的噶廈、人民議會或法院都再再補

強了這些準國家所沒有權力，從而使流亡藏人或甚至還居於青藏高原的藏人們能

夠認知到西藏流亡政府是以一個獨立的主權政府在運作的，而這些權力並非由中

國下放，也就是說，使藏人認知到西藏並不屬於中國。	

另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重點則是達賴喇嘛身分的轉變，則如本研究所說明的，

西藏數百年來都是一個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政教合一政體，即便此政體的本質是

教權高於俗權，但俗世的概念仍是無形的附著在達賴喇嘛身上，而即便是活佛，

也很難在政治這種沒有固定解答的習題中表現的盡善盡美，因此當流亡政府政教

分離之後，也代表著達賴喇嘛可以擺脫俗世的牽扯，專注於教權與藏傳佛教的文

化象徵，筆者認為這應該是更有利於提升達賴喇嘛作為活佛的形象，對於藏人而

言，達賴喇嘛也將昇華到另一種更趨近神的境界，當然，現階段輕易斷言仍過早，

畢竟達賴喇嘛雖自稱從政治角色退休，但其仍具有核心指導者的地位，是以此部

                                                
208 Montserrat Guibernau,（2004）. Anthony D. Smith on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Nation and Nationalism, Vol. 10, No. 1-2, pp.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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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仍待持續的觀察。此外，當十四世達賴喇嘛逝世後，若其轉世遭中共政權有計

畫性地在中國境內設計出現，則部分流亡藏人想必更願意相信他們以選舉選出的

西藏司政，屆時達賴喇嘛及藏傳佛教的文化黏著度對藏人而言恐怕也會產生減弱

的現象，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藏人的流亡主要是發生在三波的流亡潮，即（一）1959 年至

1960 年之間，隨著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流亡。（二）1980 年代，隨著鄧小平

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出現，藏人使其成為逃避中國鎮壓的機會，以致於從西藏流亡

至印度流亡的藏人數量增加了 18%。（三）2000 年初期至 2008 年間，每年有多達

3500–4000 名藏人到達印度。其中，第二波和第三波流亡潮中存在一個有趣的現

象，也就是這兩波流亡至印度的藏人主要都是西藏青年，這些年輕人冒著風險來

到達蘭薩拉只為了見到達賴喇嘛，而他們隨後也進了特別為流亡藏人設立的學校。

對於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流亡藏人而言，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是他們主要的組

織機構，這個組織的目的則是為了使流亡藏人回復舊有的生活，復興西藏的幸福

與自由，並為了自己的家園伸張正義209。在這種情形下，來自西方的民主制度有

助於彰顯流亡政府作為正義的象徵，當然，反面的意義即是缺乏民主制度的中共

更像是不具正義的政權，也由於第二、三波流亡潮都是西藏青年，年輕人在思想

上更為活躍，接受新事物與新制度的能力也更強，民主改革在流亡藏人社群發酵

的力量勢比非同小可。反義來說，若流亡政府仍維持舊西藏的封建僧官制度，對

某些年輕人而言，或許西藏政權與中共政權的同質性便足以高到使人懷疑它存在

的必要，儘管這些藏人最初流亡的目的只是為了追隨達賴喇嘛。附帶一提，西藏

流亡政府會核發給這些流亡藏人正式的身分證明文件，也就是流亡藏人捐獻手冊

（Chatrel），或俗稱的綠皮書，綠皮書是流亡藏人每年捐款給藏人行政中央的收

據本，持有者據以取得參與流亡政府投票和參選的權利，或申請流亡政府獎學金、

                                                
209 Dawa Dolma,（2017）. Survival and revival of Tibetan ethnic identity in India. Social Affairs, 
Vol.1, No.6, p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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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等其他權利210。透過取得綠皮書，流亡藏人將自己的身分確認為藏人，

該文件反映藏人作為同一個政治社群的意願，也作為民族團結和身份的象徵211。	

除了國族認同之外，從現實運作面而言，民主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政黨政治，

事實上，達賴喇嘛在接受台灣學者蘇嘉宏訪問時曾說：「國家元首應該是通過選

舉產生，如果人民支持和投票選舉薩迦法王擔任國家元首，那也是他個人的行為，

跟拉章（寺院）無關，如果達賴喇嘛的傳承還繼續存在，如十五世達賴喇嘛等，

如果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也可以當選，但那時候的當選應該是通過政黨政治產生，

現在我領導的西藏自由運動不屬於任何的政黨，…未來的西藏政治民主化以後，

可能會遵循政黨政治的道路，需要不同的黨派。」212由此可知，達賴喇嘛也贊同

民主政治的設計應有政黨的支持，政黨代表不同的意識型態或政治主張，透過兩

個或以上的政黨對某些議題的不同表述或基本立場，人民可以在觀察或參與討論

的過程強化獨立思考的能力，自由主義的思想也更容易萌芽與發展，這對於數百

年被動地聽由天及神王安排的藏人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同時在另一方面，當

流亡政府完成政教分離後，隨著達賴喇嘛在政治角色的卸任，藏人也逐漸習慣並

勇於在政治事務上表達自己的看法，畢竟對藏人而言，達賴喇嘛是全知的活佛，

他所有的安排對西藏都是最好的，因此不論在心理上或制度上，這種情感都是不

容質疑的，某方面來說這種情感卻也間接綁架了民主的發展。而經由民主改革逐

步在流亡政府推展，我們可以發現藏人在政治上有益加活躍與表達自我的情形，

藏人組建政黨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例如 2011 年流亡政府在修改憲章完成

政教分離之後，儘管達賴喇嘛在西藏問題的立場仍是不尋求獨立，但 2012 年便

有許多分散世界各地爭取西藏獨立的組織和個人達成了共識，即成立一個主張西

藏獨立的聯盟政黨，並在世界各地開展活動213。	

                                                
210 Green Book (Chatrel) , Retrieve: April, 17, 2019, From: https://tibet.net/support-tibet/pay-green-
book/ 
211 Dawa Dolma,（2017）, p. 9. 
212 蘇嘉洪，（2005），頁 320。 
213 西藏之聲，流亡藏人將組建全球西藏獨立聯盟政黨，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檢自：

https://www.vot.org/cn/流亡藏人将组建全球西藏独立联盟政党/ 



DOI:10.6814/NCCU2019002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可惜的是，政治改革在達蘭薩拉的未來也不完全總是樂觀光明的，舉例來說，

儘管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幾近專制的推動下終於完成了民主化的進程，但整

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上而下的，這與多數西方國家由下而上的民主化過程是很不相

同的，在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中，都是經由人民的革命或與政府的抗爭，一步步取

得影響政府的權利，也由於西藏人民在民主化過程中始終伴演著被動接受的角色，

從未主動爭取，甚至為了民主犧牲、流血，因此民主對藏人來說更像是一種形式

上的意義，而不是組成政府主權的源頭，尤其老一輩的藏人更是如此，正如第七

屆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主席洛迪加里（Dhotoe-Gyari-Lodoe-Gyaltsen）所說的那

樣：「很多人走進選舉帳棚，他們就朝著神聖的達賴喇嘛像祈禱：『這裡的候選人，

我一個也不認識，幫幫我吧，讓我選中那個能夠幫助達賴喇嘛及其百姓的人。』

接著他們閉上雙眼，用一個指頭朝下點去，然後問負責選舉的官員請其看看那個

名字是什麼人物，得到答覆之後就說：『喔，我就投他的票。』」214這種現象對於

達賴喇嘛期盼的多黨政治而言，顯然不是一個好徵兆，當一個民主政權的人民缺

乏了對公共事務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不求他們選出的代議士與他們的政治理念

符合時，這種民主恐怕是很難長久維持下去的215，事實上，就連第一任的流亡政

府民選總理桑東仁波切本人都是抱持這種被動的政治態度，他曾坦言自己的習慣

和思想觀點對領導噶廈政府有較大的困難和矛盾，這是因為對政治理論沒有經過

鍛鍊，且在其日常的思想和行為中，對政府、組織、權力等均被視為是罪過的，

且他也表明不認同西方的多黨民主，認同的是超黨派民主，因此桑東仁波切並沒

有領導籌組政黨的想法216。也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在政黨政治的道路上前進得極為

緩慢，即便已有如西藏獨立聯盟這樣的反對派政黨出現，但也尚未出現由反對派

政黨取得政權的情形，以杭廷頓的民主鞏固理論來看，流亡政府即尚未達成雙翻

                                                
214 John F. Avedon 著，尹建新譯，（1991）。雪域境外流亡記。臺北：慧炬，頁 116。 
215 筆者 2019 年 3 月 10 日在臺北參加在台藏人社群舉辦的西藏抗暴 60 周年遊行時，曾與在場

在台藏人進行過談話，發現在台藏人對流亡政府民主化的未來，確實缺乏些許自主的想象，當

筆者談到若未來中國境內出現了第十五世達賴喇嘛，相較於流亡政府民選的司政，藏人會更願

意相信誰的言論時，部分在台藏人的思考邏輯仍舊是「聽從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安排為準。」 
216 蘇嘉洪，（2005），頁 3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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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217，換言之，民主制度當然不可謂之鞏固，也因此，

可以預期到其民主化的道路上仍將持續面對不同的挑戰。	

此外，如同本研究先前提到的，流亡雖成為藏人政治改革的動力，卻也限制

了他們的改革能力218，隨著第十六屆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在 2016 年 5 月宣示就

職219，從這最新一屆（迄 2019 年止）的議員名單仍可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就

是 45 名議員中仍保留著寧瑪、噶舉、薩迦、格魯等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等

各兩名議員的保障名額220，這個情形是依據流亡藏人憲章中的相關規定，換言之

政教關係並未真正分離，充其量修憲只是代表達賴喇嘛個人政治角色的退休，教

權並未在西藏流亡政府全面退休，僧人從政仍直接受到保障。同時，這與流亡藏

人憲章所規定「各種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似乎有所違背，即為何宗教保障

名額僅限四大教派與苯教？為何卡基信奉的回教不在其列？若回歸根本討論，宗

教保障名額的核心意義又是什麼呢？畢竟不同教派的僧人只代表對於佛法有著

不同解釋，卻不代表對於流亡政府的政策與運作有著獨到的見解或相異的立場，

總之，這一切都再再顯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與政教分離，在未來的歲月裡

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節	 政治改革對西藏問題的影響	

事實上達賴喇嘛透過民主與制定憲法完成政教分離的改革，在對內的藏人以

及對外的西藏問題與國際支持之影響是一體兩面的，甚至本章第一節說明的改革

原因與改革後的影響也是相互關聯的，因此首先要討論的即是達賴喇嘛轉世的問

題，由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轉世認定事件歷歷在目，既然中共當年可以如此醒目

                                                
217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266-267. 
218 Ann Frechette,（2007）.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mong Tibetans in Exi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1. P. 99. 
219 自由亞洲電台，第十六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宣誓，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檢自：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dz-05302016160355.html 
220 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 Retrieve: April, 17, 2019, From: https://tibetanparlia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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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行政治操作，當然完全有可能對十五世達賴靈童的尋訪認定再一次操作，而

藏傳佛教最重要的兩個活佛轉世系統之一的班禪喇嘛已落入中共的掌控，這位經

由中共政治操作與充滿疑義的金瓶掣籤過程產生的漢班禪，恰巧父母也都是共產

黨員221，其本人也曾說出類似「1951 年中共解放軍開進西藏，是解放西藏封建農

奴的義舉」的言論222，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可見一斑。因此當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

後，中共只要依賴漢班禪形式上的尋訪，再加上相同操作的金瓶掣籤手法，認定

一名受中共操控的十五世達賴喇嘛實非難事，也因此，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多次

對外表示他可能不再轉世，也可能在印度轉世223，甚至表明了無法接受轉世出現

在沒有自由的國度224，而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 2007 年頒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

管理辦法也是為了抵制達賴的此一說法，其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

人的干涉，且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由這一連串的事件我們便可以得知達賴的轉

世對於西藏問題的發展具有多麼重大的影響力，一方面對藏人而言達賴喇嘛代表

的是數百年來傳統的文化與政教領袖，另一方面對國際社會而言，擁有達賴喇嘛

才能聲稱具有西藏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因此達賴喇嘛通過民主改革將政治權力正

式移轉給民選的西藏司政後，首先衝擊的便是中共對於達賴轉世所作的一切可能

盤算，因為達賴之於西藏變成是單純的文化守護者，而不再是具有官方發言權的

政治領袖，如此一來，即便中共在中國境內自行認定了十五世達賴，其也不足以

代表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人，而對於國際間在西藏問題擁有較多影響力的西方

國家而言，具有民意授權的流亡政府必然是更具合法性的，如此一來，中共原本

期待在十四世達賴圓寂後便能解決的西藏問題勢必將進入延長加賽，且也將面臨

                                                
221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尋找班禪喇嘛轉世靈童，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檢自：

https://www.voachinese.com/a/history-mystery-final-searching-for-reincarnation-panchen-lama-
20160429/3309053.html 
222 民報，奪權？11 世班禪進軍日喀則為達賴喇嘛圓寂作準備，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檢自：https://www.peoplenews.tw/news/a7110d18-4ad5-4f48-9b70-1f1c63cfac8f 
223 Strategic News, Choosing The Next Dalai Lama: Chinese Checkers Over Reincarnation, Retrieve: 
April, 25, 2019, From: https://sniwire.com/china/choosing-the-next-dalai-lama-chinese-checkers-over-
reincarnation/ 
224 The Indian Express, My reincarnation can’t be born in place with no freedom: The Dalai Lama, 
Retrieve: April, 25, 2019, From: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dalai-lama-tibet-my-
reincarnation-cant-be-born-in-place-with-no-freedom-express-adda-467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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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峻的挑戰。	

本研究之所以認為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挑戰將在未來變得更嚴峻，是由於達

賴喇嘛在世時，其對內具有無與倫比的號召力，絕大多數藏人均認為達賴喇嘛的

想法就是全體藏人的想法，對國際社會而言，達賴喇嘛也足以代表西藏流亡政府

與流亡藏人，換言之，只要與達賴喇嘛一人達成和談，西藏問題與流亡政府的回

歸與否都將迎刃而解；但一旦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換成了民選的西藏司政，則中

共與藏人的和解就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這是由於司政也是經由全民的直選，經

民意授權其行使行政權，但這並不代表民意授權其獨自在外交與西藏問題上做出

重大決策，達賴本人曾說在他過世之後，達賴喇嘛轉世傳承制度是否延續應交由

西藏人民來決定，同樣地，他也提到西藏問題的根本還是要尊重西藏人民的想法

225，而筆者認為，他沒有明講的其實是西藏問題如何解決，未來也需交由西藏人

民自行決定，也就是高度挑戰集權國家神經的全民公投。想當然爾，這也是中共

政權最不想看見的結果，一旦進行了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提案公投則勢必使問題

更加複雜化，屆時達賴喇嘛現今提議的自治方案恐怕已不能滿足藏人，而公投結

果又代表著西藏人民最直接的想法，具有相當的民意正統性，西方各國或非政府，

組織勢必也將會關注或施壓中共官方給予符合普世價值的回應。事實上，預料這

種情形的發生也可能是達賴喇嘛推動民主改革的原因之一，畢竟達賴喇嘛多次表

達願返回西藏的意願，但均未獲中共官方回應，考量到完成民主改革後將使達賴

圓寂後的西藏問題更難解決，民主改革自然也增強了達賴喇嘛與中共談判的籌碼，

逼迫中共方面若想更簡單快速的解決西藏問題，則務必應於達賴圓寂前釋出誠意

達成和解，某方面來講，這正是達賴喇嘛欲透過民主改革向中共透露的訊息。	

再者，本研究已說明過民主改革如何對藏人與其他追隨達賴喇嘛一同流亡的

種族社群重新建構新的國族認同，並透過民主意識的建構與共同參與民主改革的

使命感，使流亡藏人更加的團結，並成為一種不同於舊西藏的特別存在，這種團

                                                
225 世界之聲，達賴喇嘛：我們從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檢自：

http://trad.cn.rfi.fr/中國/20190308-達賴喇嘛我們從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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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感的產生對於西藏問題的影響則是由而外的。其一，由於流亡藏人並非只存在

印度達蘭薩拉的大本營，還有其他諸如尼泊爾、歐洲、北美和澳洲等的流亡藏人

社群，而只要經列冊建檔並領有綠皮書的所有藏人都具有藏人行政中央的投票權，

重新建構的國族認同使所有藏人不至於因地理因素分崩離析，有助於他們持續團

結地對抗中共政權；其二，民主意識的建構也使流亡藏人更加認知到自己與中國

的不同，並透過選舉流亡議會及流亡政府領導人，時刻提醒藏人的流亡身分以及

造成他們流亡的原因－中共，這必然使得藏人對中共政權持續保留不滿的情緒，

中共方面想要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想也將更為困難；其三，民主意識除了影響流亡

藏人外，同時也能影響到西藏境內的藏人，使兩者同時意識到這種天賦人權是中

共未曾給予過，而這種意識的發酵恐怕會激化西藏獨立的思想，並成為中共最不

想見到的發展之一。	

此外，民主改革也加深了西藏問題的複雜度與廣度，原本的西藏問題只是單

純的主權歸屬問題，是歷史論證與國際法國土、主權認定的爭論，但隨著西藏流

亡政府促成了民選議會及民選的政治領袖後，民主也成為流亡政府對抗中共的另

一項武器及戰場。民主制度之於現今的西藏流亡政府，也象徵著統治西藏故土的

中共政權所實行的不民主制度。而眾所皆知民主、自由與人權一直以來都是中共

最缺乏與恐懼的元素，畢竟民主自由挑戰的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制度本身，也是

稍不留意就足以使得整個中共政治解體的關鍵元素之一，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自

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 2019 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在滿分 100

分的自由度評鑑中僅得到悲慘的 11 分，被獨立出來評鑑的西藏地區更是僅有 1

分226，這都再再顯示了自由民主仍是中共遭受最大批評的部分，也因此西藏流亡

政府擁有的民主使得西藏問題不再只是主權爭議，也是關於藏人人權的重要課題，

隨著爭議戰場的擴散，中共想要圓滿解決西藏問題的難度自然又提升了一個等級。	

                                                
226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Retrieve: April, 25, 2019,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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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國外交是一貫使用軟實力的227，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則不時在國際上譴責中國的人權問題，1977 年美國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

總統上台後，更提出把促進國際人權作為一個主題，以幫助美國恢復輸掉越戰後

的國家使命感，其後的每一屆美國總統也都繼續為人權及民主而征戰，雷根

（Ronald Willson Regan）總統使用人權的語言來支援他為調整美蘇力量均衡所做

的事情，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也因受美國國會與民意對西藏人權問題大力支持，

未因中國方面的抗議而停止與十四世達賴喇嘛會面228。因此，如何圓滿地解決西

藏問題，更是成為國際間衡量中國是否能真正往民主大國之路前進的一個指標性

議題，民主改革使得西藏問題更加國際化，不再僅限於國與國的主權爭辯，而是

提升至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這也讓西方各國及國際非政府組織有更多插手及影

響議題的空間。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中共近年來在外交策略上積極地參與國際人權建制，

學習掌握規則並且尋找方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影響該體制，例如在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的成員國中，中國創造了一個非西方國家的核心小圈子，以保證那些反對中

國及其他違反人權國的提案不被付諸表決，立場偏頗的該委員會甚至在 2003 年

選舉出惡名昭彰的人權違反國利比亞擔任主席一職，致使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tta Annan）在 2006 年將該委員會從五十三席重組為四十七席的人權理事

會229，以避免此種情形的惡化。而進一步從中共的發展歷史來看，任何階段的發

展方向都是中共歷屆領導人根據不同時期中共內外形勢來確立國家發展方向及

外交決策的制定，其中國家形象則是外交決策制定時重要的參考依據，所以中共

領導人決定了國家形象的相關策略與措施的制定及未來方向，而以習近平為核心

                                                
227 Andrew Scobell,（2007）. China's Soft Sell: Is the World Buying?. China Bruef, Vol. 7, No. 2, pp. 
7-10,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2009）. Human Rughts and China's Soft Power 
Expansion. China Rughts Forum, No. 4, pp. 10-23.  
228 呂非樵，（2007）。美國小布希政府之西藏政策（2001-2004）。碩士論文，淡江大學，美國研

究所，台北。 
229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著，何大明繹，（2013）。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

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台北：左岸文化，頁 43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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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領導，更是全力實踐「中國夢」，習近平對外也表示中國離不開和平的國

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

序的維護者。這代表中共更加重視自身的國家形象與宣傳，更把國家形象當作構

成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因為它可以在無聲的情況下，強化自身影響力，進而提

升自身的國家形象230。再者，美國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上台後，「美

國優先」成為他的招牌口號之一，有逐漸退出維護國際民主與人權的大國角色趨

勢，相反地，隨著中共經濟實力的日益強大，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強，

在這種情形下，西藏流亡政府欲透過民主化與政治改革來模糊西藏問題的主權疑

義，以尋求更多國際支持的盤算，在與強勢崛起的中國拔河過程中是否還能持續

發揮影響力，則有待更多的觀察。	

另一個有趣的討論則是，中共即便未來能圓滿解決西藏問題，使流亡政府及

藏人回歸西藏，並同意西藏在中國治理下一同發展，但已建立的民主意識與制度

仍將正面挑戰中共的體制，成為中共無法迴避的課題，某方面而言，流亡政府的

民主化也將成為杭廷頓所說的示範效應231，影響中國進入第四波民主化的浪潮之

中，這也是中共政權現階段最畏懼面對的發展。在流亡之後，達賴喇嘛與中共政

府的首度正式接觸是始於 1978 年底，中共透過香港新華社社長與達賴喇嘛的二

哥嘉樂頓珠取得聯繫232，然而相關談判直到 2019 年的今日均仍未塵埃若定，本研

究認為主要原因便是中共與流亡政府在核心思維上仍沒有交集，中共方面認為承

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上談判桌的前提條件，鄧小平在 1979 年 3 月 12 日

接見嘉樂頓珠時曾說：「根本問題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

個標準來判斷。現在是以西藏作為一個國家與中央對話，還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

                                                
230 李運成，（2018）。中共國家形象建構之研究─以解放軍參與維和行動為例。碩士論文，國防

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台北。 
231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100-106. 
232 徐桂香，（2002）。達賴喇嘛與北京政府的對話與展望，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 11 卷第 6
期，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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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來討論處理一些問題，這是一個現實問題233。」至於流亡政府方面，達賴喇嘛

在史特拉斯堡建議所說未來的西藏希望是「一個自治、民主的政體，並跟中華人

民共和國聯合，其權力結構由一個人民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部

門、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這顯示達賴喇嘛對於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前提條件

是－保留下目前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考量中國現今的政權核心是共產黨的一黨

專政，暫且不論達賴喇嘛在史特拉斯堡建議的個人立場如何，即便是每個個別的

流亡藏人恐怕都很難接受從民主政體變回專制政體的環境，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要在專制的中國境內移植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到西藏，恐怕短期內也是很難被中

共所接受的，事實上就連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在經過 2014 年爭取民主普

選的雨傘革命234之後，中共不但沒有鬆綁對香港的管制，甚至還在 2015 年通過修

正的國家安全法，新法除將防制、懲治顛覆政權的覆蓋範圍擴大到軍事、網絡、

經濟、出版、教育以至太空活動等領域外，並將香港和澳門也納入其中235，這象

徵著港人雨傘革命的失敗與習近平強硬的緊收政策，同樣地，中國各階段統治西

藏的模式基本上都不真正受到西藏內部情勢所支配，而是共產黨內部所面臨更加

複雜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所支配的236。無論如何，目前專制的中國無法接受真

正的民主制度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這也是中共一直不接受達賴喇嘛回歸的善意，

並堅持將其視為分離主義者的真正原因，在這種矛盾的前提之下，即便流亡政府

帶著民主回到了西藏，恐怕也是得像香港一般變成閹割版的民主制，並受到中共

中央高度的管制限縮，也因此，本研究認為只有當中國的民主轉型真正到來時，

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才可能真正實現。	

                                                
233 華子，（2002）。複評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問題，中國西藏，第一期，頁 2。 
234 雨傘革命，或稱雨傘運動，是指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15 日於香港發生爭取真普選

的公民抗爭運動，參與者佔據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等地進行靜坐及遊行，由於

面對警方以胡椒噴霧驅散時示威者均使用雨傘抵擋，該運動遂以黃色雨傘作為象徵。運動的主

要訴求係要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撤回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及 2016 年立法會選

舉框架和候選人提名方案、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及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等。 
235 中國正式通過「國安法」：首次納入港澳，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8 日，檢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01_china_national_security_law 
236 茨仁夏加，（2011）。龍在雪域。台北：左岸文化，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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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達賴喇嘛從流亡初期至 2019 年間對於西藏獨立與否的態度共經歷了四階段

的轉變，第一階段是流亡初期到 1970 年代，該時期達賴主張的是堅定的獨立態

度，第二階段是 1980 年代，這個時期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美國、印度與中國間的國際關係逐漸改善，也使得對達賴喇嘛的國際支持聲勢轉

小，加上 1978 年底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地發展

起來，達賴喇嘛也隨之於 1987、1988 年提出了西藏五點和平計畫與史特拉斯堡

建議，並聲明願意放棄獨立，只要中共願意將西藏一個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這

個西藏民主政府將負責所有西藏的大小行政事務，外交政策及國防則繼續由中共

決定，中共並可在西藏境內維持限量的軍事設施。第三階段發生在 1990 年初期，

由於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對中共在人權形象上的痛擊，達賴喇嘛自己卻反而

在同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肯定，且 1991 年蘇聯的解體也帶來世人對中共解

體的猜想，國際聲勢的彼消己長使得達賴喇嘛一度又重生獨立主張的態勢。然而

從事後來看，由於中國內部國族凝聚力相當穩定，像蘇聯一般解體的風險並非一

觸即發，達賴喇嘛在 1990 年代中期的第四階段很快發現了自己的誤判，因此也

快速修正主張，重新回到以人權與西藏文化保存為訴求，尋求西藏的高度自治，

甚至進一步要求將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套用在西藏，總結來說，四個階段的變化

皆是取決於中共與達賴喇嘛在國際形勢的孰強孰弱。	

而關於流亡政府民主改革的原因部分，本研究認為符合杭廷頓所歸納的（一）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弱和政績的困局、（二）外來勢力的新政策、（三）示範效應和

（四）肇端，而政治改革的關鍵因素是為了流亡政權的存續，在流亡的時空背景

下，所有西藏以前改革面臨的阻礙一夕間都不存在了。首席噶倫赤巴的直選則在

很大部分受到十一世班禪轉世事件的影響，因為中共當然可能以同樣的方法再操

作一次達賴的轉世，因此透過民主改革將政權率先移轉給具有民意支撐的民選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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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是相當睿智的作法，也是筆者認為達賴喇嘛推動全民直選噶倫赤巴的最重要原

因，以時間軸來看，1995 年十一世班禪事件發生與 2011 年的噶倫赤巴直選，整

個歷史進程也是相對符合的。此外，獲得西方國家的資源與團結流亡藏人也是該

政府一直以來的工作重點，基於這個現實，要從西方人士那裡爭取同情與支持，

自然迫使流亡藏人必須快速融入以西方規則為標準的國際社會，並按照西方的標

準去樹立自己的形象，因此達賴喇嘛以民主作為流亡政府的新象徵，並以自由人

權將西藏問題進一步國際化是完全可理解的。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在流亡初期到

1988 年間，民主對達賴喇嘛較像是處理西藏問題的手段，而在 1988 年之後，民

主則轉變成兼具手段與信仰內涵的存在。	

當然，民主改革對於藏人與西藏問題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首先，透過民主

意識的建構與共同參與民主改革的使命感，使流亡藏人更加的團結，並對藏民族

與西藏流亡政府產生榮譽感與歸屬感，同時也使得流亡藏人之於中國控制下的西

藏成為一種特別的存在，並對於所有流亡海外的藏人或非實質藏人的社群都創造

了一種共同的國族認同，這是因為國族認同其實是一種二維的雙重依附，這種依

附一方面是經由出生或社會化的原生種族社群連結，另一方面則是奠基於公民服

從政府時所共同擔負的權利與義務，在這種原則下，流亡藏人一方面從原生的藏

族血統獲得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又從一同經歷的流亡政府民主化進程中，經由流

亡藏人憲章所定的權利與義務獲得雙重依附，這勢必大大地強化了流亡藏人作為

一個群體，甚至是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的國族認同。民主改革也促使藏人在政治

上有益加活躍與表達自我的情形，同使使他們認知到西藏流亡政府是以一個獨立

的主權政府在運作的，而這些權力並非由中國下放，也就是說，使藏人認知到西

藏並不屬於中國。這些情形下，即便中共在中國境內自行認定了十五世達賴，其

也不足以代表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人，而對於國際間在西藏問題擁有較多影響

力的西方國家而言，具有民意授權的流亡政府必然是更具合法性的，如此一來，

中共原本期待在十四世達賴圓寂後便能解決的西藏問題勢必將進入延長加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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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一旦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換成了民選的政治領袖，則中共與藏人的和解

就不是達賴喇嘛一人說了算的，畢竟司政是經民意授權其行使行政權，不代表其

能在西藏問題上獨自做出重大決策，而如果西藏問題如何解決需交由西藏人民自

行決定，則必然是中共政權最不想看見的結果，因為民主意識除了影響流亡藏人

外，同時也能影響到西藏境內的藏人，使兩者同時意識到這種天賦人權是中共未

曾給予過，而這種意識的發酵恐怕會激發西藏獨立的思想。另一方面，民主改革

也加深了西藏問題的複雜度與廣度，原本的西藏問題只是單純的主權歸屬問題，

是歷史論證與國際法國土、主權認定的爭論，但隨著西藏流亡政府促成了民選議

會及民選的政治領袖後，民主也成為流亡政府對抗中共的另一項武器及戰場，使

得西藏問題不再只是主權爭議，也是關於藏人人權的重要課題。無論如何，目前

專制的中國無法接受真正的民主制度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這也是中共一直不接受

達賴喇嘛回歸，並堅持將其視為分離主義者的真正原因，也因此，本研究認為只

有當中國的民主轉型真正到來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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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一、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原因	

藏傳佛教在朗達瑪死後，進入各教派百花齊放的後弘期，在這個時期佛教之

所以能成功復興，很大部分即是地方割據勢力直接推動的結果，有些割據勢力的

首領本身也是寺院的寺主，隨著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出現，宗教勢力與地方割據勢

力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甚至在某些地方達到了融為一體的程度，成為西藏政教

合一體制的雛形。之後，各教派與地方政權結合，開始出現了家庭式政教合一體

制，活佛轉世制度與政治的結合，則是格魯派在各教派爭權奪利的時空背景下，

考量到繼承人的問題時，宗教上層人士認為轉世傳承對於延續格魯派聲望與勢力

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因此從三世達賴喇嘛開始確立了活佛轉世制度，然後到

五世達賴時在蒙古勢力的支持下，正式成為掌握西藏的行政權，建立政教合一的

王朝。本研究發現西藏政教合一共有的核心特色，其一是教權高於俗權，其二則

是政權均有中朝的支持或認可。	

二、 流亡政府政治改革的背景與進程	

從 1952 年色達草原劃入四川省開始，中共積極地在康區、青海省等藏區推

動土地改革及合作運動、鼓動階級鬥爭，甚至強迫喇嘛還俗，讓以宗教信仰為中

心的西藏人民積累不滿到了臨界點，最終也導致了 1959 年的拉薩事件，使達賴

喇嘛出走印度建立流亡政府。達賴喇嘛從流亡之初便努力使流亡政府制度化及民

主化，例如基於流亡藏人憲章三權分立的理念，建立最高法院、西藏人民議會以

及內閣的各部門，而最重要的民主象徵當然還是 1960 年在達賴喇嘛敦促下，經

由流亡藏人投票選出的 13 名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也就是後來的人民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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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負責檢查西藏舊社會制度的利弊和改革步驟，之後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

幾近專制的堅持下，逐步完成民主改革與政教分離的目標，其間經過了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民選的議會先是制定了西藏民主憲章，後又針對自身流亡的特性

訂定新的流亡藏人憲章，並使流亡政府和人民議會進一步規範化與趨向實際面，

憲章中也明確劃出西藏流亡政府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架構，然而這個

階段的特色是達賴喇嘛仍是權力的中心，能經由提名噶倫影響行政權，並具有解

散議會的能力，此階段的流亡政府算是一種具神權色彩的君主立憲制政體。2001

年時西藏流亡政府迎來了全民直選總理的第二階段，議會在達賴喇嘛的提案下通

過了流亡藏人憲章的修改，達成由人民直接選舉內閣總理的共識，桑東仁波切在

經過了預選及決選兩階段後，高票成為了第一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選總理，此階

段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種準總統制的政體，但由於憲法仍保留達賴喇嘛擁有的最

高權力與特權，整體上仍無法擺脫君主制的色彩。最後，隨著達賴喇嘛多次宣布

要從政治角色退休的決心，2011 年由議會和噶廈政府組成的修憲小組終於通過

了相關條文的修改，將民主化的進程推進至第三階段，新修的憲章將達賴喇嘛原

本所擁有的行政權力，正式改由民選噶倫赤巴行使，至此，達賴喇嘛之於西藏正

式脫離政治領袖的身分，成為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護者及文化意義的象徵，而整

個民主化的過程，經檢驗後也尚符合杭廷頓在第三波民主化理論中的變革模式。	

三、 流亡政府進行政治改革的涵義	

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與西藏文化至高的守護者，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

度後積極推動的民主改革與政教分離措施，對於藏人而言是顛覆了數百年來西藏

獨有的高度政教合一體制傳統，在西藏民主憲章中甚至加入議會有權罷免達賴喇

嘛職權的條款，可想而知該條款在徵求意見期間遭到了僧俗人民的強烈反對，最

後是在達賴喇嘛幾近專制的堅持下才保留下來；然而，十四世達賴喇嘛生在一個

國際局勢變遷迅速的年代，面對中國的強勢崛起與世界各國的國際關係博奕之中，

他不得不成為了一名老練的政治家，1959 年 3 月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196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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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在菩提迦耶的宗教法會向人民提出民主的重要性，表示需要成立一個由人民

代表的委員會，要求人民從西藏三區各選出三名代表及四大教派各一名代表，由

此可以看出達賴喇嘛改革的心切，關於流亡政府民主改革的原因部分，本研究認

為尚符合杭廷頓所歸納的（一）合法統治權威的衰弱和政績的困局、（二）外來

勢力的新政策、（三）示範效應和（四）肇端等幾種因素，此外，本研究也發現

在流亡初期到 1988 年間，民主對達賴喇嘛較像是處理西藏問題的手段，而在 1988

年之後，民主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達賴喇嘛的演說中，史特拉斯堡建議與西藏民

主黨的建立也象徵著達賴內心開始將民主昇華至信仰層次，除了希望將中國也變

成民主體制，更堅定使流亡政府落實政黨政治，朝民主鞏固的路線發展，此後民

主儼然已轉變成兼具手段與信仰內涵的存在。	

當然，作為一名傑出的政治家，達賴喇嘛推動民主改革還有其他更深層的政

治考量，本研究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的首要工作仍是維持流亡政權的存續，基於這

個原則，民主改革與教育對流亡藏人發揮了一樣重大的作用，由於國族認同應包

含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等三個主要的層面，民主改革即在制度認同層

面重新塑造了流亡藏人的國族認同，也使得所有流亡藏人與其他非狹義藏人的族

群，藉由分享著共同的政治制度而對西藏流亡政府產生相同的聯結與認同；此外，

對於散居在印度、尼泊爾、歐美地區等的全球流亡藏人而言，一方面他們從原生

的藏族血統獲得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又從一同經歷的民主化進程與流亡藏人憲章

所定的權利與義務獲得雙重依附，這勢必大大地強化了流亡藏人作為一個群體，

甚至是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的國族認同。若從中共的角度視之，這則顯然是其不

樂見的，畢竟民主意識的建構會使流亡藏人更加認知到自己與中國的不同，並透

過選舉流亡議會及流亡政府領導人，時刻提醒藏人的流亡身分，並持續將矛頭指

向造成他們流亡的原因－專制的中共，此外，民主意識同時也能影響到西藏境內

的藏人，使藏人意識到這種天賦人權是中共未曾給予過，而這種意識的發酵恐怕

會激化西藏獨立的思想，成為中共最不想見到的發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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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亡政府藉由政治改革扭轉西藏問題的局勢	

本研究發現以民主化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使達賴喇嘛獲得擴張爭議戰場的優

勢，西藏問題已不再只是單純歷史與國際法論證的主權歸屬問題，自由民主與人

權成為西藏流亡政府對抗中共政權的最大武器，想在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間爭

取同情與支持，面對的是以西方思考為主的世界規則，民主制度之於現今的西藏

流亡政府，也象徵著統治西藏故土的中共政權所實行的不民主制度，也因此透過

民主改革與強調人權，達賴喇嘛成功地將西藏問題持續國際化，並帶入另一個關

於中共與西方國家普世價值爭辯的層次。不過值得關注的是，達賴喇嘛這種盤算

能發揮功效很大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外交相當注重軟實力與形象建構，而西方國家

則把促進國際人權作為核心價值與外交的手段之一，然而隨著中共經濟實力的日

益強大，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強，近年來在外交策略上積極地參與國際

人權建制，甚至用自己的力量去影響該體制，如此一來，西藏流亡政府利用民主

與人權在與中國拔河的過程中，是否還能持續發揮影響力，則仍有待觀察。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民主化將使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挑戰在未來變得更嚴

峻，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達賴喇嘛在世時，其對內具有無與倫比的號召力，絕大

多數藏人均認為達賴喇嘛的想法就是全體藏人的想法，對國際社會而言，達賴喇

嘛也足以代表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人，換言之，只要與達賴喇嘛一人達成和談，

西藏問題與流亡政府的回歸與否都將迎刃而解；但一旦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換成

了民選的西藏司政，則中共與藏人的和解就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達賴本人曾說

在他過世之後，達賴喇嘛轉世傳承制度是否延續應交由西藏人民來決定，同樣地，

他也提到西藏問題的根本還是要尊重西藏人民的想法，本研究從而認為，達賴喇

嘛沒有明講的其實是西藏問題如何解決，未來也需交由西藏人民自行決定，也就

是就該議題形成高度挑戰集權國家神經的全民公投，想當然爾，這是中共政權最

不想看見的結果。從另一層面來看，預料這種情形的發生也可能是達賴喇嘛推動

民主改革的原因之一，畢竟達賴喇嘛多次表達願返回西藏的意願，但均未獲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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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回應，考量到完成民主改革後將使達賴圓寂後的西藏問題更難解決，民主改

革自然也增加了達賴喇嘛與中共談判的籌碼，逼迫中共方面若想更簡單快速的解

決西藏問題，則務必應於達賴圓寂前釋出誠意達成和解，某方面來講，這正是達

賴喇嘛欲透過民主改革向中共透露的訊息。	

再者，從本研究分析達賴喇嘛對西藏獨立與否的態度轉變可以發現其對西藏

問題的核心思想，四個階段分別是（一）流亡初期到 1970 年代堅定的獨立態度，

（二）1980 年代在五點和平計畫與史特拉斯堡建議中，聲明願意放棄獨立而轉為

自治的主張。（三）1990 年初期由於天安門事件與蘇聯解體影響，又轉趨獨立主

張的態度。（四）1990 年代中期以後，重新修正回到以人權與西藏文化保存為訴

求，尋求西藏高度自治的態度。四個階段的變化皆是取決於中共與達賴喇嘛在國

際形勢的孰強孰弱，本研究因此認為達賴喇嘛內心仍是以西藏獨立為最終的祈願，

所謂的自治其實只是時不我予的暫時妥協方案罷了，而透過流亡政府的民主改革

與藏人民主意識的日益深化，這樣的祈願或許又為藏人獲取了更多的籌碼。達賴

喇嘛在史特拉斯堡建議所說未來的西藏希望是「一個自治、民主的政體，並跟中

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其權力結構由一個人民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

法部門、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這顯示達賴喇嘛對於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前提

條件是保留下目前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而現今流亡政府運行的全民直選西藏司

政制度，其民主落實的程度之高，即便是香港人歷經了雨傘革命後也絲毫不能望

其項背，倘若帶著這種民主制度的流亡政府與帶著民主意識的流亡藏人回到了中

國治理下的西藏故土，則其對目前仍屬專制政體的中共而言無非是植入木馬病毒

的概念，將嚴重地衝擊到中共維持一黨專政政權的穩定，事實上，這也是中共一

直不接受達賴喇嘛回歸的善意，並堅持將其視為分離主義者的真正原因。	

五、 研究假設驗證	

回顧筆者依據本研究目的而提出的一項研究假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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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命題：西藏流亡政府欲透過民主化與政教改革來延續其政權存在之正統

性，並藉以對抗中共政權，獲得在西藏問題的主導權。	

綜合本論文的研究，與上開研究目的的具體剖析，此假設已獲得驗證成立。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首席噶倫赤巴的直選，確實是直接受到十一世班禪轉世

事件的影響，當年十世班禪喇嘛圓寂之後，經由達蘭薩拉的乃穹護法與藏傳佛教

的宗教儀軌確認了轉世靈童，並由十四世達賴喇嘛做最終認定後，於 1995 年宣

布根敦確吉尼瑪為十一世班禪，然而中共政府為彰顯自己的權威，堅持以金瓶掣

籤的方式重新選出了確吉傑布為十一世班禪，並將當時只有 6 歲的根敦確吉尼瑪

從其家中帶走，聲稱保護起來，男童從此也就消失在世上。這起事件對國際社會、

藏人、甚至是達賴喇嘛本人的都造成很大的衝擊，因為中共既然可以對班禪轉世

進行醒目的政治操作，當然就可能以同樣的方法再操作一次達賴的轉世，待十四

世達賴圓寂後，若中共自行認定了十五世達賴喇嘛，則其足以影響流亡政府的號

召力與流亡藏人的團結力外，對於國際社會而言，由於達賴喇嘛幾乎是等於西藏

的，故失去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自然不再具有合法性與正統性可言，也因此，十

四世達賴喇嘛率先透過民主改革將政權移轉給具有民意支撐的民選領袖是相當

睿智的作法，也是本研究認為達賴喇嘛推動全民直選噶倫赤巴的最重要原因，事

實上，1995 年十一世班禪事件發生與 2011 年的噶倫赤巴直選，在整個歷史進程

的時間軸也是相對吻合的。	

但無論如何，隨著民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持續內化與發展，西藏問題的複雜

度早已進入了另一個層次，即便達賴喇嘛圓寂之後，這個問題都得留待後世的全

體藏人一同面對，對專制的中共而言，民主化的流亡政府與藏人更成為了燙手山

芋的存在，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隨著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發展，西藏問題將更

加地複雜化，並使中共在處理西藏問題上越趨困難，也因此，本研究始終認為只

有當中國的民主轉型真正到來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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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若要獲知民主改革實際上是如何在每個不同的藏人身上進一步達成身分建

構，並昇華成國族認同的，田野調查應是本研究後續可進行之方向，而考量到目

前流亡藏人社群仍是以印度達蘭薩拉為分布大宗，若經費與藏文能力許可，後續

研究建議可至達蘭薩拉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以了解藏人對於民選政治領袖的看

法，之於傳統政教合一制度中，活佛作為背負天命的領導人，民選領導人是否能

確實讓藏人信服，又或者達賴喇嘛仍擺脫不了其政治角色？此外，流亡政府目前

的民主制度在藏人眼中又有哪些優缺點，藏人的民主意識是否都已成功內化，對

於不同事件又是否都能有明確之自我主張？這些問題理應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

分析民主的真實價值所在，以及其在流亡社會能發揮影響到什麼程度。	

此外，中國與印度既是世界人口排名前兩大國，也是目前全球經濟增長最快

的兩個國家，而兩國各自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兩國人民有著數千年的交往歷

史，本應友好的兩大鄰國在近代史上卻顯得紛爭不斷。自 1947 年印度獨立後，

其繼承了英國的對西藏的權益和政策，並鑑於印藏間自古以來的文化、地理因素，

印度開始成為影響西藏地方最大的外部力量，有趣的是，作為最先與中共建交的

國家，印度才在 1950 年一份致中國的聲明中宣稱「印度政府關於西藏的全部建

議是在中國主權框架內的自治，這種自治應該通過和平協商取得。」這是印度第

一次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但 1959 年 3 月西藏抗暴運動發生後，中國人民

解放軍與藏族軍民在拉薩爆發了嚴重的武裝衝突，隨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印度，

甫自英國近一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中獨立的印度大方地接受了藏人，必然，印度有

其考量欲透過西藏問題牽制中國，或藉此在國際認知中建構中國問題，畢竟這兩

個大國，一個承襲了英國的民主制度，另一個則持續維持其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

每年還持續支出巨額的預算在內部維穩之用。也因此，另一個有趣的研究議題或

許就存在於中印關係發展過程中，西藏因素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及起到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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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西藏流亡政府從政教合一到政教分離的民主制度、及從獨立到接受自治的

一個中國原則等的體制及態度轉變，比對不同階段的中印關係發展是否受到其影

響，進一步了解兩個亞洲大國是如何在國際關係的層次看待西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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